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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本书为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９ / ２０ 的合集ꎮ

今年是中国与欧盟建交四十周年纪念年ꎮ １９７５ 年的 ５ 月ꎬ 中国与欧洲经

济共同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ꎬ ４０ 年来ꎬ 中国走过了结束 “文革”、 改革开放

的曲折路程ꎬ 到 １９９０ 年代初进入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的历

史阶段ꎻ 同期ꎬ 欧共体则演变成为欧洲联盟ꎮ

回顾冷战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的中欧关系ꎬ 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ꎬ

即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ꎬ 以及中国与欧共体国际组织的关

系ꎮ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ꎬ 欧共体发起国法国、 意大利、 联邦德国、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等 ６ 国签订 «布鲁塞尔条约»ꎬ 决定将 １９５０ 年代建立的欧洲煤钢共同

体、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为 “欧洲共同体”ꎬ 该条约于

１９６７ 年 ７ 月生效ꎮ 此期ꎬ 中苏两国边境军事冲突不断升级ꎬ 逐步走上了政治

军事全面对抗的道路ꎮ 其后的中欧关系至 １９８０ 年代中期止ꎬ 基本建立在了

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基础之上ꎮ

就中国来说ꎬ １９７０ 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后ꎬ 毛泽东着手建立 “一条

线”、 “一大片” 联合反苏的国际统一战线ꎬ 其提出的 “划分三个世界” 的

思想ꎬ 成为中国 “制订世界战略的出发点”ꎮ 中国领导人认为ꎬ 苏联与美国

进行核竞赛ꎬ 到 １９７５ 年时ꎬ 美苏两家已旗鼓相当ꎬ 在核爆炸的总当量方面ꎬ

苏联甚至已超过美国ꎮ 从美苏两家的战略形势来看ꎬ “美国处于防御地位ꎬ
９



苏联处于进攻地位”ꎬ 由此ꎬ “战争危险最主要的是来自苏联”ꎮ 对于这一

点ꎬ 中国 “同第二世界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ꎮ 因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ꎬ

其争霸欧洲 “不一定采取中央突破的办法”ꎬ 而是 “从两翼搞”ꎬ 北翼 “旨

在搞北欧芬兰化”ꎬ 南翼则想控制巴尔干半岛ꎮ 可是 “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单

独对付苏联ꎬ 或者是整个西欧联合起来对付苏联也不够”ꎮ 所以ꎬ “虽然有些

第二世界国家也是帝国主义ꎬ 但在面临战争危险和控制反控制ꎬ 剥削反剥

削ꎬ 侵略反侵略斗争的情况下”ꎬ 中国 “有同他们在某些方面搞统一战线的

基础ꎬ 既有必要ꎬ 也有可能”ꎮ①毛泽东去世、 文革结束后ꎬ 以反对苏联霸权

主义为主旨的 “三个世界划分” 的指导方针ꎬ 作为 “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

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ꎬ 不仅继续是中国政府的既定外交方略ꎬ 而

且成为中国 “在国际斗争中的阶级路线”ꎬ 其明确了在 “结成最广泛的统一

战线ꎬ 以反对主要的敌人” 的 “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中”ꎬ “谁是主要的革

命力量ꎬ 谁是主要敌人ꎬ 谁是可以争取、 联合的中间力量”ꎮ 直到 １９８０ 年代

初期ꎬ 中国 “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ꎬ 仍然是毛泽东在世时提出的关于三

个世界划分的理论”ꎮ②这时ꎬ 中国领导人继续强调 “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是苏

联”ꎬ 特别告诫西方国家: 苏联南下战略的下一步是要取得印度洋、 波斯湾ꎬ

而取得中东的石油ꎬ “就等于卡住了整个西方的喉咙”ꎮ 如果西欧沦陷ꎬ “这

对西方世界来说是性命攸关的ꎬ 因为北约就在西欧”ꎮ 以此反复申明ꎬ “不但

中美、 甚至日本ꎬ 欧洲都有这样的联合的愿望ꎬ 都感到联合是必要的”ꎮ③而

从欧共体成员国一方看ꎬ 随着苏联扩张势头咄咄逼人ꎬ 将主要兵力部署在其

欧洲本土和其东欧卫星国地区ꎬ 华约与北约两大政治军事集团重兵对峙局面

０１

①

②

③

关于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 (无日期)ꎬ 湖北省档案馆ꎬ ＳＺ１４２－４－４１９ꎻ 外事

会议学习材料: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 (无日期)ꎬ 湖北省档案馆ꎬ ＳＺ１４２－４－４１９ꎮ 这两份材料无日

期ꎬ 据文件内容看ꎬ 应为 １９７５ 年ꎮ

华国锋: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四)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７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 第 ４ 版ꎻ 赵紫阳: 我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内形势 (１９８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２ 年ꎬ 第 １２５６—１２６０ 页ꎮ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美国战略研究机构访华团谈话记录 (１９８０ 年 ６ 月 ３ 日)ꎬ 湖北省档案馆ꎬ

ＳＺ１－８－１８５ꎮ



的形成ꎬ 西欧、 南欧、 北欧国家大多愈来愈忌惮苏联的威胁ꎮ 由此ꎬ 尽管欧

共体国家有逐步摆脱美国控制的要求ꎬ 但视莫斯科为主要威胁ꎬ 主张依靠美

国抵制苏联ꎬ 借重同中国发展关系钳制苏联ꎬ 以增强欧洲安全ꎬ 依然是这些

国家的对外战略的基点ꎮ①在联合抗衡苏霸问题上拥有共识ꎬ 实际成为促进中

国与欧共体国家关系发展的首要因素ꎮ １９７０ 年代中期ꎬ 中国进一步将欧共体

视为一个国家集团、 一支重要的抗衡苏霸的力量ꎬ 从而做出了与之建立外交

关系的决策ꎮ

１９８０ 年代初ꎬ 中共中央在坚持联美、 联合国际政治力量抗苏的战略方针

的同时ꎬ 也在对国际形势进行新的讨论和判断ꎬ 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ꎮ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不再评说 “三个世界划分” 的思想ꎻ 十二大

通过的新党章也删去了所有类似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和 “苏联现

代修正主义” 的词语ꎬ 此后在党的重要文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谈话中

不再使用 “划分三个世界” 的提法ꎬ 到 １９８５ 年正式否定了毛泽东在世时提

出的建立反苏国际统一战线的 “一条线” 战略方针ꎮ②随中苏关系正常化的

实现ꎬ③构成中欧关系基础的核心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ꎮ

作为对中欧建交四十周年的纪念ꎬ 本辑特别设立 “冷战年代的意大利、

欧洲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专稿” 栏目ꎬ 推出一组外国学者考察新中国与欧

共体创始国法国、 西德、 意大利ꎬ 以及第一批加入欧共体的英国之间的关系

的文章ꎮ ２０１４ 年初ꎬ 笔者和沈志华教授应邀参加了在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洲

１１

①

②

③

参见王泰平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第三卷)ꎬ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９ 年ꎬ

第 ３１７—３３４ 页ꎮ

胡耀邦: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１ 日)ꎬ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ꎬ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ꎬ 第 ４３、 ４４ 页ꎻ 中国共产党章

程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９ 日ꎬ 第 １ 版ꎻ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１９８５ 年 ６ 月 ４ 日)ꎬ 邓小

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ꎬ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ꎬ 第 １２７—１２８ 页ꎮ 关于毛泽东 “三个世界

划分” 思想的考察ꎬ 还可参见李丹慧: «毛泽东划分 “三个世界” 战略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ꎬ «世

界历史» １９９４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１２ 页ꎮ

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考察ꎬ 可参见牛军: «走向 “正常化”ꎬ １９７９—１９９１»ꎬ 沈志华主

编: «中苏关系史纲———１９１７~ １９９１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增订版)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ꎬ ４５１—５３０ 页ꎮ



北非系举行的 “冷战年代西欧国家与中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关系研究” 学术

讨论会ꎮ 会后ꎬ 笔者委托威尼斯大学中国近现代史、 意中关系史专家萨马拉

尼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 教授和博洛尼亚大学格拉齐亚尼 (Ｇｒａｚｉａｎｉ) 博士选编一组会

议文章ꎬ 由本刊组织翻译以备发表ꎮ 现收入此专栏的文章共有五篇ꎬ 分别为

«意大利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治联系与交流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 «生

活在社会主义友谊前线: 对 １９５０ 年代和 １９６０ 年代初意大利在华旅居者经历

的初步评估» «官僚机构、 商业事务和冒险行为: 冷战初期的中欧贸易关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 » «英国与共产党中国的金融关系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 «承认之

前: 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ꎮ 这些文章提供了观察冷战背景下中华

人民共和国与西方国家关系演变过程的新角度、 多侧线ꎬ 具有重要的参考、

借鉴价值ꎮ

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朝鲜族并非土著民族ꎬ 其是从朝鲜半岛迁移而来的

“跨界民族”ꎮ 而跨界民族问题涉及地缘政治环境ꎬ 是影响地区和社会稳定、

双边关系、 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ꎮ 有鉴于此ꎬ 利用新解密和公布的多国档案

文献资料ꎬ 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战后中国东北朝鲜人的迁移、 流动、 族群的形

成、 “朝鲜族化” 的过程进行新的探讨ꎬ 不仅十分必要ꎬ 而且意义不容小觑ꎮ

本辑 “专题研究” 栏发表的ꎬ 目前任职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韩国学者金东吉教

授撰写的 «战后中国东北朝鲜人的 “朝鲜族” 化过程» 一文ꎬ 即是在中国、

俄国、 日本、 韩国及朝鲜解密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ꎬ 从中国东北朝鲜人的

政治军事组织、 东北朝鲜人的回归朝鲜潮、 战后至 １９５０ 年代中共及新中国

政府处理相关问题的方针、 政策等方面ꎬ 考察梳理了 “从朝鲜人到朝鲜族”

的中国东北朝鲜人中国少数民族化的历史进程ꎮ 该文使用的材料颇具价值ꎬ

但分析评说等还嫌薄弱了些ꎮ

“青年学者论坛” 刊出四篇文章: 邰浴日的 «通过谈判的革命———匈牙

利圆桌会议谈判的历史意义及文献资料评述»、 游览的 «徘徊于阵营之

间———冷战背景下苏加诺的中间道路»、 高嘉懿的 «直面红色中国———法国

国内对中法建交的态度»、 李坤睿的 «治理化外之地———２０ 世纪 ４０ 至 ５０ 年

代中共对海南黎区的经营与改造»ꎮ 四文就考察的范围而言ꎬ 选题都比较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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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ꎬ 具有学术价值ꎮ 以考察的基础观之ꎬ 前三篇文章的视线投向国际ꎬ 围绕

所设的主题ꎬ 发掘并梳理、 运用翔实的中外多国档案文献资料进行演绎、 论

证ꎻ 后一篇则关注内政ꎬ 依据大量地方档案文献资料探讨中国的边疆民族问

题ꎮ 可以说ꎬ 是四篇不错的实证性研究成果ꎮ

下面择要介绍 “档案文献” 栏的内容: «在特米诺岛上与钱学森的一次

特殊晤谈»ꎮ 钱学森先生是杰出的科学家、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ꎬ 中国科

学院、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 七、 八届全国委

员会副主席ꎮ 钱学森早年毕业于交通大学ꎬ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

公费留学生ꎬ 翌年 ９ 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ꎬ １９３６ 年 ９ 月转入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ꎬ 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 数学博士学

位ꎮ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至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ꎬ 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 固体力学和火箭、

导弹等领域的研究ꎬ 曾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理工学院教授、 加州理工学院

喷气推进中心主任ꎮ 美国方面后来称其为 “美国火箭、 导弹研究、 试验的先

驱”ꎬ “５０ 年代全球 ２０ 个洲际弹道导弹系统的建立”ꎬ “都是钱学森智慧的产

物”ꎮ①冷战初期ꎬ 美国掀起了一个以 “麦卡锡主义” 为代表的反共 “十字军

运动”ꎬ 新一波 “红色恐惧” 的浪潮席卷美国政治、 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各

个层面ꎮ 钱学森即于此期被怀疑为是共产党员ꎬ 遭到联邦调查局的传讯ꎮ

１９５０ 年 ５ 月ꎬ 美国海、 陆、 空三军召开人事会议ꎬ 研究钱学森案件问题ꎻ 并

于 ６ 月初正式签署了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研究的通知ꎬ 同时吊销了他的涉密

研究许可证ꎮ ８ 月ꎬ 海关当局奉联邦法庭命令ꎬ 扣留了拟回中国探亲的钱学

森的包括许多科学书籍和研究工作笔记在内的行李ꎬ 移民局并下令禁止其出

境ꎮ ９ 月初ꎬ 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人员向钱学森出示逮捕令ꎬ 将其遣送至

洛杉矶市附近的特米诺岛囚禁ꎮ 是月中ꎬ 司法部及军方有关部门在该岛举行

非正式听证会ꎬ 调查了解案情ꎮ 会后ꎬ 遭监禁 １５ 天的钱学森以高额赎金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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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钱学森同志生平»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第 ４ 版ꎻ 钱学敏: «钱学森在美

国的 ２０ 年 (１９３５~１９５５) »ꎬ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第 ２６ 卷第 ２ 期ꎬ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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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ꎬ 但仍一直处于被监视中ꎬ 行动受到限制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ꎬ 中美两国日内瓦

大使级会谈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ꎬ 此后在中国政府的交涉下ꎬ 钱学森终

于获准返回中国ꎮ １９５８ 年 １０ 月ꎬ 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ꎬ

钱学老因病在北京逝世ꎬ 享年 ９８ 岁ꎮ①今年是钱学森先生回国 ６０ 周年纪念ꎬ

从事钱学森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现民教授ꎬ 特将其

２００９ 年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复制的ꎬ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特米诺岛钱学森案非正

式听证会记录全文翻译成中文ꎬ 提交本刊推出ꎮ 据张教授了解ꎬ 这应是此份

档案在中国国内的独家首次发表ꎮ 这份文件为钱学森研究、 冷战年代的中美

关系研究ꎬ 以及教育、 文化等领域的研究ꎬ 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ꎮ

李丹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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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钱学森同志生平»ꎻ «热爱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ꎻ «钱学森等回到广州»ꎻ «美帝非法

拘捕我科学家钱学森等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发表宣言提出严重抗议»ꎻ «全国妇女同世界妇

女紧密团结起来　 粉碎美国战争狂人的反共罪恶阴谋　 全国妇联负责人和首都各界妇女集会支持美

共反迫害斗争»ꎻ «有什么理由以执行协议为借口来拖延中美会谈?»ꎬ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ꎬ 第 ４ 版ꎻ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 ３ 日ꎬ 第 ３ 版ꎻ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ꎬ 第 １ 版ꎻ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第 ３ 版ꎻ

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ꎬ 第 ４ 版ꎻ １９５５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第 ４ 版ꎮ



冷战年代的意大利、 欧洲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专稿

编者前言

圭多􀅰萨马拉尼、 索菲娅􀅰格拉齐亚尼∗　 何　 妍∗∗译

１９５４ 年 ５ 月日内瓦会议期间ꎬ 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

恩来在瑞士伯尔尼中国代表团驻地会见英国政府副首相兼外交

大臣罗伯特􀅰安东尼􀅰艾登ꎮ

∗

∗∗

圭多􀅰萨马拉尼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ꎬ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Ｃａ􀆳 Ｆｏｓｃａｒ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ｅｎｉｃｅ) 教

授ꎬ 意大利汉学家ꎬ 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史特别是意中关系的研究ꎻ 索菲娅􀅰格拉齐亚尼 ( Ｓｏｆｉａ

Ｇｒａｚｉａｎｉ)ꎬ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ｌｏｇｎａ) 助理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史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青年运动史研究ꎮ

何妍ꎬ 博士ꎬ 美国俄亥俄大学邵友保博士海外华人文献研究中心 (Ｄｒ􀆰 Ｓｈａｏ Ｙｏｕ￣Ｂａｏ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Ｏｈ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主任ꎬ 主要从事冷战史、 中国现代史和海

外华人史的研究ꎮ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３—１４ 日ꎬ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亚洲北非系召开了以 “意大

利、 欧洲与中国: 冷战年代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关系 (１９４９—１９７１) ” 为主

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ꎮ 这组专稿是研讨会论文的精华ꎬ 主题为冷战时期的意

大利、 欧洲与中国的关系ꎮ 所选论文是两个集体项目的研究成果: 威尼斯大

学资助并由圭多􀅰萨马拉尼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 教授领导的项目 “意大利、
欧洲、 中国: 冷战时期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关系 (１９５４—１９７１) ” 与 帕多瓦

大学资助并由卡拉􀅰梅内古奇 (Ｃａｒｌａ Ｍｅｎｅｇｕｚｚｉ) 教授领导的项目 “１９６０—
１９７４ 年欧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源: 国家及跨国行为体和战略”ꎮ 该合

作项目研究的重心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国家与中国的非官方关系ꎮ 参与

此项目的学者们也探讨了影响意大利、 法国、 西德和英国等国推动与中国建

交政策的国际、 国内因素ꎮ 这些国家在历史上以及当时ꎬ 对华联系都很

紧密ꎮ
这组专稿共收入五篇文章ꎮ 其中两篇文章考察的是意中关系ꎮ 圭多􀅰萨

马拉尼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 和索菲娅􀅰格拉齐亚尼 (Ｓｏｆｉａ Ｇｒａｚｉａｎｉ) 的文章

«意大利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治联系与交流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１９４９－

１９６５› )ꎬ 着重研究了意共与新中国的政治联系ꎬ 尤其是意共对中国与中共

的态度ꎬ 以及两党之间的交流和党内关系问题ꎻ 劳拉􀅰德􀅰乔尔 (Ｌａｕｒａ 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 的 «生活在社会主义友谊前线: 对 １９５０ 年代和 １９６０ 年代初意大利

在华旅居者经历的初步评估»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Ｓｏｊｏｕｒｎｅｒｓ ｉｎ １９５０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１９６０ｓ Ｃｈｉｎａ) 一文ꎬ 则是通过透视旅居中国的意大利记者、 学生以及专家的

经历ꎬ 探讨五六十年代意中两国的文化交流问题ꎮ
另三篇文章的视角聚焦于其他西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问题ꎮ 张丽雅

(Ｖａｌｅｒｉａ Ｚａｎｉｅｒ) 的文章 «官僚机构、 商业事务和冒险行为: 冷战初期的中

欧贸易关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 »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ꎬ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Ｃｈｉｎａ－

Ｅｕｒｏｐｅ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 )ꎬ 考察了 １９５０ 年代欧

洲国家 (包括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与中国的贸易关系ꎬ 尤其是个人

行为及活动所起的作用问题ꎻ 罗勃特􀅰皮卢兹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Ｐｅｒｕｚｚｉ) «英国与共

产党中国的金融关系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 (ＵＫ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 一文ꎬ 探究的是 １９４０ 年代后期至 １９７０ 年代中期英国与

中国经济关系的演变情况ꎻ 安吉拉􀅰罗曼诺 (Ａｎｇｅｌａ Ｒｏｍａｎｏ) 的文章 «承
２



认之前: 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Ｂｅｆｏｒ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则分阶段考察评估了法国政府在承认

新中国之前对北京政府的态度及方针的变化、 法国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歧ꎬ
以及推动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素等问题ꎮ

３





意大利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治联系与交流 (１９４９—１９６５)

圭多􀅰萨马拉尼、 索菲娅􀅰格拉齐亚尼∗　 梁　 志∗∗译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 １９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总

书记邓小平与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贾恩卡罗􀅰巴叶塔签署两党

会谈公报ꎮ

∗

∗∗

圭多􀅰萨马拉尼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ꎬ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Ｃａ􀆳 Ｆｏｓｃａｒ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ｅｎｉｃｅ) 教

授ꎬ 意大利汉学家ꎬ 主要从事近现代中国史特别是意中关系研究ꎻ 索菲娅􀅰格拉齐亚尼 ( Ｓｏｆｉａ

Ｇｒａｚｉａｎｉ)ꎬ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ｌｏｇｎａ) 助理研究员ꎬ 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史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青年运动史研究ꎮ 两位作者共同讨论了本文的写作大纲ꎬ 并一起撰写了第一和第五部分

(引言和结论)ꎮ 此外ꎬ 圭多􀅰萨马拉尼负责撰写了第四部分ꎬ 索菲娅􀅰格拉齐亚尼负责撰写了第二

和第三部分ꎬ 第二部分主要内容来源于作者在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 资助下完成的博士后

研究成果ꎮ

梁志ꎬ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 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副教授ꎬ 主要从事冷战时期朝鲜半岛和东

南亚问题研究ꎮ



一、 引言

１９５０ 年代到 １９６０ 年代初ꎬ 意大利共产党同意大利社会党一样也是意大

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非传统、 次国家党际外交的主要参与者ꎮ 在两国还

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之际ꎬ 作为西欧最大的共产党ꎬ 意共无疑是中国和意大利

非官方交流的重要渠道ꎮ 除了在党的官方出版物和议会中采取亲华立场外ꎬ
意共还特别积极地有意识地通过组织文化和科学代表团访问新中国等各种方

式促使公众和本党党员关注和了解东亚局势ꎮ 上述文化和科学代表团的构成

中包括与意共联系密切的名人和机构ꎬ 最突出的例子便是 “意大利发展与中

国经济、 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又称 “中国中心” )ꎮ① １９５０ 年代特别是朝

鲜战争结束后ꎬ 少数意共党员有机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留和工作ꎮ １９５７
年ꎬ 第一批意大利学生前往中国的北京大学学习ꎬ 中国政府依据与意共和

“中国中心” 签订的协议向这批学生提供了资助ꎮ② １９５９ 年ꎬ 意共得以首次

向中国派出高级代表团ꎮ 该代表团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正式会晤ꎬ 并共同签

署确认直接建立双边关系的文件ꎮ 此次访问使得意共成为中共官方认可的与

意大利进行沟通的重要渠道ꎮ 然而ꎬ １９６３ 年后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和中共意

识形态立场的僵化ꎬ 意共和中共的关系变得极度紧张并明显降温ꎮ 那时ꎬ
“中国问题” 不再是意共或广义上的意大利左翼政党的 “独有领地”ꎮ １９６４
年以后ꎬ 意大利官方人士越来越努力地试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

系ꎮ 与此同时ꎬ 新近出现的致力于保卫马列主义纯洁性、 乐于从意共 “修正

主义” 的角度看待中国论题的人士和群体则为推动中国在意大利社会的意识

６

①

②

有关 “中国中心” 的职能和活动ꎬ 参见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ꎬ “ Ｒｏｍａ ｅ Ｐｅｃｈｉｎｏ ｎｅｇｌｉ ａｎｎｉ ｄｅｌｌ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Ｆｒｅｄｄａ: ｉｌ ｒｕｏｌｏ ｄｅｌ Ｃｅｎｔｒｏ ｓｔｕｄｉ ｐｅｒ ｌｅ ｒｅｌａｚｉｏｎ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ｈｅ 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 ｃｏｎ ｌａ Ｃｉｎａ” ( Ｒｏｍｅ ａｎ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 Ｃａｒｌａ Ｍｅｎｅｇｕｚｚｉ Ｒｏｓｔａｇｎｉ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 (ｅｄｓ􀆰 )ꎬ Ｌａ Ｃｉｎａ ｄｉ Ｍａｏꎬ ｌ􀆳Ｉｔａｌｉａ ｅ

ｌ􀆳Ｅｕｒｏｐａ ｎｅｇｌｉ ａｎｎｉ ｄｅｌｌ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ｆｒｅｄｄａ (Ｍａｏ􀆳ｓ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Ｙｅａｒｓ)ꎬ Ｂｏｌｏｇｎａ: ｉｌ

Ｍｕｌｉｎｏ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９３－１１７􀆰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ꎬ Ｌｏｎｔａｎｅꎬ ｖｉｃｉｎｅ􀆰 Ｌｅ ｒｅｌａｚｉｏｎｉ ｆｒａ Ｃｉｎａ ｅ Ｉｔａｌｉａ ｎｅｌ Ｎｏｖｅｃｅｎｔｏ

(Ｆａｒ Ａｗａｙꎬ Ｎｅａｒｂ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Ｒｏｍａ: Ｃａｒｏｃｃｉ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２０􀆰 该问题还可参见劳拉􀅰德􀅰乔尔吉 (Ｌａｕｒａ 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 的相关论文ꎮ １９５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周恩来

同来访的意大利文化代表团团长、 “中国中心” 主任费鲁乔􀅰帕里 (Ｆｅｒｒｕｃｃｉｏ Ｐａｒｒｉ) 举行会谈ꎬ 双方

谈到了学生交流问题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ꎬ １１０－００３２０－０４ (１)ꎮ



形态宣传提供了新的助力ꎮ①

经由莫斯科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意共与中共之间的政治关系自然不可避免

地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ꎮ 事实上ꎬ 很大程度上由于追求彼此间的团

结并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了类似的判断ꎬ １９５７ 年之前两党始终保持着良好

的关系ꎮ 意共之所以赏识中国革命ꎬ 主要是因为中共领导人着力维护自身独

立ꎬ 而且他们遵行的革命道路具有自身特色ꎬ 这一切构成了此次革命的特

质ꎮ 正如当时作为意共领导人之一的贾恩卡罗􀅰巴叶塔 (Ｇｉａｎｃａｒｌｏ Ｐａｊｅｔｔａꎬ
１９１１－１９９０) 后来所言: 对于意共来说ꎬ “中国革命的特质、 此次革命在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以及指导中国革命的党的独立性问题都是不容置

辩的ꎮ”②

实际上ꎬ 考虑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 (Ｐａｌｍｉｒｏ 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ꎬ １８９３－１９６４)③

致力于将 “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 ( ｖ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这是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意共改革的核心观念) 置于更为宏大的推动 “各民族走向社

会主义道路” 的场景当中ꎬ 那时意大利共产党人关注和欣赏中国革命及其鲜

明特征并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中国革命的优点和方式也就不难理解了ꎮ 与此同

时ꎬ 意共领导人也着手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扮演更为独立自主的角

色ꎮ 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ꎬ 苏联转而认同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ꎬ 这为各

国共产党谋求独立性提供了新的机会ꎮ 正如亚历山大􀅰霍贝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öｂｅｌ) 所认为的那样ꎬ 意共领导人开始感到ꎬ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强有力

的共产党ꎬ 意共会变成一个国际政治行为体”④ꎮ 主张避免形成军事对抗集

团、 坚决奉行和平共处战略的陶里亚蒂创造性地提出了 “多中心主义”
(ｐｏｌｉｃｅｎｔｒｉｓｍｏ) 这一新概念ꎬ 希望借此在与苏共交往过程中获取更大的自主

７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ｉｏ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Ｐｉｎｉꎬ Ｉｔａｌｉａ ｅ Ｃｉｎａ􀆰 ６０ ａｎｎｉ ｔｒａ ｐａｓｓａｔｏ ｅ ｆｕｔｕｒｏ (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Ｒｏｍａ: Ｌ􀆳Ａｓｉｎｏ ｄ􀆳ｏｒｏ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９９－１１２􀆰 关于意大利政府最初努力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问题的全面分析ꎬ 参见 Ｃａｒｌａ Ｍｅｎｅｇｕｚｚｉ Ｒｏｓｔａｇｎｉ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ｚｉａ ａ ｐｉù ｖｏｃｉ: ｌ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ｅ ｃｉｎｅｓｅ

ｎｅｌ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ｅｓｔｅｒ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１”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１)

ｉｎ Ｃａｒｌａ Ｍｅｎｅｇｕｚｚｉ Ｒｏｓｔａｇｎｉ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 (ｅｄｓ􀆰 )ꎬ Ｌａ Ｃｉｎａ ｄｉ Ｍａｏꎬ ｌ􀆳Ｉｔａｌｉａ ｅ ｌ􀆳Ｅｕｒｏｐａ ｎｅｇｌｉ ａｎｎｉ ｄｅｌｌａ

Ｇｕｅｒｒａ ｆｒｅｄｄａ (Ｍａｏ􀆳ｓ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ｔａｌ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Ｙｅａｒｓ)ꎬ ｐｐ􀆰 １７－５４ꎮ

Ｇｉａｎ Ｃａｒｌｏ Ｐａｊｅｔｔａꎬ “Ｃｏｍｅ ｉｌ Ｐｃｉ ｈａ ｇｕａｒｄａｔｏ ａｌｌａ ｒｉｖｏｌｕｚｉｏｎｅ ｃｉｎｅｓ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ｈａｓ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Ｒｉｎａｓｃｉｔａꎬ ３７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６ꎬ ｐｐ􀆰 ７－９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ａｇｅ ７) 􀆰

自 １９２７ 年开始直至 １９６４ 年去世为止ꎬ 陶里亚蒂始终担任意共总书记一职ꎮ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öｂｅｌꎬ “Ｉｌ ＰＣＩ ｎｅｌｌａ ｃｒｉｓｉ ｄｅｌ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ｔｒａ ＰＣＵＳ ｅ ＰＣＣ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４) ”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ＰＳ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ＣＰꎬ １９６０－１９６４)ꎬ Ｓｔｕｄｉ Ｓｔｏｒｉｃｉꎬ ４６ꎬ ２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５４６－５４７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ｐ􀆰 ５１６) 􀆰



活动空间ꎮ 该看法意味着要重新评估长期以来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占据的

领导地位ꎬ 这促使意共倾向于关注欧洲以外的世界以及缘起于 １９５５ 年万隆

会议的 “不结盟” 运动并采取了相应的行动ꎮ①

然而ꎬ 自 １９５７ 年开始意共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方面渐渐出现了分歧ꎮ 沈

志华和夏亚峰认定 １９５７ 年莫斯科会议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ꎮ 在此次会议上ꎬ
毛泽东对新上台的苏联领导人倡导的 “和平共处” 政策表达了保留意见ꎬ 认

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ꎮ② 毛的态度反映了中国政治出现了急剧转折ꎮ 至莫斯

科会议召开之时ꎬ 毛认识到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占据显赫位置ꎬ 他

决心在中国将其 “继续革命” 的主张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ꎬ 而这一切很大

程度上是基于北京从波匈事件中获取的经验ꎬ 此次事件对中国内政和外交的

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③ 因此ꎬ 毛泽东在 １９５７ 年莫斯科会议上的著名讲话

中毫不隐讳地对赫鲁晓夫路线予以了批评ꎮ 此次讲话不仅仅表明中苏两党之

间已经开始出现分歧ꎬ 而且昭示出毛泽东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主要领

导人之间存在不同看法ꎮ 毫无疑问ꎬ 在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中ꎬ 陶里亚蒂是坚

决支持维护和平的ꎮ 事实上ꎬ 陶里亚蒂确信要向天主教徒们发出呼吁ꎬ 并想

方设法将意大利共产党和天主教团体团结起来ꎮ 为此ꎬ 早在 １９５４ 年 ４ 月他

便表示认同热核战争将导致全球毁灭和文明终结的主张ꎬ 一个月前马林科夫

首次提出该命题ꎮ④

除了和平共处问题外ꎬ 陶里亚蒂还坚决认为各国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

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ꎬ 那时中共和意共在该问题上也已经初步表现出了不同

意见ꎬ 而且两者之间的分歧注定越来越大ꎮ 上述看法概略性地提出应通过和

平和民主的方式实现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ꎬ 而中国代表团提交的会

８

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ｃｏ Ｇａｌｅａｚｚｉꎬ Ｉｌ Ｐｃｉ ｅ ｉｌ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ｄｅｉ ｐａｅｓｉ ｎｏｎ ａｌｌｉｎｅａｔｉꎬ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ａｌｉｇｎ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１９５５－１９７５)ꎬ Ｍｉｌａｎｏ: Ｆｒａｎｃｏ Ａｎｇｅｌｉꎬ ２０１１􀆰

Ｓｈｅｎ Ｚｈｉｈｕａ ａｎｄ Ｘｉａ Ｙａｆｅｎｇꎬ “Ｈｉｄｄｅ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ｎｅｙｍｏｏｎ: Ｍａｏꎬ Ｋｈｒｕｓｈｃｈｅｖ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１９５７ Ｍｏｓｃｏｗ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４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７４－１１７􀆰

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ꎬ Ｍａｏ􀆳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６８－７１ꎬ １４５－１６２􀆰

Ａｌｄｏ Ａｇｏｓｔｉꎬ 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 Ｕｎ ｕｏｍｏ ｄｉ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ａ ( 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 Ａ ｍａ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ꎬ Ｔｏｒｉｎｏ: ＵＴＥＴ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４１６－４１７ꎻ Ｓｉｌｖｉｏ Ｐｏｎｓꎬ Ｌａ ｒｉｖｏｌｕｚｉｏ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ｅ􀆰 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 ｃｏｍｕｎｉｓｍ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１９１７－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 (１９１７－ １９９１) ]ꎬ Ｔｏｒｉｎｏ: Ｅｉｎａｕｄｉ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２８５－２８６􀆰



议文件断言这种过渡不大可能成为现实ꎮ① 最后ꎬ 双方的分歧还来自于陶里

亚蒂不愿意接受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ꎮ 虽然或多或少地

由于苏联的纠缠、 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共产党世界内部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例如匈牙利危机)ꎬ 陶里亚蒂不再对苏联领导权表现出难以接受ꎬ 也放弃了

多中心主义 (主张 “在保持团结的同时强调多样性” ) 的观念ꎬ② 但他依旧

反对中国人在 １９５７ 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再次发起一场苏联领导下的协调

一致的反帝共产主义运动的建议ꎮ③ 􀆰 实际上ꎬ 虽然毛批评新一代苏联领导

人的倡议 (包括非斯大林化) ꎬ 但那时他赞成由苏联来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ꎮ④ 正如巴叶塔后来追忆的那样ꎬ 和意共领导人不同的是ꎬ １９５７ 年中国人

不愿意 “斥责 ‘由苏联指导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 说法背后的政治含

义———对苏联顶礼膜拜”⑤ꎮ
考虑到上述分歧ꎬ 可以将 １９５７ 年视为意共与中共关系的转折点ꎮ 巴叶

塔曾明确指出ꎬ 自那时起两党的看法开始变得不同ꎬ 原本基于团结一致和共

同判断的友好关系走向破裂乃至于互不往来ꎮ⑥ １９６２ 年ꎬ 中苏关系决裂ꎮ 随

着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激进化ꎬ 中共斥责意共的国际政治立场尤其是陶里

亚蒂提出的通过民主和和平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走向社会主义

的意大利道路” ) 是 “修正主义”ꎮ １９６４ 年陶里亚蒂在雅尔塔临去世前起草

的一份备忘录表明ꎬ 虽然遭到了中共的批评ꎬ 但他拒绝予以反击ꎬ 强烈反对

召开国际会议围攻中国ꎮ⑦ 而且ꎬ 虽然一系列事件困扰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ꎬ
与中共的争论也日益显现出来ꎬ 但意共领导人从未放弃民族责任ꎬ 继续坚持

自己的主要外交政策主张ꎬ 建议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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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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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ｌｖｉｏ Ｐｏｎｓꎬ Ｌａ ｒｉｖｏｌｕｚｉｏｎｅ ｇｌｏｂａｌｅꎬ ｐｐ􀆰 ２８６－２８７􀆰

Ｂｒｕｎｏ Ｂｅｒｎｉｎｉ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Ｆｕｎｄꎬ Ｉｓｔｉｔｕｔｏ Ｓｔｏｒｉｃｏ ｄｅｌｌａ Ｒｅｓｉｓｔｅｎｚａ ｅ ｄｅｌｌａ Ｓｏｃｉｅｔà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ａꎬ

Ｌｉｖｏｒｎｏ (ＩＳＴＯＲＥＣＯꎻ Ｌｉｖｏｒｎｏ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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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ｄｄ Ａｒｎｅ Ｗｅｓｔａｄ ( ｅｄ􀆰 )ꎬ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Ａｒｍ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 Ｓｏｖｉｅ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１９４５ － １９６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２６６􀆰

Ｇｉａｎ Ｃａｒｌｏ Ｐａｊｅｔｔａꎬ “Ｃｏｍｅ ｉｌ Ｐｃｉ ｈａ ｇｕａｒｄａｔｏ ａｌｌａ ｒｉｖｏｌｕｚｉｏｎｅ ｃｉｎｅｓｅ”ꎬ ７􀆰

Ｉｂｉｄｅｍ􀆰

Ｐａｌｍｉｒｏ 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ꎬ Ｉｌ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ｅ ｄｉ Ｙａｌｔａ (Ｙａｌｔａ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ꎬ Ｐａｌｅｒｍｏ: Ｓｅｌｌｅｒｉｏ ｅｄｉｔｏｒｅꎬ １９８８􀆰



二、 意大利共产党初遇新中国

１９５６ 年中共和意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际ꎬ 两党代表团首次实现互访ꎮ

在那以前ꎬ 两党之间的联系主要发生在个人层面ꎬ 抑或是通过附属于或在某

种程度上倾向于共产党的全国性组织提供的渠道ꎮ 不过ꎬ 意共和中共代表之

间还借助世界民主青年联盟、 国际学生联合会、 世界工会联合会、 国际民主

妇女联合会以及世界和平理事会等左翼国际协调机构进行沟通ꎮ １９４９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前夕ꎬ 中共与意共代表首次建立联系ꎮ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ꎬ 时

任意共最高统治机关 (Ｄｉｒｅｚｉｏｎｅ) ①成员的韦利奥􀅰斯帕诺 (Ｖｅｌｉｏ Ｓｐａｎｏꎬ

１９０５－１９６４) 以党的机关报 «团结报» (Ｌ􀆳Ｕｎｉｔà) 记者身份前往中国ꎬ 一直

逗留到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ꎬ 亲眼目睹了中共掌权的过程ꎮ② 虽然此次斯帕诺的访问

是以私人的身份ꎬ 但却为随后两党之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础ꎮ 此后的岁月里ꎬ
中国领导人感念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共与欧洲共产党代表的首次接触ꎮ

在接下来的若干年ꎬ 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ꎬ 一些赫赫有名的知识分子

得以随同意大利文化或学术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ꎬ③ 此即来到红色中

国的第一批意大利共产党人ꎮ 例如ꎬ １９５３—１９５６ 年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伊

(Ｆｒａｎｃｏ Ｃ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ｅｉ) 一直以 «团结报» 记者的身份居住在北京④ꎮ 然而ꎬ
上述活动似乎并没有对两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产生明显的影响ꎮ

当时ꎬ 意共和中共之间一条间接但又重要的联系渠道便是前面提到的

“中国中心”ꎮ 它成立于 １９５３ 年ꎬ 是一个自治机构ꎬ 意在推动意大利与中国

之间的文化和经济交往ꎬ 并促使意大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该组织与意大

利左翼力量走得很近ꎬ 并接纳了大批意共成员ꎮ 正是由于存在这样一个形式

上独立自治、 实际上却附着于意大利左翼政党乃至于或多或少地 “依附于”
意共的庞大的组织网络ꎬ 意共与中共之间才建立起了早期的间接联系ꎮ 例

如ꎬ １９５４ 年布鲁诺􀅰特伦廷 (Ｂｒｕｎｏ Ｔｒｅｎｔｉｎ) 率领意大利工会代表团访问中

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Ｄｉｒｅｚｉｏｎｅ (政治局) 为意共最高统治机关的意大利文名称ꎬ 而秘书处 (Ｓｅｇｒｅｔｅｒｉａ) 则负责处

理党的日常事务ꎮ

Ｖｅｌｉｏ Ｓｐａｎｏꎬ Ｎｅｌｌａ Ｃｉｎａ ｄｉ Ｍａｏ Ｚｅ￣ｔｕｎ (Ｉｎ Ｍａｏ Ｚｅ￣ｔｕｎ􀆳ｓ Ｃｈｉｎａ) 􀆰 Ｍｉｌａｎｏ: Ｓｅｒａ Ｅｄｉｔｒｉｃｅꎬ １９５０􀆰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ａ 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ꎬ Ｌｏｎｔａｎｅꎬ ｖｉｃｉｎｅ􀆰 ｐｐ􀆰 １０７－１０９ꎻ Ｍａｒｉｏ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Ｐｉｎｉꎬ Ｉｔａｌｉａ ｅ

Ｃｉｎａꎬ ｐｐ􀆰 ８３－８４􀆰

参见劳拉􀅰德􀅰乔尔吉 (Ｌａｕｒａ 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 关于该问题的文章ꎮ



国ꎬ 应邀参加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ꎬ 该代表团中就包含意大利共产党和社会

党成员ꎮ①

不过ꎬ 由于意大利共产党青年联盟是意共组织架构的一部分ꎬ 因此作为

意共小伙伴的该联盟为意共与中共两者间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沟通渠道ꎮ １９５０
年代初ꎬ 意大利共产党青年联盟提出了包括为和平和民族独立而奋斗在内的

诸多的政治倡议ꎮ② １９５５ 年意大利共产党青年联盟最高领导机构向全国发出

了一份 “青年推动独立与和平外交政策倡议书”ꎮ 文件声称ꎬ 考虑到国家利

益ꎬ 意大利必须与社会主义国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友好合作ꎬ 加强各国人民

之间的友好往来ꎬ 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ꎮ③

到那时ꎬ 意大利共产党青年联盟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建立起联

系ꎮ １９５３ 年ꎬ 意大利共产党青年联盟全国秘书处成员、 ２８ 岁的反法西斯主

义者雨果􀅰彼齐奥利 (Ｕｇｏ Ｐｅｃｃｈｉｏｌｉ) 受邀前往北京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

年团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ꎬ 在中国逗留近一

个月 (６ 月 ２０ 日—７ 月 １８ 日)ꎮ④彼齐奥利走遍了整个中国ꎬ 参观了中国多座

重要城市 (例如沈阳、 抚顺、 杭州、 南京和上海)ꎬ 并同胡耀邦进行了会谈ꎮ
根据彼齐奥利的说法ꎬ 在会谈中胡耀邦坦率地谈及中国在迈向社会主义的过

程中在农村地区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ꎮ 在此次访问过程中ꎬ 新中国给

彼齐奥利留下了美好的印象ꎮ 回国后ꎬ 他在汇报时强调作为政治睿智和人道

主义象征的土地改革的重要性和中国人民的超凡素质ꎮ 彼齐奥利在意共机关

报 «团结报» 的文章中写道: “我认为ꎬ 中国人民的一个最伟大之处在于凡

事能够向前看、 有耐心且竭力避免因仓促决策而铸成大错ꎮ”⑤ 中国国内媒体

也对彼齐奥利的来访做了报道ꎮ «世界知识» 杂志刊登了彼齐奥利访谈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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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访谈过程中ꎬ 他谈到了意大利国内政治问题ꎬ 分析了 １９４５ 年以后的意大

利面对的社会和经济问题ꎬ 并介绍了意大利共产党青年联盟为争取青年人权

利以及和平与民族独立所做的努力ꎮ①

在这段时间里ꎬ 意大利年轻的共产党员皮埃罗􀅰皮埃拉利 ( Ｐｉｅｒｏ
Ｐｉｅｒａｌｌｉ) 作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②的代表受邀参加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ꎮ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是一个具有政党性质、 高度依赖苏联

及其宣传、 规模庞大的 “前线组织”ꎮ③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活动为很多外

国青年领袖提供了与中国青年领袖建立联系甚至访问共产党中国的机会ꎮ 早

在 １９５０ 年ꎬ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夺权的第二年ꎬ 为庆祝中国革命胜利ꎬ 意大

利反法西斯主义者、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执行委员会成员恩里科􀅰博卡拉

(Ｅｎｒｉｃｏ Ｂｏｃｃａｒａ) 率领国际代表团访问中国并进行了广泛的参观ꎮ 在离开中

国前ꎬ 该代表团还致函联合国ꎬ 要求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人民

的唯一真正代表ꎮ④

中国和意大利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领导机构中都有自己的代表ꎮ 实际

上ꎬ 意共 在 该 联 合 会 中 占 据 显 赫 的 位 置ꎬ 恩 里 科 􀅰 贝 林 格 ( Ｅｎｒｉｃｏ
Ｂｅｒｌｉｎｇｕｅｒ) 和布伦诺􀅰 柏尼尼 ( Ｂｒｕｎｏ Ｂｅｒｎｉｎｉ) 分别于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 年和

１９５３—１９５９ 年担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ꎮ 换言之ꎬ 在将近十年里意大利人

一直是领导者ꎮ 任职期间ꎬ 二人对国际问题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并与世界各国

青年领袖一道工作ꎮ 这些青年领袖包括中国共青团总书记、 １９５３ 年成为世界

民主青年联盟副主席的胡耀邦以及 １９５０ 年代初担任中国共青团国际联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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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长和部长的吴学谦和钱李仁ꎮ① 这些年轻人交往的经历留下了一笔重要

的遗产ꎬ 为中共在 １９７９ 年初的后毛泽东时代恢复断绝了 １６ 年的与意共的关

系奠定了基础ꎮ 在确定赴罗马与意共代表举行内部会谈的人选时ꎬ 中国认为

时任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的吴学谦最合适ꎮ 之所以如此ꎬ 主要是因

为吴学谦年轻时的国际活动ꎬ 他对当时已经担任意共总书记的恩里科􀅰贝林

格比较熟悉ꎮ②

虽然贝林格在担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期间并未到过中国ꎬ 但他的继

任者布伦诺􀅰柏尼尼却在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也就是 １９５４ 年和 １９５６ 年两次访问中

国ꎮ 那时ꎬ 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中国发现自己在国际上被孤立了ꎬ 它希望借

助国际青年组织的活动为北京树立新的和平形象ꎬ 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

持ꎮ③ 作为来自里窝那的一位反法西斯主义者ꎬ 柏尼尼 １９４３ 年加入意共ꎮ 随

着二战的结束ꎬ 他成为青年阵线全国秘书处的成员ꎬ 并在 １９５０ 年升任重组

后的意大利共产党青年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ꎮ １９５３ 年斯大林去世后ꎬ 他被任

命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主席ꎮ 从那时起直到 １９５９ 年ꎬ 在陶里亚蒂本人的指

示下ꎬ 柏尼尼竭力让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走出孤立主义ꎬ 使之更加开放ꎬ 能够

代表不同的政治力量而不仅仅是共产党ꎮ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ꎬ 需要高超的

协调能力ꎬ 最终目标为彻底缓和国际紧张局势ꎬ 瓦解各种军事集团ꎮ④

同中国代表一道工作让柏尼尼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中国处理国际问题的方

法以及对国际关系的解读ꎬ 并体会到什么是他口中所说的 “植根于独立自主

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友好亲善和国际主义的理念”ꎮ⑤

１９５４ 年 ８ 月ꎬ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理事会会议在北京举行ꎮ 会间ꎬ 柏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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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 ( “对殖民世界构成

巨大冲击” ①)ꎬ 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建设国家的奋斗历程对殖民地

国家来说是一个样板ꎬ 激励它们起而仿效ꎮ② 按照贾恩卡罗􀅰巴叶塔的说法ꎬ
意共领导人也认同这一判断ꎬ 那时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 “不仅仅是社会

主义经验 ‘进一步得到验证’ 􀆺􀆺ꎬ 而且说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方式及其结果

的多样性”ꎬ 其所具有的 “殖民地革命和大规模农民起义等” 固有特性 “表
明这是一场新的实验ꎬ 开辟了新的道路”ꎮ 不仅如此ꎬ 在这些人看来ꎬ 中国

革命 “似乎还为正在历经非殖民化进程的第三世界提供了一种新模式”ꎮ③

在中国逗留期间ꎬ 柏尼尼还与周恩来、 毛泽东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举

行了会谈ꎬ 并促使这些人全力支持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开放政策ꎮ 目前掌握

的信息表明ꎬ 会谈中还简单讨论了意共政策的问题ꎮ 在与周恩来 (后来柏尼

尼在谈到周恩来时认为他 “极其平易近人” ) 会谈的过程中ꎬ 柏尼尼发现

周恩来很感激陶里亚蒂在 １９３５ 年夏天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为克服共

产主义运动中的孤立主义和宗派主义所做出的贡献ꎬ 并对意共在意大利青年

中构建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非常感兴趣ꎮ④ 此次会谈还涉及当时出现的政治

论争ꎬ 包括陶里亚蒂在几个月前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的核战争与文明

毁灭的问题ꎮ 根据柏尼尼回忆录记载ꎬ 周恩来告诉他ꎬ “在核时代ꎬ 维护和

平更为重要”ꎮ 但他也同时指出ꎬ 核战争未必一定意味着人类社会和社会主

义的终结ꎮ 于是ꎬ 这便成为了一个需要双方进一步讨论的议题ꎮ⑤ 因此ꎬ 柏

尼尼在回忆录中指出ꎬ １９５７ 年以前战争与和平问题或许已经成为意共与中共

之间潜在的争论点ꎮ
上述实例和证据显示ꎬ １９５６ 年之前中共和意共凭借广泛的国家和跨国组

织建立起并维持着早期的联系ꎮ 这些组织多次向意共提供与红色中国接触、
与中国领导人交换想法的机会ꎬ 从而为两党双边交流奠定了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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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两党代表团之间的交流

１９５１ 年ꎬ 中共中央专门建立了负责党的外事工作的对外联络部 (亦称

中联部)ꎬ 王稼祥担任部长ꎮ 中联部的主要任务是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

党建立联系ꎬ 进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ꎮ① 不过ꎬ 该部门还同参与

国际共运的其他共产党发展关系ꎬ 甚至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

建立起了联系ꎮ② 于是ꎬ 中国与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之间的互访很快成为了党

的领导人之间直接沟通的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ꎮ
１９５６ 年中共和意共均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ꎬ 这给两国共产党首次互派代

表团提供了时机ꎮ 五十多个外国代表团受邀参加 ９ 月中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中

共八大ꎮ 此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首次召开全国代表大会ꎮ 毛罗􀅰
斯科奇马罗 (Ｍａｕｒｏ Ｓｃｏｃｃｉｍａｒｒｏꎬ １８９５－１９７２) 领导的成员包括朱利亚诺􀅰巴

叶塔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Ｐａｊｅｔｔａꎬ １９１５－１９８８) (贾恩卡罗􀅰巴叶塔的兄弟) 和达维

德􀅰拉约洛 (Ｄａｖｉｄｅ Ｌａｊｏｌｏꎬ １９１２－１９８４) 的意大利代表团访问中国ꎮ 斯科奇

马罗在中共八大上发表讲话祝贺大会召开ꎬ 中共机关报 «人民日报» ９ 月 １９
日刊登了相关内容ꎮ 在讲话中ꎬ 他称赞中共的革命具有自己的特色并取得了

伟大的成就ꎬ 强调中共的宝贵经验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借鉴价值以及新

中国建设过程中的联盟政治对于意大利无产阶级的指导意义ꎮ 大会空余时

间ꎬ 毛泽东接见意大利代表团ꎬ 双方进行了长时间会谈ꎮ 期间ꎬ 斯科奇马罗

进一步阐述了中共的相关经验对于意共的借鉴意义ꎮ 此次谈话的内容涉及历

史经验、 工人运动和苏共二十大引起的新问题ꎮ③

返回意大利后ꎬ 斯科奇马罗在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汇报了中共八大的

情况ꎮ 他指出ꎬ 中共八大的召开让世人首次了解中国革命所遵循的准则以及

此后走过的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和平过渡的道路ꎮ
斯科奇马罗声称ꎬ “一个全新的实际情况是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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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问题ꎮ 在该问题上 ꎬ 我们发现中共做出了最具

开创性的贡献”①ꎮ 从中共的历史经验来看ꎬ 意大利人或许可以确定通往社会

主义的道路不止一条ꎬ 和平过渡具有可能性ꎮ 绝非偶然ꎬ 听取了斯科奇马罗

的报告后ꎬ 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题为 “新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的

决议ꎮ 该决议主要从对马列主义独创性发展的角度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ꎮ 事实上ꎬ 决议声称ꎬ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胜利

做出了非常宝贵且某种意义上是决定性的贡献ꎮ 在共产党领导下、 高举马列

主义旗帜的中国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ꎬ 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自己并充分考虑

自身国情的道路􀆺􀆺ꎮ”②

两个月后ꎬ 也就是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ꎬ 中共代表团受邀赴罗马参加在那里举

行的意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ꎮ 大会期间ꎬ 正如下文还会进一步解释的那

样ꎬ 陶里亚蒂提出了 “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 的理念ꎬ 明确指出各国应根据

自身的具体情况实现社会主义ꎮ 后来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北京市市长的彭

真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ꎮ
意共与中共代表团首次互访为此后两党之间的进一步交流打下了基础ꎮ

１９５９ 年 ４ 月ꎬ 中国的国内外政策渐趋激进化ꎬ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信任度不

断下降ꎬ 中苏关系日趋紧张ꎬ 席卷中国的 “大跃进” 引起中共领导层内部的

不安情绪ꎮ 恰在此时ꎬ 一个意共高级官方代表团访问中国ꎬ 目的是进一步加

强双方之间的交流ꎮ 这是一次重要的政治活动ꎬ 使得意共领导人能够对中国

人生活的某些层面进行实地观察ꎮ 受到中共中央邀请的意共代表团团长为贾

恩卡罗􀅰巴叶塔ꎬ 成员包括意共中央领导人安东尼奥􀅰罗西欧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Ｒｏａｓｉｏꎬ １９０２－１９８６)、 切尔索􀅰吉尼 (Ｃｅｌｓｏ Ｇｈｉｎｉ) 、 卢契安诺􀅰巴尔卡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Ｂａｒｃａꎬ １９２０ － ２０１２)、 马丽亚􀅰米凯蒂 (Ｍａｒｉａ Ｍｉｃｈｅｔｔｉꎬ １９２２ －

２００７) 和地方领导人吉拉德􀅰基阿罗蒙特 (Ｇｅｒａｒｄｏ Ｃｈｉａｒｏｍｏｎｔｅꎬ １９２４ －

１９９３) 以及 １９５３—１９５８ 年担任 «团结报» 驻莫斯科记者、 刚刚就任 «团结

报» 外国新闻处负责人的朱塞佩􀅰博法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Ｂｏｆｆａꎬ １９２３－１９９８)ꎮ
４ 月 ６ 日ꎬ 意大利代表团到达北京ꎬ 在中国逗留近一个月ꎬ 去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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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沈阳、 鞍山等城市以及农业区ꎬ 按计划参观了工厂、 大型钢铁厂、 人

民公社、 学校以及文化和社会机构ꎮ 根据意大利档案的记载ꎬ 代表团会见了

中共高级领导人ꎬ 包括毛泽东、 刘少奇、 邓小平、 彭真、 王稼祥、 杨尚昆、
陈毅和刘宁一ꎮ 会谈过程中ꎬ 双方就党的工作交换了信息ꎬ 并讨论了国际局

势和意大利国内政治状况以及刚刚建立的人民公社、 工业化、 中共对民族资

产阶级政策等问题ꎮ① 刚到北京ꎬ 刘宁一前往欢迎意大利代表团ꎮ 接下来ꎬ
代表团会见了彭真ꎬ 巴叶塔对彭真讲意共与中共之所以能够彼此充分理解ꎬ
原因是 “二者都一直想成为全国性的大党ꎬ 将党的发展同国家形势和社会主

义国际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ꎮ”② 与彭真的会谈很快转向帝国主义当前本质这

一话题ꎮ 彭真指出了帝国主义在战略上的弱点ꎬ 声称 “眼下一旦爆发战争ꎬ
哪一方取得胜利是毫无疑问的ꎮ” 不过ꎬ 巴叶塔强调说ꎬ 削弱美帝国主义的

最好办法是努力寻求国际局势缓和、 维护和平ꎮ③ 次日ꎬ 意大利代表团和陈

毅外长举行会谈ꎬ 同样也谈到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局限性ꎮ④

此行巩固了两党之间的政治关系ꎬ 最终双方庄严地签署了共同文件ꎬ 全

国性媒体对此予以了报道ꎮ ７ 月ꎬ 意共理论杂志 «再生» (Ｒｉｎａｓｃｉｔａ) 用整整

一期来报道这次访问ꎬ 刊登了代表团成员撰写的称赞中国在 “大跃进” 指导

下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章ꎮ 根据这一反应判断ꎬ 代表团成员似乎并未察

觉到中国农村面对的艰难局面ꎬ 或者至少是他们决定不向外界透露相关情

况ꎮ 他们也没有发现毛泽东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引发的问题以及中共领导层

内部出现的不安情绪ꎮ 例如ꎬ 朱塞佩􀅰博法写道ꎬ 此行让他清楚地意识到

“面对这个分裂的世界ꎬ 在庞大的社会体系中ꎬ 中国的力量是举足轻重的ꎬ
􀆺􀆺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有六亿人口ꎬ 而且他们自身还蕴含着巨大的能量ꎮ 如

今这些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ꎮ” 接下来ꎬ 他还表示中国工业产量已经达

到和预计达到的指标使之堪比一个西方工业大国ꎬ 很快中国将在产量方面跻

身世界前列ꎮ⑤

当年晚些时候ꎬ 吉罗拉莫􀅰里􀅰考西 (Ｇｉｒｏｌａｍｏ Ｌｉ Ｃａｕｓｉꎬ １８９６－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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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领着由彼得罗􀅰赛基亚 (Ｐｉｅｔｒｏ Ｓｅｃｃｈｉａꎬ １９０３－１９７３) 和萨尔瓦托雷􀅰卡

恰波蒂 (Ｓａｌｖａｔｏｒｅ Ｃａｃｃｉａｐｕｏｔｉꎬ １９１０－１９９２) 等四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

国ꎬ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ꎮ 初到北京ꎬ 代表团便参加了中国

在人民大会堂组织的官方欢迎仪式ꎬ 并宣读了 ９ 月 ２２ 日陶里亚蒂起草的热

情洋溢的贺信ꎮ 在贺信中ꎬ 他称赞中共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以

及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ꎮ 与此同时ꎬ 陶里亚蒂还指出ꎬ 中共八大的

胜利召开以及 “大跃进” 和 “人民公社” 获得的成功会 “确保中共更加大

踏步地前进ꎬ 取得更大的胜利”ꎬ “世界各国已经感觉到中国正在变得日益

重要ꎮ”①

国庆过后ꎬ 中国要求意大利代表团参加秘密会议ꎮ 会上ꎬ 中国向所有外

国共产党代表通报了当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刚刚因

为批评党的总路线和 “大跃进” 导致经济状况恶化而遭到清洗和解职一事ꎮ
接着ꎬ 意大利代表团参观了北京、 南京、 上海和其他相对次要的城市ꎬ 并同

工厂负责人、 当地工人领袖和政治领导人举行会谈ꎮ 一系列参观活动给意共

留下的印象是中共完全控制了国内局势ꎬ 并同普通大众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

关系ꎮ 此外ꎬ 他们还吃惊地发现绝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在建设公路和大坝等公

共设施的过程中利用的是原始的方法和简陋的工具ꎬ 但却表现得耐心十足、
坚忍不拔且充满信心ꎬ 大工厂和重工业集群里同样也是热火朝天ꎮ １０ 月 １３
日刚刚回到北京ꎬ 意大利代表团便会见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ꎮ 根据代

表团的报告ꎬ 会谈中刘少奇表示国际关系的总体趋势是缓和的ꎬ 还对陶里亚

蒂表现出了 “浓厚的兴趣”ꎮ 通过一系列参观和会谈ꎬ 代表团感觉到中国领

导人感谢几个月前贾恩卡罗􀅰巴叶塔率领的代表团所做的工作ꎮ②

党的代表团层面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 １９６１ 年 ８ 月ꎬ 那时由翁贝托􀅰斯

卡利亚 (Ｕｍｂｅｒｔｏ Ｓｃａｌｉａ)、 奥泰洛􀅰南努齐 (Ｏｔｅｌｌｏ Ｎａｎｎｕｚｚｉ)、 乔治􀅰米拉

尼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Ｍｉｌａｎｉ)、 恩佐􀅰罗吉 (Ｅｎｚｏ Ｒｏｇｇｉ)、 瓦斯科􀅰雅各布尼 (Ｖａｓｃｏ
Ｊａｃｏｐｏｎｉ) 组成的意共低级代表团前往中国考察学习ꎮ 代表团周游中国 (包
括北京、 青岛、 郑州、 洛阳、 三门峡和上海)ꎬ 参观了若干人民公社和现代

工业集群ꎮ 期间ꎬ 他们发现并于随后向意共中央汇报了中国社会经济遭遇的

困难和农村极端贫困的状况ꎮ 而且ꎬ 在会谈过程中ꎬ 中国人虽然避免讨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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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ꎬ 但却敢于隐蔽地提出问题ꎬ 含沙射影地暗指意共的政策ꎮ① 那时ꎬ 意

识形态的分歧已经开始困扰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ꎬ １９６０ 年召开的各种国际

会议便是明证 (包括世界工联北京会议和 ８１ 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ꎬ 这些会

议让意共明显地看到了中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ꎮ② 而且ꎬ 此次访问结束

后不久ꎬ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韦利奥􀅰斯帕诺与中国代表就

和平与和平共处问题发生了争论ꎮ③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ꎬ 意共召开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ꎬ 中共得以直接和公开地

批评意共ꎮ 大会期间ꎬ 赵毅敏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认定意共的政策———通过体

制改革走向社会主义———为 “修正主义”ꎬ 这种批评意见很快变为对意共特

别是其领导人陶里亚蒂的公开指责ꎮ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到 １９６３ 年 ３ 月间ꎬ 中共官

方媒体两次发表文章谴责意共与莫斯科结盟的做法以及意大利式社会主义道

路的设想ꎮ④

陶里亚蒂立即要求给意共机会对上述批评做出回应ꎬ 以避免两党关系破

裂ꎮ 事实上ꎬ 意共一再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前往意大利交换意见并解释各自立

场ꎮ⑤ 与此同时ꎬ 陶里亚蒂还坚决拒绝苏联提出的对中国实施围攻的想法ꎮ
在他看来ꎬ 中国领导人会对这种做法表示钦佩ꎬ 认为该迹象表明意共并未唯

苏联马首是瞻ꎮ⑥ 然而ꎬ 从那时起直到 １９８０ 年ꎬ 虽然意共和中共从未彻底决

裂ꎬ 但实际上双方之间的联系已然断绝ꎮ 唯一的例外是贾恩卡罗􀅰巴叶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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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 年 １ 月 ２７ 日ꎬ 意共中央就该问题致函中共中央ꎬ 表示怀疑 １９６０ 年 ８１ 国共产党会议达

成的协议表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是否依然存在ꎮ ＡＰＣＩꎬ Ｅｓｔｅｒｏꎬ Ｃｉｎａꎬ ｍｆ􀆰 ０５０２ꎬ １９６２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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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后不久ꎬ 路易吉􀅰隆哥代表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ꎬ 邀请中共领导人

派代表团前往意大利 (陶里亚蒂曾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了意共的这一想法) 交换信息并考察意共

政治行为及其倾向性ꎮ 信中写道: “在我们看来ꎬ 中共代表团访问意大利􀆺􀆺非常必要ꎬ 中共批评意

共的政治倾向性后我们非常希望邀请中共代表团来访ꎮ 􀆺􀆺我们认为ꎬ 你们之所以批评我们ꎬ 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你们不十分了解国际局势变化后意大利的具体情况ꎬ 以及意大利总体上特别是反纳粹

势力和意大利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的历史、 经济和政治状况带来的影响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ＡＰＣＩꎬ Ｅｓｔｅｒｏꎬ Ｃｉｎａꎬ ｍｆ􀆰 ０４９２ꎬ １９６３ꎬ ｐｐ􀆰 ２２６３－２２６４)ꎮ

经受不住激烈的意识形态论争和中共日甚一日教条主义的影响ꎬ １９６３—１９６５ 年间中国人不

止一次地向驻伯尔尼意共代表表达对意共行为的看法 ( ＡＰＣＩꎬ Ｅｓｔｅｒｏꎬ Ｃｉｎａꎬ ｍｆ􀆰 ０４９２ꎬ １９６３ꎬ

ｐｐ􀆰 ２３４４ꎻ ｍｆ􀆰 ０５２０ꎬ １９６４ꎬ ｐｐ􀆰 ０５３０－０５４７ꎻ ｍｆ􀆰 ０５２７ꎬ １９６５ꎬ ｐｐ􀆰 ２１４７－２１５１)ꎮ



领代表团访问越南ꎬ 成员包括阿尔多􀅰纳托利 (Ａｌｄｏ Ｎａｔｏｌｉ)、 蓬佩奥􀅰卡拉

亚尼 (Ｐｏｍｐｅｏ Ｃａｌａｊａｎｎｉ)、 阿基列􀅰奥凯蒂 (Ａｃｈｉｌｌｅ Ｏｃｃｈｅｔｔｏ) 和埃米利

奥􀅰萨尔齐􀅰奥毛代 (Ｅｍｉｌｉｏ Ｓａｒｚｉ Ａｍａｄè)ꎮ 期间ꎬ １９６５ 年 ５ 月意共代表团

在北京停留ꎬ 并受到康生和邓小平的接见ꎮ 此次会谈给巴叶塔留下的印象

是ꎬ 虽然中共激烈地攻击意共ꎬ 但更多地是指向意共总体的政治路线而非狭

义的国际政策ꎬ 双方重修旧好依旧是可能的ꎮ① 而且ꎬ 此次访问是两党进行

了两年意识形态论争后意共要求的结果ꎬ 这表明意共愿意同中共交换意见和

保持联系ꎮ

四、 观察中国: 意共的分析、 看法与记忆

如前所述ꎬ １９５６ 年意共与中共代表团首次实现双边互访ꎮ 正如上文已经

指出的那样ꎬ 苏共二十大、 赫鲁晓夫报告和秘密发言对世界各国共产党产生

了巨大的冲击———很大程度上除了中共以外ꎬ 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均受到了明

显的影响ꎬ 它们关于战争与和平以及各国可以通过不同道路实现由资本主义

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看法因此发生改变ꎮ② 苏共二十大过后ꎬ １９５６ 年下半年波

兰尤其是匈牙利出现了抗议和反叛活动ꎮ 叛乱促使苏联在接近年底时对匈牙

利采取军事干涉行动ꎬ 结果亚诺什􀅰卡达尔上台ꎮ 与此同时ꎬ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１１ 月中东发生危机ꎬ 这似乎肯定了如下判断: 因为朝鲜战争的结束以及日内

瓦会议和万隆会议的召开ꎬ 人们开始更为乐观地看待世界的未来ꎮ 然而ꎬ 几

年后冷战又一次让国际局势变得越发紧张起来ꎮ③

在此期间ꎬ 意共领导层一直在寻求自主和与莫斯科结盟之间徘徊往复

(这是冷战的驱动和意共多年以来的行为引发的一个棘手的问题)ꎬ 而意共八

大恰好在这时也就是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８—１４ 日召开了ꎮ
然而ꎬ 在八大召开前ꎬ 意共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不同场合明确

无误地表达了他对于苏共二十大结果和历史意义的看法ꎬ 还特别提到了 “一

０２

①

②

③

Ｇｉａｎ Ｃａｒｌｏ Ｐａｊｅｔｔａꎬ “Ｃｏｍｅ ｉｌ Ｐｃｉ ｈａ ｇｕａｒｄａｔｏ ａｌｌａ ｒｉｖｏｌｕｚｉｏｎｅ ｃｉｎｅｓｅ”ꎬ ９􀆰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 Ｂｅｎｖｅｎｕｔｉꎬ “ Ｄａｌｌ􀆳ｉｎｄｉｍｅｎｔｉｃａｂｉｌｅ １９５６ ａｌ ｄｅｓｔｉｎｏ ｄｅｌｌ􀆳ｕｏｍ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ｚｉｏｎｅ”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ｆｏｒｇｅｔｔａｂｌｅ １９５６ ｔｏ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ｓｔｉｎｙ)ꎬ ｉｎ Ｄａ Ｇｒａｍｓｃｉ ａ Ｂｅｒｌｉｎｇｕｅｒ􀆰 Ｌａ ｖ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ａｔｔｒａｖｅｒｓｏ ｉ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 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ｔｏ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ｍｓｃｉ ｔｏ Ｂｅｒｌｉｎｇｕｅｒ: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ｒｏａｄ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ｅｓ)ꎬ ｖｏｌ􀆰 ＩＩＩ (１９５６－１９６４)ꎬ Ｖｅｎｅｚｉａ: Ｍａｒｓｉｌｉｏꎬ １９８３ꎬ ｐｐ􀆰 ＩＸ－ＬＸＩＶꎬ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ｐ􀆰 ＸＸＩ－ＸＸＩＩ􀆰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ＸＸＸＩＩ－ＸＸＸＶＩＩ􀆰



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 的问题ꎮ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陶里亚蒂在意共中央委

员会会议上发言时强调了承认各国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

性ꎮ 为此ꎬ 他援引了中国的经验和尼赫鲁所建立的印度国民议会ꎬ 以证明其

他道路确实存在ꎮ 陶里亚蒂表示ꎬ 在尝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任何机械性

地照搬 “苏联模式” 的做法都将引起严重的问题和失衡ꎬ 他承认 １９４８ 年意

共加入莫斯科组织的对南斯拉夫实验的围攻显然是犯了错误ꎮ①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４ 日ꎬ 他在筹备八大的意共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讲话时强调指出ꎬ 期待中国会

走和苏联同样的道路是大错特错的ꎬ 因为两国在政治传统、 经济结构和组织

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ꎮ②

意共八大提出的主要口号清晰地表明ꎬ 该党决心肯定和进一步发展其提

出的 “意大利社会主义道路” 的政治战略ꎮ 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政治报告

中强调说ꎬ 在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已经在很大程度

上取得了成功ꎬ 但在波兰和匈牙利却引发了严重的问题ꎮ 在这两个国家ꎬ 均

发生了自发的、 广泛的抗议ꎬ 主要原因是体制的调整与反革命力量的活动ꎮ
随后ꎬ 他断言为了让国际关系真正处于稳定状态ꎬ 必须促使帝国主义国家承

认和接受社会主义世界的存在ꎬ 第一步便是解除对中国的禁运ꎮ③

在陶里亚蒂看来ꎬ 苏共二十大做出的政治决议重点强调了通过不同道路

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ꎮ 因为中共具有独立自主的悠久的历史传统ꎬ 其成功

源自于广泛的群众支持ꎬ 所以中国应该非常乐于接受上述理念ꎮ④

在意共八大上ꎬ 彭真 (中共代表团团长) 受到全体会议代表超出常规的

１２

①

②

③

④

Ｐａｌｍｉｒｏ 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ꎬ “Ｌ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ｖｉｅ ｖｅｒｓｏ ｉ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ｏａｄｓ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ＣＣꎬ Ｒｏｍ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３ꎬ １９５６ꎬ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Ｂｏｎｃｈｉｏꎬ

Ｐａｏｌｏ Ｂｕｆａｌｉｎｉꎬ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Ｇｒｕｐｐｉꎬ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Ｎａｔｔａ (ｅｄｓ􀆰 )ꎬ Ｉｌ Ｐａｒｔｉｔｏ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 ｅ ｉｌ ｍｏｖｉｍｅｎｔｏ ｏｐｅｒａｉ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８ (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１９５６ －

１９６８)ꎬ Ｒｏｍｅ: Ｅｄｉｔｏｒｉ Ｒｉｕｎｉｔｉꎬ １９６８ꎬ ｐｐ􀆰 １５－１７􀆰

Ｐａｌｍｉｒｏ 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ꎬ “Ｉ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ｐｏｌｉｃｅｎｔｒｉｃｏ ｅ ｌａ ｖ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ｃｅｎｔｒ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ｒｏａｄ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ＣＣꎬ Ｒｏｍｅꎬ Ｊｕｎｅ ２４ꎬ １９５６ꎬ ｉｎ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６６－６７􀆰 Ｐａｌｍｉｒｏ 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ꎬ “Ｐｅｒ ｕｎａ ｖ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Ｐｅｒ ｕｎ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ｏ ｄｅｌ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 ｌａｖｏｒａｔｒｉｃｉ” (Ｆｏｒ 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ｒｏａｄ ｔｏ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 Ｆｏｒ 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ꎬ ｉｎ

Ｄａ Ｇｒａｍｓｃｉ ａ Ｂｅｒｌｉｎｇｕｅｒ􀆰 Ｌａ ｖ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ａｔｔｒａｖｅｒｓｏ ｉ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 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ｔｏ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ꎬ ｖｏｌ􀆰

ＩＩＩ (１９５６－１９６４)ꎬ ｐｐ􀆰 ２３－２５􀆰

Ｐａｌｍｉｒｏ Ｔｏｇｌｉａｔｔｉꎬ “ Ｐｅｒ ｕｎａ ｖｉ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 Ｐｅｒ ｕｎ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ｏ ｄｅｌｌｅ ｃｌａｓｓｉ

ｌａｖｏｒａｔｒｉｃｉ”ꎬ ｐｐ􀆰 ２３－２５􀆰

Ｉｂｉｄꎬ ｐ􀆰 ３３􀆰



热烈欢迎ꎬ 让大家有一种意气相投的感觉ꎮ 他的个人态度和行事风格给周围

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ꎮ 在意共机关报 «团结报» 看来ꎬ 彭真能言善辩、 明察

秋毫、 循循善诱ꎬ 作为与会者他一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他人讲话ꎬ 对所有的

问题都同样感兴趣ꎬ 同时又 “总是严肃客观、 细致周到” 地表达自己的

看法ꎮ①

在致大会的贺词中ꎬ 彭真提醒与会者注意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占

据显要位置ꎬ 其具有强大的力量ꎮ 他称赞意大利人民具有革命传统ꎬ 凭借自

身实力以及同其他民主力量团结一致进行反法西斯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建立共和国、 颁布宪法、 发展民主)ꎮ 随后ꎬ 他谈及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时

期如何维护国际和平和增进世界范围内工人阶级团结的问题ꎮ 最后ꎬ 他再次

赞扬此前各方为意大利与中国建立和加强联系并加深彼此之间理解和信任所

做出的努力ꎬ 反过来这些努力未来一定会促使意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ꎮ②

会后ꎬ 埃米利奥􀅰罗西尼 (Ｅｍｉｌｉｏ Ｒｏｓｉｎｉ③ꎬ １９２２－２０１０) 负责陪同中国

代表团前往维也纳ꎮ 根据他的回忆录记载ꎬ 在赴维也纳的路上ꎬ 罗西尼察觉

到彭真对与意共领导人的会谈十分不满ꎬ 特别是中共坚决反对赫鲁晓夫谴责

斯大林主义的方式ꎮ④

刚刚当选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卢契安诺􀅰巴尔卡对彭真的看法略有不

同ꎮ 负责照顾彭真的巴尔卡认为彭真是一个极其热爱文化的人ꎬ 他为罗马文

明而着迷ꎬ 不知疲倦地参观各种罗马遗迹ꎮ⑤

１９５０ 年代末中苏分歧的出现进一步限制了意共在处理同中国关系时的回

旋余地ꎮ 然而ꎬ 正是在中苏同盟关系走向恶化的复杂情况下ꎬ 意共向中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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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ｉｌｉｏ Ｒｏｓｉｎｉꎬ Ｌ􀆳ａｌａ ｄｅｌｌ􀆳ａｎｇｅｌｏ􀆰 Ｉｔｉｎｅｒａｒｉｏ ｄｉ ｕｎ 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ａ ｐｅｒｐｌｅｓｓｏ ( Ｔｈｅ ａｎｇｅｌ􀆳ｓ 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ｔｉｎｅｒａｒｙ ｏｆ ａ ｐｅｒｐｌｅｘ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ꎬ Ｒｏｍｅ: Ｅｄｉｚｉｏｎｉ ｄｉ ｓｔｏｒｉａ ｅ ｌｅｔｔｅｒａｔｕｒａꎬ ２００３􀆰 １９６６ 年ꎬ 罗西尼因违反

纪律为被开除意共党籍ꎬ 此前他一直是意共党员ꎮ 后来ꎬ 罗西尼反复讲ꎬ 他被开除党籍的主要原因

是其同情中共的政治立场ꎮ

Ｅｍｉｌｉｏ Ｒｏｓｉｎｉꎬ Ｌ􀆳ａｌａ ｄｅｌｌ􀆳ａｎｇｅｌｏꎬ ｐｐ􀆰 １８３－１８５􀆰 根据罗西尼的说法ꎬ 赶往维也纳的中国代表团

由三个人组成: 彭真、 一名翻译和另外一个他不认识的人ꎮ 中国代表团之所以要去维也纳ꎬ 主要是

希望见一下受到苏联坚决支持、 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 “世界和平者大会” (后来改称 “世界和平

理事会” ) 中那些活跃的中国人ꎮ １９５６ 年ꎬ 该机构的总部设在维也纳ꎮ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Ｂａｒｃａꎬ Ｍｅｍｏｒｉｅ ｄ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ｏ ｄｅｌ ｖｅｒｔｉｃｅ ｄｅｌ Ｐｃｉ (Ｍｅｍｏｒ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 ３ ｖｏｌｓ􀆰 ꎬ Ｓｏｖｅｒｉａ Ｍａｎｎｅｌｌｉꎬ Ｒｕｂｂｅｔｔｉｎｏꎬ ２００５ꎬ ｖｏｌ􀆰 Ｉꎬ ｐｐ􀆰 １６６－１６９􀆰



出一个高级代表团ꎬ 目的是同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ꎬ 并签署一份建立直接双

边关系的共同文件ꎮ 这是意共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中国同中共领导人进

行官方会谈ꎬ 此外便都是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时礼节性地互派代表团以及一些

无足轻重的代表团之间的互访ꎮ
卢契安诺􀅰巴尔卡是 １９５９ 年贾恩卡罗􀅰巴叶塔率领的访华代表团的成

员ꎮ① 在他的回忆录中ꎬ 巴尔卡强调指出ꎬ 在莫斯科与北京正在私下争论之

际决定派代表团前往中国 “本身就是与此相关的一项政治行动”ꎬ 亦即 “陶
里亚蒂所说的有意识地采取的自主行动”ꎮ 事实上ꎬ 苏联领导人也是这么看

的ꎬ 因此当意大利代表团到达莫斯科时ꎬ 他们发现并没有苏联外交部门的领

导人或官员前往迎接ꎮ②

根据巴尔卡的说法ꎬ 意共代表团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ꎬ 特别是

巴叶塔享受了如国家元首般的特别礼遇ꎮ 初到北京之时ꎬ 在同中华全国总工

会主席刘宁一会谈过程中ꎬ 巴叶塔提出了此行的要求和期望: 同中共就党的

工作交换信息ꎬ 并讨论有关人民公社、 工业化和国际局势的问题ꎮ 随后ꎬ 巴

叶塔还谈到了其他事宜ꎬ 包括代表团希望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中国对天主教政

策的问题ꎮ 代表团还同北京市市长彭真、 外交部长陈毅、 刘少奇乃至于最后

同毛泽东等中共最高领导人举行了长时间会谈ꎮ 最初ꎬ 会谈是正式的ꎬ 但渐

渐变得更加开诚布公和简洁明了ꎮ 刚一谈到和平共处问题ꎬ 双方之间便立刻

出现分歧ꎬ 巴叶塔极力主张苏共二十大产生了积极影响并维护陶里亚蒂 (及
意共) 关于通过进攻手段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ꎮ ４ 月 ７ 日同陈毅的会谈主要

讨论了国际局势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形势ꎬ 也涉及到西藏近来的事态以及同

印度的关系问题ꎮ 陈毅认定美帝国主义为世界上最凶残的国家ꎬ 并指出从战

略和战术两个角度看待美帝国主义结果是不同的: 从战术的方面讲ꎬ 美帝国

主义十分强大ꎮ 从战略的方面讲ꎬ 美帝国主义虚弱不堪ꎮ 因此ꎬ 美帝国主义

既是纸老虎又是铁老虎ꎮ 接着ꎬ ４ 月 ８ 日代表团同彭真进行了会谈ꎬ 就与中

国内政有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ꎬ 例如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发展、 对待

反革命分子的政策、 工业国有化、 “百花齐放” 运动以及人民公社的建立ꎮ
其中ꎬ 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苏关系ꎮ 因为人民公社意味着中国正在通过

一条不同于苏联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ꎬ 所以意共代表团似乎特别希望了解究

３２

①

②

巴叶塔是意共政治局成员之一ꎬ 那时该政治局由十八位委员会组成ꎬ 下设一个七名秘书构

成的秘书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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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什么是 “人民公社”ꎮ①

按照计划ꎬ 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大学、 满洲里的两个人民公社以及分别位

于鞍山和上海的冶金联合企业ꎮ 刚一回到北京ꎬ 代表团便于 ４ 月 １７ 日与刘

少奇举行会谈ꎬ 讨论的话题涉及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 战争与和平以及国

际局势缓和ꎮ 巴叶塔声称意共不希望借助外部力量解决国内问题ꎮ 受到这一

说法的刺激ꎬ 刘少奇一边声称要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ꎬ 一边争辩说各党

都应该根据本国的经验而非任何其他党的意志解决自己的问题ꎮ② 在同意共

代表团谈话时ꎬ 毛泽东提到了原则问题ꎬ 引发了双方之间暗中的争论ꎮ 可能

是暗指陶里亚蒂提出的 “意大利式” 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ꎬ 毛泽东声称通过

和平手段难以过渡到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格局ꎬ 在各式各样的阶级斗争中不放

一枪一炮是不可能掌权的ꎮ③

至于说贾恩卡罗􀅰巴叶塔的看法ꎬ 可以从 １９７６ 年他为意共月刊 «再生»
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加以了解ꎮ 其中ꎬ 巴叶塔反复重申在他看来中国的政治路

线有别于苏共二十大的立场ꎬ 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就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

义的可能性以及缓和与和平的议题而言也有别于其他共产党的政策ꎮ 意大利

人清楚地意识到苏共与中共之间存在暗中的争论ꎬ 中国人可能想要打探意大

利人真正的看法ꎮ 根据巴叶塔的说法ꎬ 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充满了交际手腕

和含沙射影ꎬ 以至于刚刚返回意大利的代表团成员在汇报时既表示十分欣赏

和肯定中共领导人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ꎬ 又难以掩饰他们对未来深深的

忧虑ꎮ④

１９７８ 年ꎬ 在一次和奥塔维奥 (Ｏｔｔａｖｉｏ Ｃｅｃｃｈｉ) 详细介绍他在处理意共外

交政策的经验时ꎬ 巴叶塔回忆说:
１９５９ 年ꎬ 我随意共代表团前往中国ꎮ 我很快察觉到中国的政治

路线与苏联明显不同ꎮ 􀆺􀆺在访问期间ꎬ 我们会见了彭真、 邓小平

􀆺􀆺ꎬ 我们还会见了刘少奇和陈毅􀆺􀆺ꎬ 最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我

们并进行长谈ꎮ 在上述会谈过程中ꎬ 我们为陶里亚蒂的立场辩护ꎬ
毕竟那也是苏联关于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的看法: 缓和ꎬ 战争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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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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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ꎬ 意大利将寻求通过全民族的努力、 沿着和平的道路走向

社会主义ꎮ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ꎬ 中国人反应冷淡ꎬ 询问我们看法的

过程中设置了一些陷阱ꎮ 我们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对这些措辞强硬、
含沙射影的提问做出坚决回应ꎮ 我们整个白天甚至晚上都在就最终

签署的联合公报进行逐字逐句的讨论ꎬ 以至于我将巴尔卡同志和其

他人留下来ꎬ 拜托他们继续与中国人讨论ꎬ 以便能够有机会睡觉ꎬ
只有当他们遇到难题中国人要求我介入的时候才叫醒我ꎮ
如前所述ꎬ 意共代表团这次访问中国原来设想是正式签署一份此前已经

达成的协议ꎮ 巴叶塔同意签署ꎬ 但条件是其中不能包含有违意共立场的表

述ꎬ 并应明确提及意大利体制改革之路ꎮ 中国人要求提及人民公社ꎮ 巴尔卡

负责与中国人协商确定最终文本ꎮ 讨论的过程很长ꎬ 以至于意大利人不得不

没日没夜地工作ꎮ 期间ꎬ 意共发现中国人不同意意大利人的观点 (和平共处

与意大利式社会主义道路)ꎮ 意大利代表团全力争取在不中断会谈的情况下

与中国人达成协议ꎮ
根据巴尔卡的说法ꎬ 中国人觉得意共一定要承认人民公社的创新经验

(对意大利人来说ꎬ 这是一个微妙的话题ꎬ 因为如此一来将改变中国与苏联

的关系)ꎬ 并将此事与他们接受陶里亚蒂的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ꎬ 认为意大

利人的提法 “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著作是不常见的”ꎮ① 通过双方的妥

协ꎬ 意共与中共之间的误解和分歧最终得以澄清和解决ꎬ 虽然只是形式上达

成了一致ꎮ ４ 月 １９ 日ꎬ 巴叶塔与邓小平在庄严的气氛下签署了共同文件ꎬ 当

时毛泽东也在场ꎮ 第二天ꎬ 中共机关报 «人民日报» 刊登了签署文件的照

片ꎮ 随后ꎬ 巴叶塔离开中国返回罗马ꎬ 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继续在中国参

观ꎮ 在西安访问期间ꎬ 中国方面通知意共代表团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ꎬ 但毛

泽东的地位并未因此发生改变ꎮ②

在 １９５９ 年访华的意共代表团中乃至于整个意共本身ꎬ 虽然所有人都支

持中国的国际事业ꎬ 但并不是每个人均能够灵活地看待中国的内政以及意共

与中共的关系ꎮ 其中之一便是朱塞佩􀅰博法ꎬ 他在 １９５３—１９５８ 年担任 «团
结报» 驻莫斯科记者ꎮ 博法在回忆录中写道ꎬ １９５７ 年莫斯科会议期间陶里

亚蒂与毛泽东的会谈非常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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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Ｂａｒｃａꎬ Ｃｒｏｎａｃｈｅ ｄａｌｌ􀆳ｉｎｔｅｒｎｏ ｄｅｌ ｖｅｒｔｉｃｅ ｄｅｌ ＰＣＩꎬ ｖｏｌ􀆰 Ｉꎬ ｐ􀆰 ２１８􀆰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２１７－２２４􀆰 在此事过后大约五十年ꎬ 巴尔卡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承认 “这次中国之

行”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ꎬ 后来他本人也不再像过去那样积极地看待中国ꎮ



“我并不确切知道陶里亚蒂究竟想从此次会谈中得到什么ꎮ 但我知道

在共产党世界中许多人都以赞赏的眼光看待中国人ꎬ 他们依旧拥有取得革

命胜利的荣光􀆺􀆺ꎬ 那时 ‘百花齐放’ 和 ‘百家争鸣’ 运动的影响无处不

在􀆺􀆺然而ꎬ １９５７ 年秋天毛泽东改变了主意ꎬ 正当该运动刚刚蓬勃发展起

来之际却一下子被终止了ꎮ”①

虽然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ꎬ 但有一个重要问题不容忽视:
１９６０ 年代ꎬ 意共继续为推动意大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进行政治斗争ꎮ 意

共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在 １９６０ 年 １—２ 月召开的意共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论证说:②

不能够再不允许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参与有关重要国际问题

的讨论了ꎬ 否则只会让美国军国主义集团幸灾乐祸ꎮ 绝大多数意大

利人民不明白为什么意大利依旧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ꎬ 为什么意

大利不支持联合国接纳中国ꎮ
两年后ꎬ 意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ꎬ 这标志着中共与意共政治论争

又迈出了重要一步ꎮ 大会最终通过的政治报告肯定地指出: “必须让中国在

联合国中占有一席之地ꎮ”③ 与此同时ꎬ 陶里亚蒂决心驳斥 “中国同志” 的

批评 (具体指中共代表赵毅敏在大会上的发言)ꎬ 为本党的政治立场辩护ꎮ
他说ꎬ 意共始终非常关心和尊重中国共产党ꎬ 但并不同意中共关于战争与和

平问题的看法及其对 “和平共处” 的批评ꎮ④

陶里亚蒂还对刚刚发生的中印军事冲突表示深深的忧虑ꎬ 担心此事可能

严重削弱反帝斗争ꎬ 并因此要求双方尽快寻求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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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ꎮ①

陶里亚蒂公开发表讲话过后ꎬ 两党之间继续争论ꎮ 此间ꎬ 贾恩卡罗􀅰巴

叶塔在演说中激烈地批评赵毅敏表达的中共的某些立场ꎮ 巴叶塔坚持认为ꎬ
意共战略中所包含的 “体制改革” 与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并不矛盾ꎬ 而

是该斗争的一部分ꎮ 接着ꎬ 他严厉指责恩维尔􀅰霍查领导下的阿尔巴尼亚劳

动党的主张ꎬ 质问为什么 “有些人会支持这样的看法”ꎮ 最后ꎬ 巴叶塔表示

不同意中共激烈批评和 “咒骂” 南斯拉夫同志主张的做法ꎬ 同时他也承认意

共同样对南斯拉夫人的某些立场持保留态度ꎮ②

意共十大闭幕若干周后ꎬ 也就是 １９６２ 年底到 １９６３ 年初ꎬ «人民日报»③

上刊登了两篇长篇社论ꎬ 严厉批评意共十大上提出的主张ꎬ 这一切为随后两

党间激烈的争论埋下了伏笔ꎮ 正如卢契安诺􀅰巴尔卡事后回忆的那样ꎬ “中
共猛烈攻击陶里亚蒂不仅仅是因为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ꎬ 还因为 １９５９ 年双

方达成的协议被彻底撕毁了􀆺􀆺ꎬ 意共在这样一种异常困难的境况下仍努力

保持与中共这个莫斯科认定为敌人的共产党大党之间的联系的意图被忽视

了ꎮ”④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ꎬ 意共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份长篇决议ꎬ 斥责 “中国同

志的错误观点”ꎬ 批评中共将自己视为亚非拉 “世界革命风暴中心” 的

看法ꎮ⑤

在他撰写的 “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及其团结问题备忘录” (此即陶里亚蒂

为预计中的与赫鲁晓夫的会谈而准备的提示ꎬ 也就是所谓的 “雅尔塔备忘

录” ) 中ꎬ 陶里亚蒂一方面指责中国采取 “分裂性行动”ꎬ 另一方面又强调

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已经从意识形态论争和宣传而非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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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对上述行动做出了回应ꎮ①

而且ꎬ １９６０ 年代末时任意共总书记的路易吉􀅰隆哥 (Ｌｕｉｇｉ Ｌｏｎｇｏ) 在一

系列文章中表示应强烈批评中共的立场ꎬ 但同时他又强调指出ꎬ 由于各国共

产党处于分裂状态ꎬ 在考虑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可能性时要小心

谨慎ꎮ②

五、 结论

在叙述 １９５０ 年代到 １９６０ 年代初意共与中国之间政治联系和交流的过程

中ꎬ 本文追溯了两党关系的发展ꎬ 考察了意共对中共历史经验的看法和分

析ꎮ 在此基础上ꎬ 文章表明总体上来看意共领导人审视中共的革命经验和政

治时保持了灵活性ꎬ 积极地看待中共的民族特性ꎮ 该认识很大程度上源自于

意共自身的国内经验及其在国际上寻求更为独立自主地位的努力ꎮ
自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起ꎬ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暴露自身的局限性并变得

松散起来ꎬ 本文还显示出在这一更为广阔的背景下处理党际关系的复杂性ꎮ
就此而言ꎬ １９５６ 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标志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时刻ꎮ 那

时ꎬ 非斯大林化、 和平共处以及各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等问题被提

出来并引起各方争论ꎬ 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巨大分歧很快显露出

来ꎮ 早在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在罗马召开的意共八大上ꎬ 人们已经感受到意共与中

共两党领导人之间存在不同看法ꎮ 随后ꎬ 在 １９５７ 年莫斯科会议上ꎬ 意共领

导人意识到两党之间的立场正在走向分化ꎮ 受到中苏论争和中国内政外交政

策激进化的影响ꎬ 意共与中共的关系最终恶化ꎬ 结果 １９６２ 年底、 １９６３ 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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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突然斥责陶里亚蒂的政策ꎮ 虽然深知在 “和平共处” 等重要问题上两党

间已然出现分歧ꎬ 但这并未阻止意共领导人提出 １９５９ 年派高级代表团访华

的重要倡议ꎮ 该倡议说明意共领导人依旧致力于争取在两党已经出现分歧的

问题上达成一致ꎬ 也仍然关注中国及其国际地位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 本文表

明ꎬ 即便是在 １９６３ 年中共谴责陶里亚蒂的立场之后ꎬ 意共继续支持中国的

国际事业ꎬ 并为促使意大利承认中国而进行政治斗争ꎮ 而且ꎬ 陶里亚蒂并不

赞成围攻中国的想法ꎮ 陶里亚蒂去世后ꎬ 虽然新当选意共总书记的路易吉􀅰
隆哥非常反对中共及其立场ꎬ 但他在组织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可

能性方面仍旧非常小心谨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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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社会主义友谊前线:
对 １９５０ 年代至 １９６０ 年代初
意大利在华旅居者经历的初步评估

劳拉􀅰德􀅰乔尔吉∗　 赵继珂∗∗译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访华意大利画家作

品展海报ꎮ

∗

∗∗

劳拉􀅰德􀅰乔尔吉 (Ｌａｕｒａ Ｄｅ Ｇｉｏｒｇｉ)ꎬ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Ｃａ􀆳 Ｆｏｓｃａｒ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ｅｎｉｃｅ) 教

授ꎮ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史ꎬ 尤其是文化史和社会发展史ꎮ

赵继珂ꎬ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博士后ꎮ 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化冷战史ꎮ



　 　 在旧有的意大利传教士、 商人和外交官群体离开中国之后ꎬ 一支新的小

规模意大利群体从 １９５０ 年代初开始在北京生活ꎮ 尽管意大利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之间并没有建立外交关系ꎬ 但他们却是正式客人ꎮ 事实上ꎬ 人民外交和

国际共产主义的政治联系与合作使在中国首都生活和工作的意大利人变得更

为重要ꎮ① 他们是意大利共产党员ꎬ 或至少是共产党的同情者ꎮ
他们并不孤单ꎬ 因为那时有一个小规模的西方人群体生活在北京ꎮ 最知

名的西方居住者是那些已经定居的或受新中国款待的中国革命时期的老朋

友ꎬ 如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 沙博理 (Ｓｉｄ Ｓｈａｐｉｒｏ)、 马海

德 (Ｇｅｏｒｇｅ Ｈａｔｅｍ)、 路易􀅰艾黎 (Ｒｅｗｉ Ａｌｌｅｙ)ꎬ 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成为

中国公民或同中国人结婚ꎬ 还有如寒春 ( Ｊｏａｎ Ｈｉｎｔｏｎ) 和阳早 (Ｓｉｄ Ｅｎｇｓｔ)
这样的在内战时期抵达中国的支持者ꎮ②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增进中国与外部

世界的联系方面扮演了一个有意义的角色ꎬ 同时还有一些人曾直接参与对外

宣传、 文化外交和发展同西方友好关系的工作ꎮ 与之相对的是ꎬ 这些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旅居中国的意大利人事实上并非中国人的老朋友ꎮ 但他们怀有相似的

意愿来目击新中国的建设ꎬ 同时致力于增加西方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ꎮ
他们来到新中国并以记者、 学生和专家的身份在中国的国际宣传或教育系统

中工作ꎮ
本文重点论述这些意大利旅居者的经历ꎬ 如同他们在其文件和回忆录中

讲述的那样ꎮ 我的目标是对他们就旅居的新中国以及意中文化、 政治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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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没有综述性的论著介绍冷战期间在华西方人的相关历史ꎬ 但有一些知名在华国际友人

的研究作品、 回忆录或自传ꎮ 例如: Ａｎｎｅ－Ｍａｒｉｅ Ｂｒａｄｙꎬ Ｆｒｉｅｎｄ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Ａｌｌｅｙ Ｒｅｗｉꎬ Ｎ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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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ꎻ Ｓｉｄｎｅｙ Ｒｉｔｔｅｍ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Ａｍａｎｄａ Ｂｅｎｎｅｔｔꎬ Ｔｈ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Ｓｔａｙｅｄ Ｂｅｈｉｎｄꎬ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ꎻ Ｊｏｈｎ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ꎬ Ｅｄｇａｒ Ｓｎｏｗ: Ａ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ꎻ Ｔｒａｃｅｙ Ｓｔｒｏｎｇꎬ ａｎｄ Ｈｅｌｅｎｅ Ｂ􀆰 Ｋｅｙｓｓａｒꎬ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Ｈｅｒ Ｓｏｕｌ: ｔｈ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Ａｎｎａ Ｌｏｕｉｓｅ

Ｓｔｒｏｎｇ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 １９８３ꎻ Ｄａｏ Ｙｕａｉ Ｃｈｏｗꎬ Ｓｉｌａｇｅ Ｃｈｏｐ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ｎａｋｅ Ｓｐｉｒｉ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ｏｆ ｔｗ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Ｑｕｅｚｏｎ ｃｉｔｙ: ＩＢ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３ꎮ



关系的个人感受进行一些概览性的描述ꎮ 作为在华旅居者ꎬ 他们被期望可以

在社会主义友好框架下成为连接意大利和中国的一座 “桥梁”ꎮ 事实上ꎬ 如

同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到访中国的许多意大利代表团那样ꎬ 他们的出现促进了两

国间的交流和联络ꎬ 并增进了意大利对中国的了解ꎬ 这在当年意大利媒体所

做报道和一些出版物中得到了证明ꎮ 然而ꎬ 作为来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西

方人ꎬ 他们的经历同样映射出了冷战期间中国同外部世界联系的矛盾和

限制ꎮ

从 １９５０ 年代的北京开始报道中国: 在中国首都的意大利

新闻记者

　 　 记者是意大利人中最早到新中国访问和定居的群体ꎮ 早在 １９４９ 年ꎬ 当

时正掌管 «团结报» (Ｕｎｉｔà)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 的意大利共产党高级

官员韦利奥􀅰斯帕诺 (Ｖｅｌｉｏ Ｓｐａｎｏ)ꎬ 便于当年 ８ 月经由苏联到达中国ꎮ 他

从东北开始中国之旅ꎬ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定居北京ꎬ 会见了毛泽东主席、 周

恩来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ꎬ 并跟随在南方的人民解放军到达了刚刚解

放的广州ꎮ 他在中国一直待到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ꎬ 目击了解放过程并与中国的同

志们讨论了很多政治问题ꎮ 他的文章刊发在 «团结报» 上ꎬ 并随后被编辑成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Ｎｅｌｌａ Ｃｉｎａ ｄｉ Ｍａｏ Ｚｅ￣ｔｕｎ) 一书出版ꎮ① 回到意大利之

后ꎬ 作为意大利议员ꎬ 斯帕诺稍后负责意大利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ꎬ 并同中

国保有友好关系ꎮ
１９５０ 年后ꎬ 在参加国际社会主义机构会议的背景下ꎬ 一些意大利记者得

以到访中国ꎮ 为参加秋季在北京饭店举行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ꎬ 作为意大利

社会主义党 «前进报» ( Ａｖａｎｔｉ) 的新闻记者ꎬ 加埃塔诺􀅰图米亚蒂

(Ｇａｅｔａｎｏ Ｔｕｍｉａｔｉ) 于 １９５２ 年到访中国ꎮ② 一年以后左翼记者菲利切􀅰奇兰迪

(Ｆｅｌｉｃｅ Ｃｈｉｌａｎｔｉ) 访问中国并写了一本记录其经历的图书ꎮ 不过ꎬ 弗兰科

尔􀅰卡拉曼德雷伊 (Ｆｒａｎｃｏ Ｃ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ｅｉ) 却是唯一一位长驻中国首都的意大

利新闻记者ꎮ
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伊是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 (Ｐｉｅｒｏ Ｃａｌａｍａｎｄｒｅｉ)

的儿子ꎬ 一位著名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 律师和政治活动家ꎬ 在二战结束之

３３

①

②

Ｖｅｌｉｏ Ｓｐａｎｏꎬ Ｎｅｌｌａ Ｃｉｎａ ｄｉ Ｍａｏ Ｚｅ￣ｔｕｎ (Ｉｎ Ｍａｏ Ｚｅ￣ｔｕｎ􀆳ｓ Ｃｈｉｎａ)ꎬ Ｍｉｌａｎｏꎬ １９５０􀆰

Ｇａｅｔａｎｏ Ｔｕｍｉａｔｉꎬ Ｂｕｏｎｇｉｏｒｎｏ Ｃｉｎａ (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ꎬ Ｒｏｍｅꎬ １９５４􀆰



后ꎬ 成为制宪议会的一员ꎬ 稍后担任国会议员ꎮ
同他父亲皮耶罗不同的是ꎬ 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伊是一名共产党员ꎻ

在武装抵抗法西斯运动期间以及 １９４３ 年被纳粹占领之后他都坚决拥护意大

利共产党ꎬ 同时他还是罗马反抗活动的一名斗士ꎮ 在反法西斯运动期间ꎬ 他

结识了同为意大利共产党员的玛利亚􀅰特蕾莎􀅰雷加德 (Ｍａｒｉａ Ｔｅｒｅｓａ
Ｒｅｇａｒｄ)ꎬ 并在战后与之结为夫妻ꎮ

除进行政治活动之外ꎬ 作为文学和法律毕业生ꎬ 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

伊还对文学批评和翻译有强烈的兴趣ꎮ 二战之后ꎬ 他开始为 «团结报» 工

作ꎬ 并于 １９５０ 年以 «团结报» 新闻记者的身份同妻子雷加德一起移居伦敦ꎮ
在英期间ꎬ 他同许多工党成员和工会会员建立了友好关系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伊获机到北京参加亚太和平会议ꎮ 他对

他在这儿发现的政治和人类环境充满兴趣ꎬ 并非常喜欢以外国记者的身份到

中国: 在其看来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向意大利公共舆论告知亚洲和世界正在

发生什么ꎮ 他获得了准许ꎬ 并且在一年之后的 １９５３ 年夏末ꎬ 连同其妻子和

他们六岁大的女儿西尔维娅 (Ｓｉｌｖｉａ) 离开欧洲来到了中国ꎮ
在自传中ꎬ 雷加德声称此次旅行非常漫长和复杂: 她们乘火车到达中

国ꎬ 从布拉格启程ꎬ 旅途中苏联卫队没收了她们所有的图书ꎬ 在抵达之后又

得到返还ꎮ 最终ꎬ 在 １０ 月 １ 日凌晨她们到达北京ꎬ 刚好参观国庆日举行的

大规模阅兵仪式ꎮ 从那天起ꎬ 直到 １９５６ 年下半年他们都生活在北京ꎮ①

当时他们并不是唯一在北京生活的意大利人ꎬ 工程师斯帕尔塔科􀅰穆拉

托里 (Ｓｐａｒｔａｃｏ Ｍｕｒａｔｏｒｉ) 也生活在此ꎬ 他是意大利商人迪诺􀅰真蒂利 (Ｄｉｎｏ
Ｇｅｎｔｉｌｉ) 的在华经济和商业联络人ꎬ 并与意大利共产党同样保有密切联系ꎮ②

卡拉曼德雷伊夫妇向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左翼报纸和杂志提供经常性的详

细的有关中国社会变革的报道ꎮ 卡拉曼德雷伊作为新闻记者为 «团结报» 工

作ꎬ 雷加德为 «新邮报» (Ｎｕｏｖｏ Ｃｏｒｒｉｅｒｅ) 和 «国家晚报» (Ｐａｅｓｅ Ｓｅｒａ) 写

作ꎬ 他们两人都对 «新路» (Ｖｉｅ Ｎｕｏｖｅ) 与 «当代» ( Ｉｌ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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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ꎮ 除其所做新闻报道之外ꎬ 在意大利他们还出版了两本有关他们经历的

图书ꎮ 第一本主要研究越南ꎬ 在定居中国期间他们都曾访问过这个国家ꎻ 第

二本在他们返回家乡之后出版ꎬ 专注于西藏ꎬ 他们于 １９５５ 年受邀同一个小

规模的在华外国友人团一起前去参观该地区的社会进步ꎮ①

在北京卡拉曼德雷伊一家生活在北方饭店ꎬ 这家位于城市中心的饭店当

时主要用于招待一些外国特别是西方的客人和旅居者ꎮ 这些人成了卡拉曼德

雷伊家庭最好的朋友ꎮ 在共有的意识形态框架和由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和

革命组成的政治语言为标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ꎬ 国家认同的区别看上去得

到了相当大的稀释ꎮ 他们中的所有人首先是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的支持者ꎮ
居住在这个饭店的有英国 «工人日报»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ａｉｌｙ) 的记者阿兰􀅰温宁

顿 (Ａｌａｎ Ｗｉｎｎｉｎｇｔｏｎ) 和他妻子埃斯特 (Ｅｓｔｈｅｒ)、 捷克斯洛伐克 «红色权利

报» (Ｒｕｄｅ Ｐｒａｖａ) 的记者卡雷尔 (Ｋａｒｅｌ) 和弗拉斯塔􀅰贝芭 (Ｖｌａｓｔａ Ｂｅｂａ)
以及澳大利亚共产党记者威尔弗雷德􀅰贝却敌 (Ｗｉｌｆｒｅｄ Ｂｕｒｃｈｅｔｔ)ꎮ 卡拉曼德

雷伊夫妇的朋友还包括犹太裔奥地利共产主义记者严斐德 (Ｆｒｉｔｚ Ｊｅｎｓｅｎ) 和

他的中国妻子吴安ꎬ 以及建筑家华兰龙ꎬ 他在法国受教育并娶了一个法国女

人ꎬ 他刚刚从法国到北京ꎮ② 这个小团体的成员由共产党驻外记者和一些具

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知识分子组成ꎬ 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圈子虽然很小但却高度

国际化ꎮ 除北方饭店之外ꎬ 他们的社会生活主要集中于国际俱乐部ꎬ １９４９ 年

后ꎬ 受苏联影响它成了新的社会主义和世界性的文化生活中心ꎮ 在俱乐部

中ꎬ 卡拉曼德雷伊和雷加德会见朋友、 吃晚饭、 跳舞和观看 １９５０ 年代在北

京上映的苏联、 中国以及印度的电影ꎮ 此外ꎬ 他们经常在这个城市闲逛ꎬ 看

古董、 艺术品和手工艺品ꎬ 购买图书或从图书馆借阅ꎮ
在中国生活改变了他们的世界观ꎮ 雷加德写到ꎬ 在中国期间ꎬ 虽然她们

将其大多数社会生活都限定于西方群体ꎬ 但她同其丈夫重新将她们的政治关

注点定位于亚洲ꎬ 并对该地区的去殖民化进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ꎮ③ 对卡拉

曼德雷伊和雷加德而言ꎬ 同意大利和欧洲保持联系并非易事ꎮ «团结报» 是

他们唯一能看到的意大利报纸ꎬ 并经常会耽搁一整月才收到ꎮ 他们同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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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戚朋友交流信件ꎬ 以此获知意大利发生了什么ꎮ 最后ꎬ 鉴于被意大利政治

孤立的感觉越来越强烈ꎬ 他们决定于 １９５６ 年离开北京ꎮ
从 １９５３ 年到 １９５７ 年ꎬ 作为一名外国记者ꎬ 卡拉曼德雷伊得到了负责宣

传与交流工作的中国国家机构及相关人员的帮助ꎮ① 如同卡拉曼德雷伊文件

所展现的那样ꎬ 经常同诸如沙博理和爱泼斯坦这些负责对西方宣传的人员进

行接触ꎮ 但受外交部监督ꎬ 同时 «人民日报» 提供帮助ꎮ
卡拉曼德雷伊的在华生活被纳入到了一种官方的和相当受管制的框架之

中ꎬ 但他们非常渴望可以更加直接的体验中国社会和生活方式ꎮ 例如ꎬ 他们

拒绝受邀将其女儿西尔维娅送入法国天主教修女学校ꎬ 该学校获批在北京办

学以便于教育驻华外交使团的子女ꎮ 相反ꎬ 这对夫妇强烈坚持要求将西尔维

娅送入北京市中心的一所中国学校ꎬ 它是专门招收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精英

小学ꎮ②

此外ꎬ 他们还学习汉语并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本ꎮ 他们的语言教师

李先生是一位天主教教师ꎮ 雷加德还想教授两位帮助他们同中国报界沟通的

翻译意大利语ꎮ
无论如何ꎬ 从他们的文件中可以发现即便他们可以观察中国生活和社

会ꎬ 但受政治和文化原因影响ꎬ 他们同中国人民进行交流并不容易ꎬ 这对夫

妇越来越认识到有无形的障碍阻隔他们更加直接的接触中国现实ꎮ
毫不奇怪ꎬ 他们对中国事务的了解首先依赖于中国的官方媒体ꎮ 如同雷

加德描述的那样ꎬ 几乎每天都有一些政府人员前来拜访她们以便帮助翻译中

国媒体特别是 «人民日报» 刊发的一些重要文章ꎮ 这并非是单向关系ꎮ 同

时ꎬ 如同雷加德在其自传中记录的那样ꎬ 她还被要求将 «团结报» 刊发的社

论以及陶里亚蒂的著作和演讲翻译成英文ꎮ
除翻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之外ꎬ 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还根据为他们或其

他外国记者组织的在一些城市和省份的参观和旅行经历完成ꎮ 事实上ꎬ １９５０
年代移居到中国的所有西方旅居者都非常喜欢在中国进行长途旅行ꎮ １９５３ 年

冬ꎬ 在他们刚到不久ꎬ 卡拉曼德雷伊夫妇便参观了上海、 杭州、 长沙、 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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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州ꎮ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ꎬ 或独行或由其妻子陪伴ꎬ 卡拉曼德雷伊在中国

又进行了多次从东北到蒙古的旅行ꎮ １９５４ 年他们去了越南ꎬ 并在那里拜会了

武元甲司令ꎮ 一年之后ꎬ 他们参观西藏ꎮ 除正式参观工厂、 农业合作社、 村

庄、 学校、 办公室、 司法机关之外ꎬ 还参观博物馆、 艺术景点、 纪念碑和考

古遗址ꎻ 作为记者他们还可以进行采访或参加会议ꎮ 有些时候卡拉曼德雷伊

还陪同外国代表团出访ꎬ 如 １９５４ 年陪同出访中国的英国代表团一起访问ꎮ①

此外ꎬ 他还参与了由其父亲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领衔成立的首支意大利文

化使团的组织工作ꎬ 该使团于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访问中国ꎮ
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伊和他妻子非常认真的扮演连接意中桥梁的角

色ꎮ 他们认为其首要使命就是向意大利公共舆论介绍新中国和中国革命ꎬ 而

作为党内知识分子ꎬ 他们还对冷战背景下其所从事工作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意

义以及同东道主进行合作的重要性有清醒认识ꎮ
他们提升意大利对中国了解和理解的最好例子就是ꎬ 他们在皮耶罗􀅰卡

拉曼德雷伊主编的 «桥梁» ( Ｉｌ Ｐｏｎｔｅ) 杂志上刊登了一期有关当代中国的特

刊ꎮ② 卡拉曼德雷伊夫妇都参加了该书的筹划工作ꎬ 而根据日记中的一些笔

记来看ꎬ 他们在该卷中还将同意大利共产党官方的邮件交流列入了议程之

中ꎮ 在同父亲皮耶罗的通信中ꎬ 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伊详细讨论了该期杂

志的内容ꎬ 并且在 １９５５ 年皮耶罗􀅰卡拉曼德雷伊和阿达􀅰科奇 (Ａｄａ Ｃｏｃｃｉ)
访问中国前该书就已经筹划完备ꎮ 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伊夫妇帮助进行文

学翻译 (如翻译鲁迅著作和其他作品的片段)ꎮ③

不过ꎬ 虽然他们希望可以提升意中的共同理解ꎬ 但卡拉曼德雷伊夫妇在

其私人作品中却揭示ꎬ 受身份限制ꎬ 他们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受到了中国政府

和官僚体制的一些限制和制约ꎮ④ 他们认为难以更加直接的了解中国事务ꎬ
同时认为他们致力于增进意中共同理解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ꎮ 此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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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罗马高层解释文化距离和政治背景如何限制他们获得令人满意的中国信

息时ꎬ 卡拉曼德雷伊同样遇到了一些困难ꎮ①

例如ꎬ 在一份记录他们 １９５３ 年秋天在中国中部和南部旅行的笔记中ꎬ
当时他刚到中国ꎬ 卡拉曼德雷伊注意到没有同他们商量旅行线路和参观内容

并且很明显它临时安排ꎬ 并没有考虑什么才是党报记者的真正兴趣之所在ꎻ
虽然中国的翻译人员很好ꎬ 但看上去很多时候在做出解释或回答问题时他相

当为难ꎮ 卡拉曼德雷伊写到ꎬ “许多参观变成了绝对安静”ꎮ②

对这一点ꎬ 从卡拉曼德雷伊的个人笔记中可以得到解释ꎬ 作为同志和党

报记者ꎬ 他们同东道主有相似的意识形态框架和政治目标ꎬ 因此他们希望可

以毫无保留地全面理解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情况ꎮ 例如ꎬ 在其所做笔

记中明显提及他们想扮演的角色和他们感受到的困难ꎬ 这些笔记主要记录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他同中国官员就对外宣传举行的一次会谈ꎮ③ 在笔记中ꎬ 这位意

大利记者评论说他们是为意大利政党报纸服务的党报记者ꎬ 这实际意味着他

们在参加筹划中国对外宣传特别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时有一定的

政治合法性ꎮ 总而言之ꎬ 他们并不认为他们只是记者ꎬ 相反他们是前来合作

的政治同志ꎮ
此外ꎬ 卡拉曼德雷伊认为ꎬ 日内瓦会议之后ꎬ 西方对中国的公共舆论已

经出现改变ꎬ 现在西方民众认为中国并不仅仅是 “伟大的人民和伟大的国

家”ꎬ 而是亚洲人民权利的真正发言人ꎬ 同时决定亚洲事务发展的方向ꎮ 因

此ꎬ 他认为可能有用的就是ꎬ 中国的对外宣传不应仅仅关注于中国国内生

活、 事件、 政治和社会问题ꎬ 而应报道和评论整个亚洲事务ꎮ 他还接着写

到ꎬ 更加系统的与和平局进行合作对实现这一目标非常有用ꎮ 实际上ꎬ 他是

在建议应该加强宣传的国际基础和扩大对外交流ꎮ
此外ꎬ 还应该强调新闻和评论的 “时效性”ꎬ 同时根据不同的目标受众

提供不同的内容ꎮ 批评中国的对外宣传即便不是全部也主要是针对英语世

界ꎬ 他计划建议在观念上做出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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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感觉应针对不同的国家做出更多努力ꎮ 特别是对意大利ꎬ
我认为在发展它们对中国的关注方面相对而言宣传给予了它太少的

关注ꎮ 至少通过新华社和中国媒体几乎不做有关意大利问题的报道

就可以得出上述判断ꎮ
作为总结ꎬ 卡拉曼德雷伊分析了他们的特殊角色和同共产党之间的

关系ꎮ
非常明确的是ꎬ 为了我们可以工作的更好ꎬ 除需要拓宽我们的

新闻视角并提供及时和不同的材料之外ꎬ 我们首先需要得到党的指

导ꎮ 每天都面对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ꎬ 我们国家的党报希望我们可

以对之有所贡献ꎬ 但如果不同相关负责同志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并

从中得到启迪ꎬ 上述目标就难以实现ꎮ 这是我们最迫切需要进行的

工作ꎬ 我希望可以提出建议ꎮ 我认为可行的就是可以同你们的一些

同志每周举行各种例会ꎬ 在会上我们提出问题ꎬ 如果可能ꎬ 就当天

的一些话题得到答案和解释 (􀆺􀆺) 应时刻牢记的就是党报记者不

应仅仅关注于哪些可以成为新闻ꎬ 哪些材料应该快速出版ꎬ 而应该

是可以为之提供背景介绍ꎬ 并依据于对事实的更好理解ꎬ 来提升他

们的整体政治理解ꎮ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ꎬ 但卡拉曼德雷伊看上去是在抱怨ꎬ 在社会主义国际

合作的背景下ꎬ 对共产党兄弟党成员中那些希望了解中国的外国记者同志有

所保留这让人难以理解ꎮ 与此同时ꎬ 他竭力向罗马的 «团结报» 同事解释ꎬ
尽管在官方层面受到限制ꎬ 但他仍尽其所能来了解和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一

切ꎬ 同时现在他到这儿来并不仅仅是庆祝中国革命胜利而是预测中国以后将

走怎样的道路ꎮ①

显而易见ꎬ 这些建议的一些内容得到了采纳ꎮ 例如ꎬ 就 １９５４ 年宪法颁

布及其意义和提升中国海外形象召开了一些讨论会ꎮ 但这并非同中国官方开

展ꎬ 相反他主要是与诸如爱泼斯坦和沙博里这样的重要政治和文化掮客进

行ꎮ 尽管没有直言ꎬ 看上去卡拉曼德雷伊的印象就是ꎬ 在中国人眼中ꎬ 他们

首先是意大利人ꎬ 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外国人ꎬ 尽管他们忠诚于共产党ꎬ
并且看上去非常坚定ꎬ 但这并没有消除掉他们作为陌生者的身份ꎮ 即便是在

社会主义国际友好和合作的背景下ꎬ 国家认同仍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ꎮ 中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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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方面非常关注意大利政治形势的发展ꎬ 如对意大利政府的倾向和选举等都

进行了讨论ꎮ 然而ꎬ 尽管在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发展同意大利的贸易和经济合作

同样被提上了议事日程ꎬ 但看上去他很少有机会参与相关讨论ꎬ 在他的笔记

中即便是有关意大利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的情况或评论都非常稀少ꎮ
１９５６ 年之后意中关系开始了一个新阶段ꎮ 越来越多有不同政治背景的意

大利人访问中国和北京ꎬ 并对之有所记录ꎮ 在其笔记中卡拉曼德雷伊注意到

了这一现象ꎮ 在承认同以前相比有更多的意大利人开始进入知识和政治领域

的同时ꎬ 他仍然坚持这些改变并不意味着中国得到了更好的理解ꎬ 因为许多

观察者受表面兴趣影响而自我束缚ꎻ 此外ꎬ 在其看来ꎬ 意大利共产党内部兴

起的新的对中国的热情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的紧张和不满密切相关ꎮ 在

卡拉曼德雷伊就 １９５６ 年春末在北京举行的意大利画家展览所写评论中ꎬ 揭

露了他的困惑①:
意大利画家在北京ꎮ 对中国、 对它的活力、 对它的简朴有着同

往常一样的热情ꎮ 同以往的第一印象和以往的 “看第一眼就爱上中

国” 一样􀆺􀆺但图尔卡托 (Ｔｕｒｃａｔｏ) 和法布里 (Ｆａｂｂｒｉ)② 对这个

党持一种半无规矩式的批评立场③􀆺􀆺 “这是社会主义” 等等􀆺􀆺
我们 (指意大利共产党) 应该对这股热爱中国的潮流进行讨论ꎬ 它

必须得到研究和批判因为它看上去是一种迷恋􀆺􀆺这是意大利知识

分子中出现的一种新的异化ꎬ 意大利人惯有的乡土观念ꎬ 使他们并

不能理解中国ꎮ
此外ꎬ 一种对中国失望的情绪开始在幕后显现ꎬ 如同雷加德在其自传中

记录的那样ꎬ 受严格的官僚体制影响ꎬ 同中国人民一样ꎬ 她们也受生活所迫

而须工作ꎮ
１９５６ 年ꎬ 卡拉曼德雷伊的中国之旅走向尾声ꎮ 在该年夏初雷加德和她女

儿西尔维娅回到了意大利ꎮ 在罗马ꎬ 雷加德在对华文化经济关系中心找到了

一份工作ꎬ 一段时间之后她又辞职ꎮ 不过ꎬ 她仍经常对中国保有强烈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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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奥􀅰图尔卡托 (Ｇｉｕｌｉｏ Ｔｕｒｃａｔｏ) 和阿杰诺尔􀅰法布里 (Ａｇｅｎｏｒｅ Ｆａｂｂｒｉ) 是这个群体中

的两名画家ꎮ

指意大利共产党ꎮ



趣ꎬ 翻译中国文学作品ꎬ 在 １９８０ 年代她又获机重回中国ꎮ①

弗兰科尔􀅰卡拉曼德雷伊在中共八大会议之后回国ꎮ 他的意大利 «团结

报» 工作职位由另一位记者埃米利奥􀅰萨尔齐􀅰奥毛代 ( Ｅｍｉｌｉｏ Ｓａｒｚｉ
Ａｍａｄè) 接替ꎮ

奥毛代同样参加了反法西斯活动ꎬ 并且在青年时代就成了意大利共产党

员ꎮ １９５７ 年他来到中国ꎬ 并会见了周恩来和毛泽东ꎮ 在北京居住期间ꎬ １９６０
年ꎬ 他获机采访最后一任清朝皇帝溥仪ꎬ 同时还有机会从首都到朝鲜和越南

旅行ꎬ 在越南他会见了胡志明ꎮ 就像卡拉曼德雷伊一样ꎬ 奥毛代旅居中国期

间对亚洲发展产生了更加巨大的兴趣ꎬ 这一直维持到 １９６１ 年他返回意

大利ꎮ②

奥毛代的中国之旅打上了 １９５０ 年代末期国内、 国际政治环境以及意识

形态环境转变的烙印ꎮ 他抵达北京之时中国同西欧包括意大利的关系正处于

上升阶段ꎬ 并伴有文化和贸易交流的增加ꎬ 到 １９５９ 年他却同样经历了社会

主义世界与中国关系紧张负面效应的影响ꎮ 这从奥毛代感觉作为一个外国记

者越来越难以开展工作中可以得到真正的体现ꎮ 大跃进以及中苏关系紧张对

此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作为苏共和中共两党关系紧张的结果ꎬ 在此时期意共和

中共关系同样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ꎮ
在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递交给罗马意大利共产党高层的一封长信中ꎬ 奥毛代表

达了他的担心ꎬ 并解释了他在详细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时遇到的困难ꎬ 即

便他是一名兄弟党的党员ꎮ③

第一个问题是有关驻首都党报记者 (我们国家或其他资本主义

或社会主义国家) 的工作和处境ꎮ 对此ꎬ 我的三年经历被分成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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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本文期间提醒我注意这封信件ꎮ



个不同的阶段ꎮ 第一阶段ꎬ 包括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年ꎬ 这是最好的阶段:
虽然有一些明显的障碍阻碍我有效理解各种问题ꎬ 但对到中国所有

地区旅行和参加那些有助于了解形势变化的会议和采访并没有受到

限制ꎬ 其积极方面远大于其消极方面ꎮ
第二阶段ꎬ 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ꎬ 包括 １９５９ 年一段时间和

１９６０ 年ꎬ 其特点就是困难和缺点不断增加: 缺少机会开展有用的旅

行ꎬ 缺少机会进行好的采访ꎬ 在这封信中我将会描述一些插曲ꎮ 需

要强调的是ꎬ 我接下来讲述的并不仅仅是我的个人观点ꎬ 相反它是

生活在北京的所有外国记者的普遍看法ꎮ 我的印象是 [中国] 对待

外国记者的态度出现了重大转变ꎬ 概括而言ꎬ 在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我结

束意大利短期旅行返回中国之后信息政策就开始出现转变ꎮ
奥毛代描述了组织到西藏和新疆旅行以及稍后在访问美国之后苏联领导

人赫鲁晓夫到北京访问期间他遇到的一些困难ꎮ 但他最大的不满是由于中国

对人民公社保持沉默ꎬ 即使有 «人民日报» 同志提供帮助ꎬ 进行采访和报道

他仍然面临许多困难ꎮ
最后该问题变成了对信息的整体态度问题ꎮ 尽管令人不快ꎬ 但

我们有明确的理由来断定对中国正在发生的新事情保有兴趣并不受

欢迎ꎮ
此外ꎬ 奥毛代开始明白在同中国同事和官员打交道过程中存有的一些

区别ꎮ
在这个变化中有差异和深浅ꎬ «人民日报» 与外交部人员在观

点上并不一致ꎬ 但我们要对他们一视同仁ꎻ 北京一些人的态度与我

们在北京之外其他地区旅行时遇到的人们的态度也有区别等等ꎮ
他总结道:

我真的不希望阅读此信之后会给你产生我认为中国已经发生改

变的印象ꎮ 我的观点仍然是非常好 (即使在旅居中国三年中有些起

伏) 同时它没有改变ꎮ 实际上ꎬ 正因为此使我在应对上述限制时并

不是特别困难ꎮ
实际上ꎬ 当 １９６１ 年奥毛代离开中国时ꎬ 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多分歧以及

中苏危机对中共和意共的关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ꎬ 这在当时他自己和其他在

华意大利人的经历中都有所体现ꎮ 同样还由于 １９５７ 年后有越来越多的意大

利人到北京生活和工作ꎬ 这使得外国旅居者与中国现实之间的无形障碍变得

２４



更加明显ꎮ 一些是学生ꎬ 一些是 “外国专家”ꎬ 他们的出现代表着意中友好

关系得到了提升ꎬ 或至少是更加稳固ꎮ 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经历却同样受到

了冷战政治紧张的挑战ꎬ 并对他们作为外国同志在中国的生活处境造成了很

大影响ꎮ

意大利学生和专家同中国的接触

在 １９５０ 年代下半段ꎬ 受意中不同部门机构如发展对华经济和文化关系

中心以及意中两国共产党文化关系发展的影响ꎬ 到北京访问的意大利人有少

量增加ꎮ 但毫无疑问数量非常有限ꎮ
１９５７ 年ꎬ 由罗马发展对华经济和文化关系中心选送的三名意大利学生抵

达北京并开始在北京大学学习ꎮ 他们分别是菲利波􀅰科奇 (Ｆｉｌｉｐｐｏ Ｃｏｃｃｉａ)、
爱德华多􀅰马西 (Ｅｄｏａｒｄａ Ｍａｓｉ) 和雷纳塔􀅰皮苏 (Ｒｅｎａｔａ Ｐｉｓｕ)ꎮ① 同一时

期ꎬ 意共经济专家朱塞佩􀅰雷日斯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Ｒｅｇｉｓ) 和他妻子汉学家玛利

亚􀅰阿雷纳 (Ｍａｒｉａ Ａｒｅｎａ) 移居中国ꎮ １９５９ 年ꎬ 主要从事国际广播宣传的

意大利专家组开始在这里生活ꎬ 他们都是意共党员: 包括马里萨􀅰穆苏

(Ｍａｒｉｓａ Ｍｕｓｕ) 和她丈夫阿尔多􀅰波埃塔 (Ａｌｄｏ Ｐｏｅｔａ)ꎬ 曼里奥􀅰菲亚基

(Ｍａｎｌｉｏ Ｆｉａｃｃｈｉ) 和他妻子ꎮ
这一小的意大利团体与意大利共产党有明显的联系ꎬ 并负责开展同中共

在经济、 文化和宣传等领域的合作ꎮ 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华经历是他们

研究中国的开始ꎬ 或者在返回欧洲之后这成了塑造他们政治和意识形态认同

的一个重要阶段ꎮ 但是ꎬ 他们中的一些人对高层迫使他们远离中国社会的做

法产生了负面印象ꎬ 而这又因当时的批判环境而进一步恶化ꎮ 这些因素弱化

了他们原本希望扮演的促进意中关系和中国同外部世界关系发展的角色ꎮ
首批意大利学生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之所以能被人了解ꎬ 主要仰赖马西所

做日记②ꎬ ３０ 年后它得以出版ꎬ 同时皮苏在其著作中也提供了一些信息ꎮ
作为学生这三名意大利人在校园生活ꎬ 但与中国学生不同的是ꎬ 他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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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供外国人使用的宿舍和餐厅ꎮ 他们花费时间来熟悉由许多苏联、 东欧或

亚洲学生组成的国际环境ꎬ 并且最开始他们是唯一一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

团队ꎮ 在课堂上和大学生活中他们认识中国学生和教授ꎮ 但是ꎬ 发展关系并

不容易ꎮ 令他们惊奇的是ꎬ 共产党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对此并没有帮

助ꎮ 马西发现她请求参加大学党支部会议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批准ꎬ 而令北京

大学官员感到奇怪的是ꎬ 虽然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国家ꎬ 但他们却可以公开

说他们是意大利共产党员ꎮ① 她得出的印象就是他们对外部世界了解得很少ꎬ
特别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意大利ꎮ

但是ꎬ 同外国新闻记者相比ꎬ 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机会来接触中国现实ꎬ
因此他们可以观察此一时期政治事件的影响ꎬ 从百花齐放运动到反右运动和

疯狂的大跃进ꎮ 此外ꎬ 通过对大学中的小的国际社会进行观察ꎬ 使他们成了

苏联、 波兰和匈牙利人之间以及苏联人同中国人之间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特

殊见证者ꎮ 他们的学生经历ꎬ 至少对马西、 皮苏和科奇而言ꎬ 是他们终生对

中国政治、 文化和社会充满兴趣的一个起点ꎮ 追随其前辈的脚步ꎬ 其他意大

利人也被派往北京学习汉语ꎮ
同一时期ꎬ 意大利共产党还选派一些专家到中国ꎮ 他们中的一些人负责

向从事外贸工作的中国同志教授意大利语ꎮ 一些人在北京国际广播电台工

作ꎬ 从 １９６０ 年代初开始广播意大利语节目以便于针对西欧开展创新性的文

化外交努力ꎮ 同学生和新闻记者相比ꎬ 意大利专家同中国人进行交流的场所

更加复杂和敏感ꎬ 因为他们真正在中国部门机构中工作ꎬ 同中国同事共事或

受其领导ꎮ 同时ꎬ 他们还经常需要扮演意共在华代表的角色ꎬ 并努力维持两

党之间的友好关系ꎮ
穆苏是这些专家之一ꎬ 她的在华时间是 １９５９ 年底到 １９６２ 年ꎬ 在其后来

撰写的自传中她回忆了这一经历ꎮ② 作为一名意大利共产党党员ꎬ 抵抗法西

斯时期的一名游击队员ꎬ 穆苏同其丈夫波埃塔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移居北京ꎮ
她们同画家菲亚基夫妇一起供职于新成立的北京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ꎬ 这家

中国广播电台致力于国际宣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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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外国人的在华生活ꎬ 特别是在北京的外国专家

的生活状况受苏联专家的强大影响而有所改变ꎬ 他们对外国人群体的物质和

社会状况的许多方面都有影响ꎮ 例如ꎬ 所有的专家都生活在最新建成的友谊

宾馆ꎬ 这是按照苏联风格在北京郊区建立的宾馆ꎬ 用来招待那些前来帮助中

国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苏联和西方客人ꎮ 这些国际友人的生活在物质

方面非常舒适ꎬ 但这一安排有拉大他们同中国社会的意思ꎮ
在其看来ꎬ 受严格管制和官僚环境影响ꎬ 她作为专家同志在中国部门工

作受到了严重的伤害ꎮ 她开始从政治和文化视角来质疑她及其家庭此次中国

之行的意义和价值ꎮ
作为这些负面印象的背景ꎬ 在 １９６０ 年 ５ 月穆苏和波埃塔写给朱利亚诺􀅰

巴叶塔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Ｐａｊｅｔｔａ) 的信中提供了一些佐证ꎬ 例如中国人不信任外国

人ꎬ 同时他们认为中国不断增加的民族主义令其难以接受ꎮ① 在他们看来ꎬ
在建设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过程中他们应该被视为是同志和战友ꎮ 但他们得

出的印象却是国际主义和国际社会主义者的合作都附属于民族主义和直接的

政治目标ꎮ 事实上ꎬ 在她的自传中ꎬ 穆苏同时还指出她的角色就是中国宣传

的代言人而已ꎮ 她回忆称: “中国人民并不采纳我就如何提升对意宣传所做

的建议”ꎮ 此外ꎬ 她得出的印象就是一些广播内容站在意大利共产党的立场

来看非常批判ꎮ
意大利共产党高层获悉并讨论了穆苏所提上述印象和观点ꎮ 很明显它们

主要是因两党之间新的紧张关系引起ꎬ 同时反映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裂痕

和更加膨胀的中国民族主义ꎮ 但是ꎬ 在危机关头该问题并不仅仅是政治或意

识形态问题ꎮ 人为因素同样对穆苏上述感受的形成产生了影响ꎮ 她越来越对

她作为外国人的在华生活方式感到不安和失望ꎮ 例如ꎬ 卡拉曼德雷伊赢得了

把他女儿送入中国学校的斗争ꎻ 相反穆苏和她丈夫却没有获得类似的许可ꎬ
他们的孩子被迫送入专门招收西方儿童的民主德国人建立的学校中ꎬ 他们对

此非常遗憾ꎮ 在穆苏看来ꎬ 令事情更加恶化的是ꎬ 由于学校远离友谊宾馆ꎬ
每天早晨都会有一辆政府公车接他们的孩子去学校ꎮ 她开始认识到提供给她

的物质生活———也是强加给她们的ꎬ 远高于中国民众的平均水平ꎬ 同时原有

的不自在感觉变为了幻灭的感觉ꎮ
最终ꎬ 不断积聚的个人危机促使她决定提前离开中国ꎮ １９６１ 年穆苏在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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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同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隆哥有过一次会谈ꎮ 她被告知同中国共产党有个协

议ꎬ 她应该在那儿居住五年: “如果你是一名工程师或技术员ꎬ 你应该遵守这

一契约”ꎬ 她想起了这段话ꎮ 但她更愿意离开并移居到了布拉格ꎮ①

穆苏的离开并没有对派遣意共专家到中国从事中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和促

进两党合作产生影响ꎮ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ꎬ 新的一批意大利人到达中国ꎮ 其

中之一就是乔治􀅰祖凯蒂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Ｚｕｃｃｈｅｔｔｉ)ꎬ 他后来在罗马建立了意中友

好联合会ꎮ 他们在中国部门机构工作正值中共和意共关系开始紧张并且社会

主义国际主义理念正受多种因素影响走向灭亡时期ꎬ 这些因素包括意识形态

冲突以及苏中政治竞赛ꎮ 但是ꎬ 由于他们的出现ꎬ 即便是受到了太多的政治和

意识形态限制ꎬ 仍然使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交流和友好接触得以继续进行ꎮ

结论: 意中关系史中的意大利旅居者

１９５０ 年代旅居中国的这一小规模意大利群体主要是由意大利共产党员或

其同情者组成ꎮ 他们的出现是落实社会主义世界国际友好和合作理念的产

物ꎮ 但是ꎬ 他们的经历很明显受到了中国同世界关系变动以及冷战意识形

态、 政治和民族主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ꎮ
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意大利共产党员ꎬ 这使得他们的个人经历可以

视作是意共和中共两党关系历史的一部分ꎮ 但是ꎬ 在增进两国共同理解和文

化交流方面他们同样扮演了重要的角色ꎮ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想扮演一个意中经纪人的角色ꎬ 同时他们总是认

为ꎬ 在冷战背景下由于他们同其东道主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背景ꎬ 这可

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有利的处境ꎮ 然而ꎬ 很多时候现实并非如此ꎮ 他们受两党

高层指令指导ꎬ 中国针对外国人的生活和工作政策强加给他们许多限制ꎬ 文

化区别和语言障碍ꎬ 以及最后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危机都成了阻碍他们预期

目标全面实现的障碍ꎮ 很多情况下ꎬ 这些困难对以社会主义共有价值和理念

名义来谋求发展真正的合作造成了不满或幻灭ꎮ 但不应贬低他们经历的重要

性ꎮ 在增加意大利对中国的了解以及关注中国对世界重要性方面他们都扮演

了关键角色ꎬ 而他们建立的个人和政治关系网络亦成了随后十年发展的基础

资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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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机构、 商业事务和冒险行为:
冷战初期的中欧贸易关系
(１９５２—１９５７) ∗

张丽雅∗∗　 邓　 峰∗∗∗译

１９５８ 年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来华访问的意大

利国家油气公司埃尼集团总裁恩里克􀅰马泰ꎮ

∗

∗∗

∗∗∗

本文的研究是在两个集体项目的框架中进行的: 意大利威尼斯大学 (Ｃａ􀆳 Ｆｏｓｃａｒ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Ｖｅｎｉｃｅ) 资助并由圭多􀅰萨马拉尼 (Ｇｕｉｄｏ Ｓａｍａｒａｎｉ) 教授领导的项目 “意大利、 欧洲、 中国: 冷战

时期的经济、 政治和文化关系 (１９５４—１９７１) ”ꎻ 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ｄｕａ) 资助

并由卡拉􀅰梅内古奇 (Ｃａｒｌａ Ｍｅｎｅｇｕｚｚｉ) 教授领导的项目 “１９６０—１９７４ 年欧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根源: 国家及跨国行为体和战略”ꎮ 进一步的研究已得到开展ꎬ 以作为我当前研究项目 “１９５２—１９６５

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洲非共产党国家经济关系” 的一部分ꎬ 而此项目获得了来自欧盟第七研

究框架计划 (ＦＰ７ /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期两年的资助ꎮ

张丽雅 (Ｖａｌｅｒｉａ Ｚａｎｉｅｒ)ꎬ 现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国际史系助理教授ꎬ 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欧关系与商业史ꎬ 曾获威尼斯大学东亚史博士

学位并在该校任教ꎬ 主讲 “中国政治经济学” 和 “当代东亚史” 两门课ꎬ 代表作: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Ｍｉｌａｎｏ: Ｆｒａｎｃｏ Ａｎｇｅｌｉꎬ ２０１１ꎮ

邓峰ꎬ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 历史系 教授、 博士生导师ꎮ



　 　 在冷战初期ꎬ 两个对抗阵线的对立构建包括支配东西方经济关系的一套

规则体系的设立ꎮ 尽管世界经济的普遍重塑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布雷

顿森林协定及关贸总协定这些超国家制度的构建中找到了它的路径ꎬ 但另一

方面ꎬ 二战后世界范围的危机给了美国人机会ꎬ 以建立他们能够控制且能够

保证其经济体制具有良好平衡力的体系ꎮ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 (欧洲重

建计划) 是基础工具ꎬ 用以进行反抗苏联威胁的胜利斗争并确立自由世界的

优势ꎬ 就像美国的文明模式中所包含的那样ꎮ 就世界贸易而言ꎬ 美国动用经

济遏制战略ꎬ 目的就是要把世界进一步分裂成北约和华约成员国ꎮ
如果我们把冷战鉴定为首先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ꎬ 塑造了竞争的每一

个其他方面ꎬ 那么不足为奇的是它还包括两个经济体系之间为赢得新的追随

者而进行的斗争ꎮ 绝大多数的研究已使用两极范式分析了由美国颁布的商贸

禁运政策ꎮ 商贸禁运已被描绘为由美国和其自由世界盟友们作为西方发展和

文明捍卫者所共享的一幅美景ꎮ 但这幅美景已被甩出很远ꎬ 多亏了多布森

(Ｄｏｂｓｏｎ)、 卡因 (Ｃａｉｎ)、 福兰特 (Ｆøｒｌａｎｄ) 和杰克逊 ( Ｊａｃｋｓｏｎ) 的贡献ꎬ
因为他们彻底地考察了英美在经济遏制战略上的摩擦ꎬ 并且展示了美国和西

欧盟友之间更多层面的关系ꎮ① 奥蒂欧－萨拉斯摩 (Ａｕｔｉｏ－Ｓａｒａｓｍｏ)、 米克罗

西 (Ｍｉｋｌｏｓｓｙ) 以及延森－埃里克森 (Ｊｅｎｓｅｎ－Ｅｒｉｋｓｅｎ) 的开创性研究已论述

了苏联和中立国家及北欧国家的商贸关系ꎬ 还有苏联和西方的关系———尽管

依然是有限度的ꎮ 他们使用外交史的方法突出强调了在已得到主要研究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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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０１): ２６５－８７􀆰



域中经济问题的相关性ꎮ①

总的说来ꎬ 冷战在中国以及在亚洲依然是未得到充分研究的主题ꎮ 在中

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和外部的中国学者中间ꎬ 冷战史在过去十年期间已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注意力ꎮ 就东西方贸易而言ꎬ 中国学者迄今为止专门分析了美国

在规定经济遏制举措时的作用ꎬ 然而对其他北约国家的分析却显得很不足ꎮ②

除了在当代学者中间出现的显著例外 (米查姆 ２００５ 年ꎻ 罗宾 ２０１３ 年)
之外ꎬ 对冷战时期中国与西方商贸关系的研究在冷战期间本身便获得了更多

的关注 (埃克斯坦 １９６６ 年ꎻ 阿德勒－卡尔松 １９６８ 年ꎻ 刘 １９７１ 年)ꎮ③ 有关此

主题的开创性工作迄今尚待产生ꎮ
进一步的考虑涉及资料来源ꎮ 鉴于现存的文献主要利用了政府文件和政

治人物的日记ꎬ 对中国在冷战时期与非集团国家经济关系的研究就需要建立

在创新性的多学科方法的基础之上ꎮ 出于对这个目标的考虑ꎬ 在下面的数页

９４

①

②

③

Ｓ􀆰 Ａｕｔｉｏ－Ｓａｒａｓｍｏ ａｎｄ Ｋａｔａｌｉｎ Ｍｉｋｌｏｓｓｙꎬ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１ꎻ

Ｂ􀆰 Ｂａｇｎａｔｏꎬ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ＵＲ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ｈｒｕｓｈｃｈｅｖ Ｅｒ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ꎬ ｉｎ: Ｍ􀆰 Ｇｕｄｅｒｚｏꎬ Ｍ􀆰 Ｃｒｉｃｃｏ ( ｅｄｓ􀆰 )ꎬ ＣＩＭ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ｐｐ􀆰 １ － １５ꎬ Ｆｉｒｅｎｚｅ: ＣＩＭＡ －

Ｍａｃｈａｖｅｌｌｉ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０３ꎻ Ｎ􀆰 Ｊｅｎｓｅｎ－Ｅｒｉｋ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ａ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ｏｉｌ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Ｒｅｄ Ｏｉｌ’ ｔｏ Ｆｉｎｌａｎ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ꎬ ｉ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４９ꎬ Ｉｓｓｕｅ ３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３４８－ ３６６ꎻ “ Ｌｏｓｔ ａｔ ｓｅａ􀆰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ｂａｒｇｏ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９５０ｓ”ꎬ ｉｎ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５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５６８－５８９ꎻ Ａ􀆰 Ｓａｌａｃｏｎｅꎬ “Ｌｅ ｒｅｌａｚｉｏｎｉ ｉｔａｌｏ￣ｓｏｖｉｅｔｉｃｈｅ ｎｅｌ ｄｅｃｅｎｎｉｏ １９５８－１９６８􀆰 Ｕｎｏ ｓｇｕａｒｄｏ ｄａ

Ｍｏｓｃａ”ꎬ Ｓｔｏｒｉｃａｍｅｎｔｅ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ꎻ Ｏ􀆰 Ｓａｎｃｈｅｚ － Ｓｉｂｏｎｙꎬ Ｒ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Ｍａｓｓ􀆰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

崔丕: «美国经济遏制战略与高新技术转让限制»ꎬ «历史研究» ２０００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４—

１４７ 页ꎻ 崔丕: «美国 ‹共同防卫援助统制法 (１９５１) › 的形成及其影响»ꎬ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２０—

１３２ 页ꎻ 崔丕: «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 中国委员会 (１９４５—１９９４ 年) »ꎬ 长春: 东北

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ꎻ 邓峰: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史研究»ꎬ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ꎻ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ｇｕａｎｇ ( １９９９)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ｅｍｂａｒｇｏ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ｎｏ － Ｓｏｖｉｅ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１９４９－１９６３ꎬ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ꎮ

Ｇ􀆰 Ａｄｌｅｒ－Ｋａｒｌｓｓｏｎ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ａｒｆａｒ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Ａｌｍｑｖｉｓｔ ＆ Ｗｉｋｓｅｌｌꎬ １９６８ꎻ Ａ􀆰 Ｅｃｋｓｔｅｉｎꎬ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６６ꎻ Ｌｉｕ

Ｊｕｎｇ￣ｃｈａｏ 􀆰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Ａｌｄｉｎ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１ꎻ Ｃ􀆰 Ｊ􀆰 Ｍｉｔｃｈａｍ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ꎬ １９４９－７９􀆰 Ｇｒａｉｎꎬ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ꎻ Ｔ􀆰 Ｒｏｂｉｎꎬ Ｌｅ Ｃｏｑ ｆａｃｅ ａｕ Ｄｒａｇｏｎꎬ １９４４－１９６４􀆰 Ｄｅｕｘ ｄéｃｅｎｎｉｅｓ 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

ｆｒａｎｃｏ￣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ｓｔｅｒ ｆ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ｒａｇｏｎꎬ １９４４－１９６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ｏ￣ｆｒｅｎｃ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Ｇｅｎｅｖａ: Ｄｒｏｚꎬ ２０１３􀆰



中ꎬ 我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析由各个经济行为者———例如企业家、 代理

商、 银行家以及在进出口公司从事管理工作的官僚人员———所撰写的商业信

函、 情报报告和回忆录ꎮ
本文将考察 １９５０ 年代期间在英国、 法国、 德国和意大利与红色中国的

经济关系中的个人行为及行为者ꎬ 目的就是要回答下述几个研究问题:①

第一ꎬ 在共产党政权和西方禁运确立之后ꎬ 欧洲经济经营者在相对立的

两大集团的关系框架中拥有实施独立商业战略的余地吗?
第二ꎬ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经济体制中有什么要素能够与非集团的国家

开展互动?
特别是ꎬ 本文将会强调ꎬ 从 １９５０ 年代初开始ꎬ 毛泽东的官僚机构如何

对和非共产党国家建立经济关系感兴趣ꎮ 十多年来ꎬ 中国的贸易和金融机构

已经发展了一个贸易和外交关系始终卷入其中的有效网络ꎮ
本文还将展示欧洲经济行为者如何在幕后运作ꎬ 保证有一个更不敏感的

谨慎的渠道而非传统的外交渠道ꎬ 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期待采取行动ꎬ 争取官

方对中国的正式承认ꎮ

禁运下的东西方贸易

西方集团于 １９４７ 年创建了 “统筹委员会” (或者称作 “对共产党国家

出口管制统筹委员会” 或 “巴黎委员会” ): “美国和其许多盟友间达成的

非正式及非条约协议ꎬ 目的就是为了要控制向共产党国家出口那些被认为对

军事武器和它们的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资”ꎮ② 此限制性政策的细则以 “禁运

清单” 的形式出现ꎬ 日本及全部 １５ 个北约成员国的代表就该清单达成一致ꎬ
并且它还适用于和苏联及东欧的商贸往来ꎮ 贸易量必须 “减少至和现存协议

及需要保持一致的最小份额ꎬ 为了在对价的基础上从东方国家获得必不可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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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方法分析中法和中英关系的个案ꎬ 分别见安吉拉􀅰罗曼诺 (Ａｎｇｅｌａ Ｒｏｍａｎｏ) 和罗

伯特􀅰皮卢兹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Ｐｅｒｕｚｚｉ) 在本期特别专栏中的论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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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建立在极其模糊的规则之基础上ꎬ 并且没有什么能够获得的书面决定的证据ꎬ 尽管那些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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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物资 (粮食、 碳酸钾、 煤和木材) ”ꎮ①

从一开始ꎬ 在美国和其盟友间便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ꎮ 欧洲人表现出

很大的兴趣ꎬ 保持通商渠道开放ꎬ 不仅要使他们的出口直接面向社会主义国

家ꎬ 而且由于在许多方面ꎬ 东方国家的原始资源对于受战争极严重损害的经

济而言ꎬ 证明是至关重要的ꎮ 举英国的例子来看ꎬ 它在战前一直依赖波兰的

食品 (尤其是谷类食品) 并且恰恰在人民饱受战争破坏带来的痛苦之时ꎬ 将

不会切断这种关系ꎮ
在 １９５０ 年本来就已存在着两种体系: 美国采用的以 １－Ａ 和 １－Ｂ 清单为

基础的体系ꎻ 欧洲政府采用的以所谓的 Ｉ、 ＩＩ、 ＩＩＩ 号多边清单为基础的体系ꎮ
尽管在分类上存在差异ꎬ 但两种体系都或多或少地包含相同的货物: Ｉ 号清

单包括更多的战略物资ꎬ 全部受到禁运ꎻ ＩＩ 号清单包含那些可以用来交易的

产品ꎬ 尽管数量有限ꎻ ＩＩＩ 号清单包括受到特别监控的产品ꎮ 无论何时ꎬ 当交

换标准为一个或更多的成员国带来现实利益时ꎬ 他们为了出口被禁运的产

品ꎬ 都会申请例外程序ꎮ②

在 １９４０ 年代末 １９５０ 年代初ꎬ 当时事情已变得很清楚: 毛泽东的胜利即

将长久存在而旧盟友蒋介石很可能依然留驻台湾ꎬ 杜鲁门政府不得不决定如

何规制西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贸易ꎮ 通过在 １９５０ 年介入朝鲜战争ꎬ 中国

被认定为具备禁运措施接受者的资格ꎮ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 “中国委员会” 出现了ꎮ “中国委员会” 是一个由

“巴黎委员会” 相同成员国构成的组织ꎬ 并且有着同样非正式的结构ꎮ 随着

“中国委员会” 的创立ꎬ 经济遏制战略拓展至由西方世界针对社会主义集团

而发起的综合行动ꎮ③ 一般而言ꎬ 似乎理所当然的是ꎬ 把已由 “巴黎委员

会” 决定的限制举措扩大至中国ꎬ 以防止在战略产品上和苏联及东欧国家做

生意ꎮ 事实上ꎬ 从一开始ꎬ 美国便施加强大的压力以动用更为严厉的管制措

施: “为了阻碍中国战争潜力的发展ꎬ 必须扩大当前的限制模式ꎬ 囊括相对

而言落后的经济所需要的且现在尚未列入 １Ｂ 清单的各种不太先进的设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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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资ꎮ”① 这样ꎬ “中国委员会” 就在事实上造成了 “中国差别” ———阻碍除

“巴黎委员会” 清单已确定的之外大约 ２００ 种商品流通的一种体制ꎮ②

对美国而言ꎬ 自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以来ꎬ 经济制裁被视为实现国家安

全的主要工具ꎻ 在贸易和政治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已被学者们特别提及为

“经济战” (多布森) 或者 “经济冷战” (张曙光)ꎮ③两位学者皆强调这样一

个事实: 美国为了削弱东欧集团国家的实力ꎬ 具有明确的需要去对它们实施

禁运ꎮ 多布森强调禁运是 “在面临安全受到至关重要威胁时” 确保美国生存

的手段ꎬ 而张曙光提出ꎬ 采取禁运措施解决甚至更大的问题ꎮ 尽管短期看来

经济制裁在限制贸易方面没有证明是成功的ꎬ 但长期来看它们是成功的ꎬ 没

有迫使美国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ꎮ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ꎬ 经济制裁有助于使该

国在政治上受孤立并造成可能发生的最低限度的伤害ꎮ
在欧洲方面ꎬ 美国强加的禁运引发了复杂的感觉: 一方面ꎬ 盟友们有义

务对美国忠诚ꎬ 因为美国帮助它们免遭战争导致的毁灭ꎻ 另一方面ꎬ 欧洲国

家越不受约束地和外部世界做生意ꎬ 它们越能很好地实现经济复兴ꎮ 英国人

率先开始ꎬ 他们从和东方集团的贸易中得到巨大好处ꎮ 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提

供食品和原材料ꎬ 同时进口一些不太精细的技术产品ꎮ 这和那些年刚好在重

建且需要市场的大多数欧洲经济的需要是一致的ꎮ 美国不能代表规模市场ꎬ
因为其经济是高度自立的ꎮ 美国唯一感兴趣的商品原本就是高端消费品ꎬ 但

在 １９５０ 年代对欧洲和日本而言依然是太早了点而不能提供它们ꎮ
在 １９４０ 年代末ꎬ 西欧诸国主要出口工业生产资料ꎬ 例如钢铁和化工产

品以及机械装置和技术ꎬ 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ꎮ 中国庞大的市

场潜力对许多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ꎬ 其中包括意大利ꎮ 它在化工和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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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ꎬ 英国商务部提到禁运清单上的 ２０７ 种物品针对中国进行管制但不对苏联集

团管制: 这些物品有 “一些机床、 电机及发电机、 橡胶加工机械ꎬ 大多数汽车和拖拉机ꎬ 大多数铁

路机车、 轨道车辆和其他铁路设备ꎬ 大多数内燃机ꎬ 一些科学仪器、 橡胶以及大多数轮胎和各种化

工产品”ꎮ 这些物品符合欧洲公司战前来自中国的大多数主要利益ꎬ 并且也符合中国快速工业化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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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正在获得第一波工业成功ꎮ 在 １９５０ 年代后半期ꎬ 德国、 法国和日本正

重整旗鼓ꎬ 且渴望重建它们的企业集团在战前享有的生产主导地位ꎮ 英国最

公开地表达了对进入中国市场感兴趣ꎬ 因为考虑到英国人在该国和香港的资

产和财产的存在ꎬ 还有在东南亚地区的多重商业利益ꎮ 英国在 １９５０ 年早早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表明ꎬ 英国人对中国有期待ꎬ 并且很可能认为ꎬ 在新

的领导层执政下ꎬ 商贸往来甚至能够很快恢复如常ꎮ
根据 １９５４ 年访问北京的英国银行家的说法ꎬ “中国人的政策是ꎬ 过去必

须得到根除ꎬ 然后在赢利商贸的基础上开启未来ꎮ” 英国一定有潜力恢复利

润丰厚的贸易关系: “ [􀆺􀆺] 现在做成大笔生意且获得有利地位的主动权

在我们手中ꎮ”① 英国商人从相对于其他民族而言更为有利的地位出发ꎮ 另一

方面ꎬ 英帝国在世纪之交已进入经济衰落的阶段ꎬ 而且世界经济已经在美国

找到了新的领袖ꎮ 英国人通过推动中国贸易依然能够做的就是ꎬ 为正在恢复

且将很快在世界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其他欧洲经济体充当一座桥梁ꎮ 由于

这个原因ꎬ 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持英镑为世界贸易的硬通货ꎬ 在和东方集团的

业务往来中亦如此ꎮ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ꎬ 欧洲的盟友们试图在 “中国委员

会” 成立之后立即使他们自己从这些年期间存在的美国路线中脱离开来ꎮ 在

１９５６ 年ꎬ 由法国代表发起的一个提议传达了大家都想修改 (禁运) 体系的

一致愿望ꎮ 还是在同年夏季ꎬ 英国两次要求允许获得例外程序: 第一次为了

出口 １００ 辆拖拉机ꎬ 第二次为了大量路虎牌吉普车的订单ꎮ 当禁运令一撤

销ꎬ 英国的鲁贝里􀅰欧文公司 (Ｒｕｂｅｒｙ Ｏｗｅｎ) 便开始着手进行拖拉机的出

口ꎮ② 美国政府感觉浑身不舒服ꎬ 但没有以任何方式采取行动ꎬ 因为总统大

选原定于 １９５６ 年底举行ꎮ 在艾森豪威尔再次当选后ꎬ １９５７ 年春季ꎬ 新政府

不得不对 “中国差别” 问题做出新的处理ꎬ 因为众所周知由 “中国委员会”
成员国发起的例外程序已经大大增加了: 在 １９５４ 年为 ３００ 万美元ꎻ 在 １９５５
年是 １０００ 万美元ꎻ 在 １９５６ 年达到 ７９００ 万美元ꎮ③ 国务卿福斯特􀅰杜勒斯承

认需要解决问题并且提议进行轻微的调整ꎮ 不管怎样ꎬ 英国认为美国的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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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充分的ꎬ 于是在 １９５７ 年 ５ 月单方面决定放弃 “中国差别” 且引入配额

制度①ꎮ 所有的成员国———当然除了美国———皆支持英国的提议ꎮ 美国国会

维护他们的立场: 国家的和集体的安全态势必须凌驾于纯粹的商业利益之

上ꎮ 杜勒斯强调放宽贸易禁运可以强化中苏同盟且能够在亚洲引发多米诺效

应而带来的风险ꎮ 就此而言ꎬ 他大大地团结了多数派ꎬ 尽管必须得以提及的

是ꎬ 在美国没有哪一个人赞同禁运举措ꎮ 一个反对的声音属于艾森豪威尔总

统本人ꎬ 他在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明确声称赞成美国和中国贸易的自由化ꎬ 因为为

了损害中国而利用贸易遏制的做法已证明是 “无效的”ꎮ②

中国与欧洲诸国贸易的数额和结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十年ꎬ 商贸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

进口工业制品为特色ꎮ 在 １９５３—１９６０ 年这段时期ꎬ 中国主要从苏联购买成

套设备ꎬ 实施在 １９５０ 年签署的大规模合作协定ꎮ 按照该协定ꎬ 斯大林和毛

泽东达成一致: 为了实现重工业化ꎬ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苏联将提供成

套设备、 机械装置、 技术和贷款项目ꎮ 两国之间的贸易总额很快就达到顶

峰ꎬ 俄国便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ꎮ③

中国还需要化工材料ꎬ 这个她主要从非共产党国家进口ꎬ 还有石油———
她从苏联和罗马尼亚购买ꎮ 中国的出口主要由食品构成ꎬ 既有未加工的又有

半加工的 (肉类、 大豆、 鸡蛋)ꎬ 以及纺织纤维和纱线 (丝绸、 黄麻、 棉

花)ꎮ
集团内部的贸易使得中国积累了多余的宝贵通货ꎬ 是因为这样一个事

实: 东欧诸国使用英镑支付从中国进口的货物ꎬ 这样她就能够使用英镑偿还

和苏联在合同上订立的债务ꎮ 中苏协定确定了中国还将通过向俄国出口天然

橡胶来支付相当大的一部分债务ꎮ 中国只能生产非常少量的这种商品ꎮ 因

此ꎬ 她不得不从海外ꎬ 主要是从马来西亚或锡兰或其他东南亚国家进口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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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橡胶ꎮ① 为了获得橡胶ꎬ 中国常常通过出口别的商品 (首先是大米) 来从

事这种三角贸易ꎮ
通过观察能够获得的有关中国贸易的数据ꎬ 很可能注意到ꎬ 就是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取得重大进展的期间ꎬ 中国的贸易越来越多的向外拓展ꎮ 在 １９５０
至 １９５９ 年期间ꎬ 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额不断提升ꎮ １９６０ 年代初开始减少ꎮ 这

能够很容易地被解释为受到 “大跃进” 的影响ꎮ 在 １９６３ 年ꎬ 对外贸易额开

始再次攀升ꎬ 并且在 １９６５ 年达到 １９５９ 年时获得的顶峰ꎮ 从那以后ꎬ 对外贸

易额持续攀升ꎬ 最终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启动后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顶峰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不久ꎬ 苏联便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ꎬ

大大超过其他所有国家ꎮ 在远处ꎬ 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占据了第二和第三的

位置ꎮ 当 “中国差别” 一被抛弃ꎬ 中国和西欧的贸易结果便展现出持续的增

长: 从 １９５７ 至 １９５８ 年ꎬ 西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出口由 ４５９３ 万美元增长到

１􀆰 ５５２４ 亿美元ꎬ 这样就超过了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ꎮ 在同一时期ꎬ 英国对中

国的出口由 ５８３５ 万美元增长到 １􀆰 ２８２２ 亿美元ꎬ 也超过了东德和捷克斯洛伐

克ꎮ 尽管处于一个更适度的规模ꎬ 但从 １９５７ 至 １９５８ 年意大利的对华出口增

至三倍ꎬ 由 １０４９ 万美元增长到 ３１００ 万美元ꎮ １９５８ 年这一年也是中法经济关

系当中的里程碑ꎬ 因为法国出口的 ６６％都由钢铁制品所构成ꎮ
最相关的是ꎬ 我们看到在 １９５０ 年代ꎬ 香港赢回了在和大陆进行转口贸

易过程中的地位ꎬ 并且在苏联之后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中苏贸易总额

持续增长直到 １９５５ 年ꎬ 此后三年皆下降ꎬ 在 １９５９ 年又达到新的顶峰ꎮ 可能

给出的解释就是ꎬ 由于早先的争吵ꎬ 中国从俄国的进口在达成新的协议之前

停止了ꎬ 并且在那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填补了苏联人留下的一些空白ꎮ
这是更为合理可信的ꎬ 一旦我们考虑到在那些年期间中国进口的构成: 成套

设备持续增长直到 １９６０ 年ꎬ 可以说在 １９５８ 年之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化工

原料上 (我们知道它们主要是化肥)ꎬ 还有仪器装置和金属材料ꎮ
一般而言ꎬ 新中国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和国家制度ꎬ 就像其他所有社会

主义国家做的那样ꎮ 然而ꎬ 直到现在ꎬ 在不同的国家案例中间ꎬ 进行了太少

的比较ꎬ 而且从已收集到的极少证据来看ꎬ 一些差异出现了ꎮ 在对外贸易的

情况中ꎬ 在毛泽东的中国和在苏联中ꎬ 其每一方面都处于国家的直接控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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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是真实的 “国家之手”ꎮ① 另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就是ꎬ 当 １９３０ 年代苏

俄追求 “通过贸易实现工业化” 的政策时ꎬ 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也如

法炮制ꎬ 强调需要以消费品为代价来进口资本货物ꎮ 在 １９５０ 年代中国政治

领导人的话语中ꎬ 我们能够找到许多证据表明其同样强调 “通过贸易实现工

业化” 的政策ꎮ 根据苏联经济体制中进出口状况的传统倾向ꎬ “贸易” 这个

词意味着大大强调进口合适的技术、 机械装置和设备ꎬ 同时尽可能地限制

出口ꎮ

中国对外贸易开放的第一步: 莫斯科 (１９５２) 和日内瓦

(１９５４)

　 　 在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ꎬ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召开ꎮ 它由苏联特意组织用以反

对加强和全世界的贸易关系ꎬ 是把所谓的柏林体制 (Ｂｅｒｌ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② 向自由

世界介绍的合适场合ꎮ 不过该会议遭到所有西方政府官方代表 (除了瑞典和

挪威) 的舍弃ꎮ 官方产业协会ꎬ 例如西德产业联盟、 英国产业联盟及法国工

业联合会ꎬ 也与政府持相同的态度ꎮ③ 与此相反的是ꎬ 商人和工业领袖们却

采取独立的行动: 法国代表团有 ３６ 人前往莫斯科ꎻ 西德代表团带来 ２０ 人ꎮ④

英国代表团有 ２８ 人ꎬ 包括议员、 工联主义者和商人ꎬ 由博伊德􀅰奥尔勋爵

(Ｌｏｒｄ Ｂｏｙｄ Ｏｒｒ) 率领ꎬ 此人乃诺贝尔奖得主ꎬ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创会理事ꎮ
意大利代表团由 ２０ 位与会者构成ꎬ 其中大多数为工业资本家ꎬ 其余包括工

会代表、 经济学家和议员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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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人而言ꎬ 莫斯科会议标志着在新的基础上迈向对外贸易组织的关

键通道ꎬ 与此同时又巩固了集团内部的商业交易体制ꎮ 要知道所有的社会主

义国家ꎬ 包括苏联ꎬ 与中国都是新的经济伙伴关系ꎬ 因为在二战前的时期ꎬ
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都是德国、 英国、 美国、 法国ꎬ 当然还有日本ꎮ 因

此ꎬ 通过与东方集团结盟ꎬ 中国不得不塑造一个全新的贸易外观ꎬ 以及必须

既能和社会主义国家又能和资本主义国家处理业务往来的一套全新的经济组

织ꎮ 似乎中国人并非一直都是积极主动的或合作的ꎮ 中国从未成为 “经济互

助委员会” 的成员国ꎬ 而是作为观察员参加该组织举行的会议ꎮ① 事实上ꎬ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担心中国人也许会为了收集情报而利用与会的机

会ꎬ 却从不做出贡献ꎮ 这常常导致不公平的竞争ꎮ②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隐含着在主管外交和经济事务的结构之间具有一

定程度的合作ꎮ 外交部和对外贸易部通过诸大使馆内部的贸易办事处关系网

来携手共进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恩大使馆充任中国通往那些尚未与中国打

开官方关系的欧洲国家的门户ꎮ 对外活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指导ꎬ 该机

构负责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非集团国家的经济关系ꎮ 它以苏联类似的组织

为模型创建ꎬ 在官方上是不处于政府控制的机构ꎮ 中国对外贸易网是由中国

银行来完成的ꎬ 该银行可以被视为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海外业务部ꎮ 在国际

层面上ꎬ 中国人民银行对外币行使垄断权ꎬ 设定兑换率ꎬ 且管理外汇交易ꎬ
而中国银行则对该国剩下的极少数外国银行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和渣打银

行ꎬ 两个皆系英国银行) 从事的海外交易拥有监管权ꎮ 这两家英国银行在

１９５４ 年重新回到中国开展业务ꎮ 在海外ꎬ 中国银行利用自 ２０ 世纪初期以来

就已设立的大量分支机构以充当中国人民银行的代理机构ꎮ③最后但同样重要

的是ꎬ 中国银行还监督许多海外华人银行ꎬ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私立的ꎬ 管

７５

①

②

③

经济互助委员会 (英文简称 Ｃｏｍｅｃｏｎꎬ Ｃｍｅａꎬ Ｃｅｍａꎬ 或者仅仅简称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成立于 １９４９

年ꎬ 是苏联、 保加利亚、 捷克斯洛伐克、 匈牙利、 波兰和罗马尼亚之间签署的协定ꎮ

ＦＣ １１２１ / １５􀆰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ꎬ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 ｂｙ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８􀆰

中国银行成立于 １９０４ 年ꎮ 它在国民党统治下作为一个强大的半官方银行而发挥作用ꎮ 当共

产党掌权时ꎬ 属于官僚资本家的那部分资本由新政府没收充公ꎮ 不过ꎬ 一些私人股东———那些被认

为不怎么危险的———被允许保留ꎮ 援引自 Ｄｏｎｎｉｔｈｏｒｎｅ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ꎬ １９６７ꎬ ｐ􀆰 ４０７ꎮ



理着来自香港和东南亚社群的汇款和投资ꎮ①

由充满活力的部门组织的垄断公司能够有效地进行谈判和签署合同ꎮ 它

们之中最活跃的有职员驻扎在外交馆舍内部的商务办事处ꎮ 莫斯科会议为西

方商人们提供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进出口公司 (中国国家进出口总公

司) 直接互动的第一次机会ꎮ 该公司于 １９５２ 年在东柏林开设一个联络办公

室ꎮ 莫斯科会议还代表了立基于亲共团体以吸引客户且管理商务谈判的西方

人的第一次机会ꎮ 这些亲共团体ꎬ 包括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伦敦贸易有限

公司和中部东方公司 (基地在意大利)②ꎬ 得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官方承

认ꎬ 而且通常由亲共的商人来领导ꎮ
学者们皆同意可以把莫斯科会议解释为略微获得成功ꎮ 但论述中法商贸

关系一书的作者罗宾坚持认为ꎬ 会议是一个失败ꎬ 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ꎬ 法

国和英国公司签署的合同不能成为现实ꎬ 因为禁运就在 １９５２ 年 ９ 月开始了ꎻ
第二ꎬ 在会议期间以及在此后的数星期中ꎬ 中国国家进出口总公司在他们的

东柏林代表处汇聚了差不多 ３００ 名官员ꎮ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忙于和西方

人进行谈判ꎬ 但是这项工作持续的时间太短了ꎮ③ 与此看法相反的是ꎬ 博德

曼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报告说ꎬ 在 １９５２ 年之后ꎬ 中国国家进出口总公司的柏林办

公室对于和中国人开展商贸业务的西方亲共团体而言依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连接点ꎬ 甚至英国的私营企业主在柏林无任何问题地跳过共产党任命的中间

人而和中国官员们互动ꎮ④ １９５２ 年对新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活动而言标志着一

个具体的起点ꎮ 这得到下述事实的进一步证实: 恰恰是在那一年ꎬ 意大利商

贸公司科梅 (ＣＯＭＥＴ)⑤ 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商务办事处ꎮ 科梅公司代表诸如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Ｃ􀆰 Ｒ􀆰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４９－５５: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ꎬ Ｅｍｂａｒｇｏ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ꎬ ｉｎ Ｐｕｉ￣ｔａｋ Ｌｅｅꎬ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ꎬ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２００５􀆰

根据作者在发给译者的电邮中所做的解释ꎬ 中部东方公司的意大利语为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ａ Ｃｅｎｔｒｏ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ｓ􀆰 ｒｌ􀆰 ꎬ 简称 ＣＯ􀆰 ＣＥ􀆰 ＯＲ􀆰 ꎬ 是意大利的一家商贸咨询公司ꎬ 总部在米兰ꎮ 它在 １９５０ 年代积

极地和东方集团的许多国家打交道ꎮ 这些国家包括苏联、 捷克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东

德和中国ꎮ ———译者注ꎮ

Ｔ􀆰 Ｒｏｂｉｎꎬ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ｉ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１６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５４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ꎬ Ｒ􀆰 ( １９７６) 􀆰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４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ｐ􀆰 ８７􀆰

根据作者在发给译者的电邮中所做的解释ꎬ 科梅公司的意大利名字是: ＣＯＭ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ａ􀆳 Ｐｅｒ

Ｇｌｉ Ｓｃａｍｂ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ｉ ｓ􀆰 ｒ􀆰 ｌ􀆰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科梅 (ＣＯＭＥＴ) —国际商贸公司ꎮ 其总部在

米兰ꎬ 是意大利商人迪诺􀅰詹蒂利 (Ｄｉｎｏ Ｇｅｎｔｉｌｉ) 在 １９５２ 年创办的ꎮ ———译者注



菲亚特 (ＦＩＡＴ)、 蒙特卡蒂尼 (Ｍｏｎｔｅｃａｔｉｎｉ)、 玛佐多 (Ｍａｒｚｏｔｔｏ) 及斯尼亚􀅰
维斯柯萨 ( ＳＮＩＡ Ｖｉｓｃｏｓａ) 这些大型企业ꎬ 而且在战后一直在香港开展

业务ꎮ
显然ꎬ 中国政府在 １９５２ 年为了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施加了相当大的

压力ꎬ 并且明确地把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为其目标ꎬ 正如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

壮所言: “ (我们的) 总体政策就是 (我们) 主要从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订

购基础的和重要的 (科学及工业) 设备ꎬ 如果可能的话ꎬ (我们) 也可以尝

试在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进口一些 (战略上) 重要的物资ꎮ”① 如

果我们把此信息置于中国国内的背景之中ꎬ 那么它可获得更多的意义ꎮ 在同

时期的北京ꎬ 中央财经委员会提议要加强国家商贸公司并推动与私营商贸公

司的合作ꎮ 众所周知ꎬ 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ꎬ 毛泽东的政策受

到新民主主义概念的启示ꎬ 在加入其队伍共同建设新中国的不同阶级间促进

和平合作ꎮ 在此背景中ꎬ 混合制经济是实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体制

的一条坦途ꎮ
对外贸易部部长进一步强调了中国怎样才能从进口中获得巨大收益ꎬ 但

值得探讨的问题却是如何增加出口ꎬ 并且为了达到此目的ꎬ 中国不能仅仅依

赖她的社会主义伙伴国ꎬ 因为这些国家有非常有限的接纳能力ꎮ
莫斯科会议仅仅带来部分积极后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按照张曙光的说

法ꎬ 中国人是非常 “缺乏经验的”ꎮ 他们对朝鲜战争有着很大的期待ꎬ 认为

无论 “帝国主义战争” 何时爆发ꎬ 资本主义国家都会不可避免地发现他们自

身需要进口大量的商品ꎬ 并且这将导致需要中国出口的有利条件ꎮ② 显然ꎬ
他们对联合国 １９５１ 年的决议案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ꎬ 这给了美国更强大的

推动力来扩大禁运ꎬ 而且 “中国委员会” 的创立弄得他们措手不及ꎮ 这个分

析完全抓住了刚刚实现身份转变以管理如此庞大国家的士兵 /官僚精英们面

临的困难ꎮ 不过ꎬ 虽然禁运威胁要摧毁已在春季签署的商贸合同ꎬ 但几个月

之后大多数合同其实都能得到履行ꎮ 就英国方面的情况而言ꎬ 诸公司皆存在

着售卖的真正需要ꎬ 而且ꎬ 要促进在 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年已陷入最低潮的香港贸

易ꎬ 恰恰是女王陛下政府最大的利益所在ꎮ
在我看来ꎬ 对莫斯科会议造成负面影响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中国新

领导层忙于应付国内的挑战ꎮ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后ꎬ 对新领导层而

９５

①

②

叶季壮部长发表的演讲被引自于 Ｚｈａｎｇꎬ Ｓｉｎｏ￣ｓｏｖｉ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ｃｉｔ􀆰 ꎬ ｐ􀆰 １０４ꎮ

Ｉｂｉｄ􀆰



言ꎬ 这正是巩固其在国内政权的最佳时刻ꎮ
尽管可以认为莫斯科会议并未带来决定性的结果ꎬ 但应当完全承认的

是ꎬ 经由莫斯科ꎬ 中国为商贸关系新体系的确立构筑了重要的基础ꎮ 至关重

要的是要重视会议在低于官方的层面上激发的以及确实为此做出贡献的全部

行动ꎮ 在 １９５３ 年ꎬ 西德与中国签署了一个非官方的双边贸易协定ꎬ 而且在

同年 ７ 月ꎬ 即将以 “破冰者使团” 而闻名的一个英国代表团访问了北京ꎮ 该

团由刚刚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成立的亲共团体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代表们所

率领ꎮ 尽管代表们同情共产党人并且主要由于其政治资历而被中国新领导人

选中ꎬ 但事实证明他们非常擅长和新中国做生意ꎮ① 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已成

功地和 “中国通” 断绝关系ꎬ 能够按照中国的条件确立一条做生意的新通

道ꎮ 在此框架中ꎬ 莫斯科会议代表了沿着这条路线过渡的重要时刻ꎬ 因为探

知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个体系的许多要素是可能的ꎮ 例如ꎬ 在个人

方面: 掌管中国银行的冀朝鼎在国民党时期已是著名经济学家ꎮ 同样地ꎬ 这

些要素在体系中是可辨认出的: 华润集团ꎬ 中国以香港为基地的主要商贸公

司ꎬ 在旧政权时期便已成立ꎬ 并且能够依赖拥有资本主义商业的直接经验的

人员ꎮ 中国银行和华润集团皆能够利用战前就已在那里的分支机构网ꎮ 由莫

斯科会议搬上台面的一个特性是ꎬ 中国对其未来的生意伙伴似乎没有任何的

政治歧视ꎬ 这样便展示了已附加到毛泽东对共产主义思想所做解释上的许多

那种务实精神ꎮ 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的例子ꎮ 它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是非常强大

和具有破坏力的敌人ꎮ 鉴于日本政府彻底地支持美国的遏制战略ꎬ 来自不同

政治倾向的商人表达了再次开始和中国进行经济交往的强烈兴趣且受到热烈

欢迎ꎮ 不顾自己的政府正式禁止参加莫斯科会议的事实ꎬ 一组日本商人及时

行动ꎬ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活动家的帮助下和中国官员组织了秘密会议ꎮ 在

莫斯科会议后不久ꎬ 中国人和日本人签署了他们在二战后时代的第一个民间

贸易协定ꎮ② 考虑到上面已揭示的所有事实ꎬ 以及中国领导层在 １９５２ 年常常

面临的相当危险的局势ꎬ 本文倾向于把莫斯科会议评价为更有意义和成功的

事情ꎬ 更顺畅地把随后几年发生的事情联结在一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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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Ｔｕｃｋ － Ｈｏｎｇ Ｔａｎｇ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４􀆰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９２ꎻ Ｐｅｒｃｙ Ｔｉｍｂｅｒｌａｋｅꎬ Ｔｈｅ ４８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ｅｂｒ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Ｌｏｎｄｏｎ: ４８ Ｇｒｏｕｐ Ｃｌｕｂꎬ １９９４ꎻ

对这个事件的详细描述ꎬ 见 Ｙ􀆰 Ｓｏｅｙａꎬ Ｊａｐａ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５－ １９７８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ꎮ



中国国际贸易和外交关系的演变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经历了一个真正的发

展ꎮ １９５４ 年春季在日内瓦召开的印度支那国际会议可以被视为在官方途径上

的真正起点ꎮ 首先ꎬ 所有参会国皆带着它们的官方代表团前往日内瓦ꎬ 这赋

予谈判更多的意义ꎻ 其次ꎬ 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五年已成功地统治国

家ꎬ 中国领导层对其自己的实力更为自信ꎻ 第三ꎬ 经济发展在正确的方向前

进ꎬ 这进一步激起了政治领导层的自信心ꎮ 所有一流政治家皆现身日内瓦ꎮ
周恩来ꎬ 具有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ꎬ 是中国代表团团长ꎬ 与非共产党国家

的备受瞩目的代表举行了许多次会议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已解密的文件

证实了这些会议中的一些ꎬ 其中的大多数皆为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

尼􀅰艾登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Ｅｄｅｎ) 和法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

(Ｐｉｅｒｒｅ Ｍｅｎｄｅｓ－Ｆｒａｎｃｅ) 举行的会议ꎮ 解密的中国文件仅仅展示了一部分谈

话及书面信函ꎬ 这涉及构成会议大部分内容的主要政治问题ꎮ 然而ꎬ 知识渊

博的学者们坚持认为ꎬ 解密的文件包含了更有价值的信息ꎮ① 而且ꎬ 保存在

西方档案馆的文件ꎬ 以及那些年的媒介都表明ꎬ 值此日内瓦会议之际ꎬ 中国

人和西方人举行了许多次会议ꎬ 其间不仅处理政治问题还有商贸问题ꎮ
在会议期间ꎬ 意大利企业家迪诺􀅰詹蒂利 (Ｄｉｎｏ Ｇｅｎｔｉｌｉ) 在意大利商人

和中国官员之间组织了一场双边会议ꎬ 获得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的

高度赞扬ꎬ 他正式邀请 (意大利) 官方商贸代表团访问中国ꎮ② 多亏了在英

国已建立的联系ꎬ 詹蒂利才能一直从罗马和米兰直到香港经营他的商贸公司

科梅ꎬ 并且在 １９５２ 年于北京成立了一家办事处ꎮ 最初的商贸业务量不是太

大ꎬ 但随着中国在迈向快速工业化的道路上对任何事物的需要ꎬ 做生意的前

景尤为光明ꎮ 在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ꎬ 这种考虑真正对意大利大部分的经济和社

会环境施加了极具吸引力的影响ꎮ 在马歇尔计划推行之后ꎬ 意大利开始了大

规模的国家主导的行动ꎬ 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ꎬ 这最终导致国家

在 １９６０ 年代初进入 “经济繁荣昌盛期”ꎬ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扩大外部

市场的更大需求ꎮ 至今已把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视为意大利历史上的 “黄金” 时

段ꎬ 当时 (几乎就是一个奇迹) 经济和政治势力为了获得国家的重大复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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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ꎮ
由于和社会主义领导人南尼 (Ｎｅｎｎｉ) 的个人关系以及意大利相关公司

例如蒙特卡蒂尼、 玛佐多和菲亚特的强烈支持ꎬ 迪诺􀅰詹蒂利推动意大利和

中国官僚机构采取行动ꎬ 并且在几年的时间内ꎬ 两国政府举行谈判ꎬ 组织一

个必须由意大利政府代表陪同的半官方商务代表团去中国ꎮ① 实际上ꎬ 中国

人反复坚持官方关系与贸易协定共存ꎮ 意大利政治领导人对美国一直都非常

忠诚ꎮ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ꎮ 意大利第一个赴华半官方商务代

表团在 １９６４ 年抵达北京ꎬ 距离日内瓦会议只有十年ꎬ 而此前意大利和中国

刚刚达成一致ꎬ 同意彼此交换由它们的对外贸易部部长设立的官方商务

代表ꎮ

夹在政治激情和冒险之间的商业贸易

尽管在 １９４９ 年底ꎬ 上海只剩下 ３７６ 家英国商业机构ꎬ 但大约到 １９５５ 年ꎬ

在新政府采取行动推行征用运动之后ꎬ 很可能你会发现它们仅余一打了ꎮ②

可以理解的是ꎬ 中国联合会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的诸代表ꎬ 例如太古洋行

(Ｂｕｔｔｅｒ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ｗｉｒｅ )、 帝 国 化 学 工 业 公 司、 怡 和 洋 行 ( Ｊａｒｄｉｎｅ ＆
Ｍａｔｈｅｓｏｎ)ꎬ 表达的是商人和中国通的想法ꎬ 认为 １９５０ 年代的十年是糟糕透

顶的十年: “英国驻华商务雇员及家属总数现在属于 ３００ 这个数量级ꎮ 生活

状况总体上讲尚过得去ꎬ 但行动被限制在住所所在的城市ꎬ 而且不再能够享

有正常的娱乐设施ꎮ (中国联合会) 成员拥有的所有俱乐部建筑物现在已被

征用ꎬ 但没有详细说明征用期限ꎮ”③

在 １９４９ 年之后ꎬ 和中国做生意的前景似乎最可能需要要么为人所知的

共产党员要么直言不讳地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商人ꎮ 这为左翼提供了机会ꎬ
甚至能够产生联合及激励英国左翼的效果ꎮ 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的英国—中国会

议期间ꎬ 英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就已经被称赞是 “为我们打开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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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潜在市场之一的手段”ꎮ① 当英国共产党活动家芭芭拉􀅰卡素尔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Ｃａｓｔｌｅ) 在 １９５４ 年于上海会见英国社群的幸存者时ꎬ 她失望地发现

他们已成为 “最糟糕类型的” 海外商人ꎬ 满嘴都是城市中 “恐怖统治” 的

故事ꎮ 她被告知在大街的尽头张贴着海报ꎬ 上面有那些已遭到清算的人的名

字———但这些海报在 １９５４ 年艾德礼 (Ａｔｔｌｅｅ) 最近访问期间已被取下ꎬ 当时

他陪同奈􀅰比万 (Ｎｙｅ Ｂｅｖａｎ) 率领的一个代表团ꎮ② 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

长罗兰􀅰伯格 (Ｒｏｌａｎｄ Ｂｅｒｇｅｒ) 是原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ꎬ 在 １９４０ 年代

后期一直在波兰为联合国工作ꎮ 杰克􀅰佩里 (Ｊａｃｋ Ｐｅｒｒｙ) 和伯纳德􀅰巴克

曼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Ｂｕｃｋｍａｎ) 管理着伦敦出口公司ꎮ 该公司从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开始担

任中国国家进出口总公司在英国的官方代理机构ꎮ 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伦

敦出口公司始终与中国的对等机构合作ꎬ 为英国的出口寻找合适的匹配物ꎬ
并且安排布置易货贸易的合同ꎮ 像伯格、 佩里和伯纳德这些人是否可能被要

求表明他们的政治信仰ꎬ 这并非必然是使用他们功劳的商人们的问题ꎮ 在

１９５３ 年从 “破冰者使团” 返回后ꎬ 参与者们显然被商务部传唤ꎬ 并且不得

不回答一系列问题ꎮ 他们所说的话大大赞扬了伦敦出口公司和英国国际贸易

促进会的顾问们ꎬ 一位代表甚至指出: “如果他们是共产党人ꎬ 那么他们便

设法成功地掩盖事实ꎮ”③

这些亲共商人中的部分人选择在中国生活ꎮ 由于他们生活在特别为外国

人保留的大院里ꎬ 所以他们融入中国民众每天生活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ꎮ 那

些没有迁居中国的人ꎬ 不得不在那里花费至少几个月的时间ꎬ 同时花大把的

时间与中国的官员们建立良好的联系ꎮ 而且ꎬ 挑选产品涉及与外贸公司和工

厂管理者在现场举行直接谈判ꎮ
这些亲共商人中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以意大利人斯帕尔塔克􀅰穆拉托里具

有代表性ꎮ 此人是一位对共产主义信仰有着极大热情的工程师ꎮ 他在战争期

间与纳粹法西斯党徒战斗之后ꎬ 便一直受雇于一家大型国营公司ꎬ 担任经理

的职位ꎬ 然后在 １９５１ 年被新领导层所清除ꎮ １９５２ 年ꎬ 穆拉托里开始为前面

提及的那位迪诺􀅰 詹蒂利工作ꎬ 后者在意大利和中国的贸易中是非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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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的ꎮ①

穆拉托里在 １９５２ 年的某个时间移居北京ꎬ 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坚持不懈

的精神致力于科梅公司的业务ꎮ 在一个所有商贸职能皆要由国家代为执行的

国度里ꎬ 穆拉托里的任务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使自己成为和中国官员进行讨价

还价的商人ꎮ 不过ꎬ 他的信件内容写得很详细ꎬ 里面有商业细节以及对他不

得不进入中国地方城市和乡村旅行的描述ꎮ 根据他和他的老板詹蒂利提交的

用以劝说中国人并获得其支持商业交易的商贸战略的叙述ꎬ 似乎穆拉托里非

常热衷于做生意ꎮ 特别是ꎬ 他能依靠至关重要的品质: 耐心ꎮ 在那段弥漫着

官僚政治极度等级制的时期ꎬ 事实证明这是必不可少的ꎮ 穆拉托里被该时代

的其他旅居者描绘为一个非常古怪的人———首先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感动ꎬ
继而使自己深深陷入那个国家的文化之中ꎬ 以至于他甚至开始收集中国绘画

且着手从事语言的学习ꎬ 而他却从未能够流利地说汉语ꎮ 因为他的工作ꎬ 他

还进行了几次旅行ꎬ 前往城市、 乡村和工业场所ꎬ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交际

关系ꎮ 当意大利政府最终同意将他的护照延期时ꎬ 他驻留中国一直到 １９５６
年ꎮ 穆拉托里是一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ꎬ 受到其对共产主义热情的激励ꎬ 并

且对中国迈向现代之路极为乐观: “在这些饱经苦难折磨的年代里ꎬ 生活中

出现了太多的出乎意料的事情ꎮ 我有时想知道明天留给我的将是什么ꎮ 这是

大部分人面临的问题ꎮ 只有在那些已创建了新社会体制的国家里ꎬ 人民才是

平和宁静的ꎬ 而且自信明天将总是比今天更美好ꎮ”②

穆拉托里描述中国的方式给意大利国家油气公司埃尼集团 (ＥＮＩ) 的强

力领导人马泰 (Ｍａｔｔｅｉ) 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ꎮ 从职业角度看ꎬ 两人有一

段具争议性的关系ꎮ 在 １９５６ 年ꎬ 穆拉托里的儿子乔瓦尼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在

埃尼集团工作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为这个意大利巨人进行第一次试探性

考察之旅ꎮ 乔瓦尼􀅰穆拉托里的报告是关于中国石油工业状况的一个有用的

贡献ꎮ③ 穆拉托里强调ꎬ 尽管石油的产量一点也不大ꎬ 但新政府正投入巨额

资金用于开采ꎬ 并且技术人员的储备状况是良好的 (其他方面的工作人员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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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ꎮ 这些通信展现的画面更多地被定位于私人领域ꎮ 穆拉托里告诉马泰ꎬ 他为了生存不得不工作

并且不得不变更工作甚至是国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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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是ꎬ 地质工作者的数量由 １９４９ 年 １８ 人增加到 １９５５ 年 ６０００ 人)ꎮ① 在报告

中ꎬ 他为意大利的公司列举了商机: “ [􀆺􀆺] 钻孔和运输是非常严重的问

题ꎬ 因为油田坐落在距离主要工业中心非常遥远的地方ꎬ 而且中国工业尚未

准备制造所有相关的设备ꎬ 例如ꎬ 无须焊接的大口径管道ꎮ”
乔瓦尼􀅰穆拉托里在中国的机构中参加了数次高层次会议ꎬ 最重要的

是ꎬ 他获得了石油工业研究所副所长的接待ꎬ 他和此人核实了在石油开采和

加工方面发展技术合作的初步可能性ꎮ 在旅行期间ꎬ 他得到父亲斯帕尔塔克

的帮助ꎬ 后者动用其许多人脉关系ꎬ 陪同年轻的乔瓦尼访问北京、 上海以及

鞍山的冶金综合企业和杭州的纺织厂ꎮ 乔瓦尼􀅰穆拉托里的使命代表了在能

源资源领域中中国对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ꎬ 同时证明ꎬ 从 １９５０ 年

代中期始ꎬ 鉴于在开采、 加工以及与石油有关的物料生产上的进一步合作ꎬ
埃尼集团———能源领域的巨人———已经在培育中国市场ꎮ 最终ꎬ 这种合作在

１９６２ 年之后得以实现ꎬ 使意大利集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长期的富有成

效的商贸关系ꎮ
在马泰掌管下ꎬ 埃尼集团的对外投资是非常巨大的ꎬ 以至于许多观察家

把意大利国家寻求石油多样化来源的行为视为一种 “平行外交”ꎮ 尤其著名

的是埃尼集团与埃及 (１９５４ 年)、 伊朗 (１９５６ 年)、 摩洛哥 (１９５８ 年) 的协

议以及与苏联签署的具开创性质的合同 (１９５８ 年)ꎬ 这使意大利成为从苏联

购买石油的第一批国家之一ꎮ 马泰被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危险人物ꎬ 能够破坏

忠诚体系和拉低石油价格ꎮ 出于这个原因ꎬ 他处于美国政府的监视之下:
“马泰ꎬ 像非常多的意大利商人那样ꎬ 渴望增加贸易量ꎬ 而不管在哪里ꎬ 只

要有利可图ꎮ 他看不到意大利不应当和苏联集团及共产党中国开展贸易的理

由ꎮ”② 对马泰的盖棺定论因他的死亡情形而进一步复杂化了ꎮ 他死于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的一次神秘的飞机事故ꎮ 在 ５０ 多年后ꎬ 依然没有排除这是一

次暗杀场景ꎮ
人们期望来自商人的积极评论和态度ꎬ 而这些商人要么具有共产主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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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要么热情地卷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经历的社会和政治变革ꎮ 英国一些银行

家早早便保持和中国经济领导层的联系ꎮ 他们信件的内容简直是出人意料ꎮ
在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ꎬ 英格兰银行的员工访问了北京ꎬ 这是非 (社会主义)

集团的央行银行家代表前往红色中国的首次之旅ꎮ 中国人民银行在 １９５６ 年

似乎没有和英格兰银行有关的直接利益ꎮ 这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 按照毛

泽东的银行体制ꎬ 所有的对外关系皆由中国银行来处理ꎬ 并且在中国人民银

行任职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不完全知道该期待从这个新的关系中获得什么:
“从我们与人民银行代表的前两次会面 (其实在我们宾馆卧室进行) 来看ꎬ
显而易见ꎬ 我们的东道主非常怀疑我们访问的目的ꎬ 而且几乎没有或者压根

没有主意ꎬ 应该怎样对待我们ꎮ”①

事情很快发生变化ꎮ 在 １９５８ 年ꎬ 英格兰银行代表霍格 (Ｈｏｇｇ) 先生于

第二次访问中国且返回伦敦后ꎬ 他特别提到ꎬ 迄今为止ꎬ 中国人民银行如何

只在别的央行开立有关双边支付协定的账户ꎮ 不过ꎬ 他指出中国同行有兴趣

想改变这种做法ꎬ 设若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得这一点显得必要: “在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和上个月我访问北京期间ꎬ 人民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的便利设施以及建立直

接业务关系的可能性的问题上ꎬ 展现出相当大的兴趣ꎮ [􀆺􀆺] 随着中国对

外贸易的拓展ꎬ 人民银行将要么通过持有更大数额的准备金要么通过彻底兼

并中国银行ꎬ 从而在海外金融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我认

为我们必须不能把这些询问仅仅看作是无聊的好奇ꎮ”②

１９５７ 年: 与苏联的早期争执及 “中国委员会” 的终结

由中国在 １９５０ 年代初的行动所加速的其在对外贸易上的兴趣ꎬ 在中苏

第一次意识形态争论之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ꎮ 在 １９５６ 年ꎬ 赫鲁晓夫在苏

联共产党第 ２２ 届大会期间公开声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ꎮ 毛主席不喜欢对过

去的领导人进行诋毁ꎮ 同样是在 １９５６ 年ꎬ 镇压匈牙利的反抗再次遇到毛泽

东的不同意见ꎮ 这后一个事件很可能是 “百花齐放运动” 结束的引擎并且标

志着压制浪潮的起点ꎬ 能够被视为在中国革命史上早期高度合作的阶段与更

成熟更受意识形态主导的阶段之间的分界线ꎮ 在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ꎬ 自由辩论

的结束是与实验性的公私合营的结束相一致的ꎬ 这就是说ꎬ 对经济的共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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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和资本家结盟的过程中开展实行ꎮ
在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年ꎬ 中国与苏联的贸易量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

次下降ꎮ① 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结束并且意识形态的争论预示着在未来关系的

方向上相应的变化ꎮ 这与中国国际关系中新意识的出现相一致ꎮ 在匈牙利事

件之后不久ꎬ 周恩来遍访东欧ꎬ 宣称目标就是要帮助重建已失去的团结ꎮ②

这几年是非常岁月ꎬ 当时取消 “中国差别” 的压力在中国和她的欧洲主

要伙伴间的双边贸易中产生了有益的影响ꎮ 在 １９５６ 年一次议会会议期间ꎬ
阿登纳政府的一位代表明确把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 (Ｏｓｔ－Ａｕｓｓｃｈｕｓｓ) 宣传

“成为它的半官方代理机构ꎬ 负责促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ꎬ 能够举行谈

判并缔结协定ꎬ 只有官方条约除外”ꎮ 他还提到在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和中

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之间举行的谈判ꎮ③在 １９５７ 年ꎬ 阿登纳总理同意了德国工

业联合会提出的与中国谈判一个综合性贸易协定的请求ꎮ④ 在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ꎬ
九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前往中国ꎬ 包括来自拜耳公司 (Ｂａｙｅｒ)、 曼内斯曼集

团 (Ｍａｎｎｅｓｍａｎｎ)、 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 (Ｖｅｒｅｉｎ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ｎｂａｕ)ꎬ
显然还有奥托􀅰乌尔夫公司 (Ｏｔｔｏ Ｗｏｌｆｆ) 的人员ꎮ 最终ꎬ 在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２
日ꎬ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德国东亚联合会 (Ｏｓｔ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ｓ Ａｎｓｃｈｌｕｓｓ) 签署

了 “私人协定”ꎮ 非官方关系的最高潮到来了ꎮ 预计为期一年的协定使得商

品交换总额达 ２􀆰 ３ 亿德国马克ꎬ 但好成绩是如此的令人激动ꎬ 以至于一年后

交易额飙升至 ６ 亿德国马克ꎮ
在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 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代

表签署了有效期为一年的协定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德国人成功地在中国对官方

关系的要求和他们政府对主要盟友的忠诚之间的裂缝上搭了一座桥梁ꎮ 一些

观察家坚持认为ꎬ 存在着支持德国经济东方委员会行动的政治倾向ꎮ
在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ꎬ 一个法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ꎮ 它包括一些大型公司ꎬ

例如施耐德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阿尔斯通 (Ａｌｓｔｈｏｍ)、 奈尔皮克 (Ｎｅｙｒｐｉｃ)、 圣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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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Ｓａｉｎｔ－Ｇｏｂａｉｎ) 及佩希内 (Ｐｅｃｈｉｎｅｙ)ꎬ 还有公共机构的代表ꎬ 法国外贸

银行的主管ꎬ 法国外贸保险公司的代表ꎬ 以及分别来自经济部和工业部的两

名 “中国委员会” 和 “巴黎委员会” 专家ꎮ
这股访华热潮一直持续到 １９６０ 年ꎬ 其中的一个促成因素还涉及中国和

日本商贸关系的停滞ꎬ 这迫使北京转向西欧进行大规模采购ꎮ １９５８ 年春季ꎬ
在长崎举办的展览会上ꎬ 一位日本与会者纵火焚烧了中国国旗ꎮ 然而ꎬ 在欧

洲商人们看来ꎬ 这个事实证明是非常有利的ꎬ 因为它排除了一个竞争对

手———日本ꎬ 而在西方人擅长的相同部门ꎬ 日本人已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

性ꎮ 竞争主要在化学肥料的领域中变得极为激烈ꎮ 直到 １９５８ 年ꎬ 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国家所需化学肥料的 ８５％皆由比利时和西德提供ꎮ 随后ꎬ 法国、
意大利和荷兰获得了更重要的市场份额ꎮ① 但日本人在提供机械装置、 技术

和成套设备等方面变得越来越富有竞争性ꎮ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 年有利的经济变化甚至在依照传统极端效忠于美国的意大利

政治环境中引发反响ꎮ 意大利政府发言人在议会和国家媒体上强调ꎬ 意大利

着手进行和共产党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到了ꎮ 在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ꎬ 对外贸易

部部长圭多􀅰卡利 (Ｇｕｉｄｏ Ｃａｒｌｉ) 声称: “我们需要把我们与中国的商务关

系带上纯商业的层次ꎬ 因为这在英国和西德已经发生了ꎮ”② 最后但同样重要

的是ꎬ 就是在 １９５８ 年ꎬ 意大利国营的埃尼集团 (意大利国家油气公司) 和

中国建立了联系ꎮ③ 当恩里科􀅰马泰在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访问中国时ꎬ 他得到中

国人的接待ꎬ 并享有全部相关荣誉: 他见到了外交部副部长陈毅元帅ꎬ 中国

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南汉宸及秘书长冀朝鼎ꎮ④

尽管欧洲公司签署了合同且感觉自己变得幸运ꎬ 但大跃进 (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 的悲剧正在上演ꎬ 而且 (中国与欧洲) 这段高度乐观的时期将很快结

束ꎮ 在 １９６０ 年代初ꎬ 内外境况迫使中国转向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进口粮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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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ꎬ 有关化学肥料行业及中国和北大西洋国家之间该产品交易的最详尽研究是: Ｌｉ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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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尼集团是根据 １９５３ 年 ２ 月 １０ 日通过的第 １３６ 号法案建立的ꎬ 同年 ４ 月 １１ 日开始运营ꎮ 恩

里科􀅰马泰 (Ｅｎｒｉｃｏ Ｍａｔｔｅｉ) 在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 ４ 日担任主席ꎮ 援引自 ｗｗｗ􀆰 ｅｎｉ􀆰 ｃｏｍ ꎮ

他的代表团替代了由迪诺􀅰 詹蒂利和意大利众议院议员小组在 １９５４ 年策划的代表团ꎮ 后者

从未实现访华ꎮ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ꎬ 美国强化了它对意大利政治状况的监控ꎮ 该代表团的出行被

推迟数次ꎬ 最终被取消ꎮ



一旦突发情况结束ꎬ 与自由世界商人们的现有联系便再次开始恢复活力ꎮ 在

１９６３—１９６６ 年ꎬ 中国经历了一段和他们频繁接触的旺盛期ꎬ 并且签订诸多大

的合同用于购买成套设备、 机械装置和技术ꎬ 这使得整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

及具有竞争性的工业发展的正确道路ꎮ 毛泽东时代开始的许多交往ꎬ 多年以

后依然继续着ꎬ 最终由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而臻于成熟ꎮ

结　 论

本文所做的分析导致了以下的结论:
第一ꎬ １９５０ 年代展现了在中国官僚和西方经济行为者之间不断增加的商

贸活动ꎮ 而且ꎬ 频繁的及各种商务接触表明ꎬ 对西方经济经营者而言ꎬ 执行

独立的经济战略是可能的ꎮ 无论如何ꎬ 现成的道路是不存在的ꎮ 每一个国家

都有它自己的独特动机ꎬ 并且每一个行动不得不在适当考虑当时意识形态限

制的过程中展开ꎮ 西欧诸国不仅能够向中国提供资本货物和技术ꎬ 而且事实

还证明它们非常渴望这么做ꎮ 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显然有它的分量ꎬ 但是在已

考察的十年期间ꎬ 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从来就不可能克服意识形态的

约束ꎮ
第二ꎬ 对冷战时期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分析ꎬ 揭示了当时中国经济规划和

党的官僚机构的更多层面的影像ꎮ 总的来说ꎬ 对外贸易系统显露出的是更加

的灵活和开放ꎮ 为了阐明对外贸易系统在计划经济年代中的演变ꎬ 需要从事

进一步的研究ꎮ 冷战期间彻底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想法似乎越来越令人生

疑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１９５０ 年代后半期及 １９６０ 年代期间维持并发展了和西

方国家的广泛关系ꎬ 远远早于和美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ꎮ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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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ꎬ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直至中美外交关系正式建

立期间ꎬ 中国经济孤立ꎮ 但是ꎬ 如果我们将研究从外交档案转向欧洲企业的

银行和工业档案ꎬ 这种观点会瞬间瓦解ꎮ 欧洲公共及私人档案馆中ꎬ 大量档

案、 报告及研究记载着 ６０ 年代中国与西欧国家 (尤其是西德、 意大利、 法

国) 和日本之间的经贸、 工业和金融关系ꎮ 这些材料的存在ꎬ 需要历史学家

重新审视那些官方外交文件ꎮ
在新中国向美国开放的十年之前ꎬ 西欧国家分别与其建立经济关系ꎮ 这

些国家中ꎬ 英国事实上从 １９４９ 年中国内战结束起ꎬ 就一直通过香港与新中

国建立紧密经济联系ꎬ ６０ 年代ꎬ 少许程度上ꎬ 还通过新加坡和澳门 (是打

开新中国贸易大门的钥匙) 及其物流和金融基地来完成每笔交易ꎮ
从中共胜利的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７４ 年ꎬ 中英工业金融关系发展处于不同阶

段ꎬ 并历经本质和时代背景的翻天覆地变化ꎮ① 起初ꎬ 从 １９４９ 到 １９５５ 年ꎬ
从金融角度ꎬ 英帝国优先考虑保护其在中国大陆的传统利益和财产ꎮ② 任务

艰巨ꎬ 英国委托决定继续在中国正常营业的两家银行来处理ꎬ 即汇丰银行

(ＨＳＢＣ) 和印度银行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直至 １９５２ 年又被称作印

度商业银行 ‹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ｄｉａ› )ꎮ③ 与此同时ꎬ 在这期间ꎬ 汇丰银行

与中国主要金融机构及以香港为基地的多家银行建立新型关系ꎬ④ 而这些银

行与中国大陆均有密切联系ꎬ 尽管中共胜利于 １９４９ 年ꎮ 随着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汇

丰银行与中国银行签订重要协议ꎬ 过去的不平等被取缔ꎬ 两大银行合作新气

象重新开启ꎬ 从此ꎬ 中英经济关系进入新阶段ꎮ 第二阶段是 １９５５ 至 １９６７
年ꎬ 也是中英经济关系的黄金时期ꎬ 贸易与金融交易数额迅速增长ꎬ 很多通

过香港 (或新加坡) 来完成ꎮ 我们认为 １９６７—１９７４ 年是最后阶段ꎬ 英镑危

机及中国对美国开放为北京和香港创造了新国际局势ꎬ 对汇丰银行也是如

此ꎬ 因为它需要决定自己利益立足在哪儿ꎮ 从这时起ꎬ 对于金融利益卷入者

２７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７４ 年ꎬ 一定程度上ꎬ 是中国大陆国际货币关系中 “英镑霸权时代” 的最后一年ꎮ

虽然没有英国在华投资和财产实际值的确切估算ꎬ 但是ꎬ 在 １９４１ 年ꎬ 英国驻华大使馆估值

为 ３００ 万亿英镑 (３００ꎬ ０００ꎬ ０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ꎬ 不包括无形收入、 义和团赔款 ( ｔｈ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ｘｅｒｓ􀆳 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 及前中国政府贷款的利息ꎮ 在 １９４９ 年ꎬ 大部分利息依然有效ꎮ 参见 Ｆ􀆰

５５２３ / １０１５ / １０ꎬ Ｆ􀆰 Ｏ􀆰 ３７１ / ７５７４９ꎮ

汇丰银行占外国投资和利息的 ８０％以上ꎬ 也代表很多其他国家的利益 (如美国、 法国、 加

拿大、 澳大利亚、 日本等)ꎮ

新加坡和伦敦迅速变为金融和贸易交易中心ꎬ 特别是为中国银行 (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并

且ꎬ 纽约和科威特城 (Ｋｕｗａｉｔ Ｃｉｔｙ) 间接变为英镑证券主要市场ꎮ



来说ꎬ 她们与英国的外交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ꎬ 香港、 新加坡及后来的上

海成为金融游戏的真正舞台ꎮ

混乱中的银行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ꎬ 中共军队越过长江ꎬ ５ 月份进入上海ꎮ 蒋介石逃到台湾ꎬ
１０ 月份ꎬ 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ꎮ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汇丰银行总经理阿瑟􀅰莫斯爵士 (Ｓｉｒ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ｏｒｓｅꎬ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５３)ꎬ 向股东宣布: 对汇丰银行而言ꎬ １９４９ 年是个好年ꎬ 已获

利很多ꎬ 并且上一年股息也将兑换ꎮ① 想起去年事件及巨变ꎬ 这位汇丰银行

的老总说: 没什么灾难性变化ꎬ 中国大陆混乱带来的损失ꎬ 由香港贸易的日

益增多及上海生意转到了香港而得到补偿ꎮ② “我认为去年中国政治经济结

构ꎬ 比外国商人在中国开埠时还要糟糕ꎮ 我们看到结构垮塌、 军队解体和货

币作废ꎬ 看到革命发展的过程ꎮ 这些不利于我们的中国分行”ꎮ 将来怎样ꎬ
不好判断ꎬ 但是ꎬ 他总结道: 只要中国共产党计划实现这个国家的工业化ꎬ
他们就需要世界银行的特别服务ꎮ “这就是为什么只要存在做生意的可能ꎬ
我们就不准备从中国大陆撤出ꎮ”③

莫斯观点与英国外交部 “中国专家” 的意见不谋而合ꎮ １９４７ 年上半年ꎬ
远东事务助理专员艾斯特􀅰丹宁 (Ｅｓｌｅｒ Ｄｅｎｉｎｇ) 在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英
国在中国主要资产是不动产、 经验、 良好意愿及拥有香港ꎮ 但是ꎬ 考虑到中

国内战和英国经济的现实处境ꎬ 唯一出路是维持在中国的商业据点ꎬ 直至局

势好转ꎮ”④ 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ꎬ 英国外交部向英国内阁准备了一份报告ꎬ 广泛分

析中共胜利对英国在华利益的影响ꎬ 并断言香港殖民地能否继续保留ꎬ 取决

于这个可能ꎬ 即 “中共认识到经营良好的英国港口 (指香港) 便于他们与

外面世界的贸易”ꎮ 事实上ꎬ 英国外交部向英国政府建议: 保持与中共当局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４８ 年也是汇丰的好年ꎬ 利润比上一年增加约 ４０％ꎬ 参见 Ｍａｕｒｉｃｅ Ｃｏｌｌｉｓꎬ Ｗａｙｆｏ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Ｆａｂ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ｂｅ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１９６５ꎬ ｐ􀆰 ２４２－２４３ꎮ

这一时期ꎬ 关于从上海到香港的资本转汇ꎬ 请参见 Ｗｏｎｇ Ｓｉｕ￣ｌｕｎꎬ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３ꎮ

Ｃｏｌｌｉｓꎬ Ｗａｙｆｏｏ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ｐ􀆰 ２４４􀆰

ＰＲＯ ＦＯ ３７１ ４６２３２ Ｆ １３３１ / ４０９ / １０􀆰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ｒｏｎ Ｓｈａｉ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１ － １９４７: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１５０ － １５１ꎻ Ｊ􀆰 Ｔ􀆰 Ｈ􀆰 Ｔａｎｇ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 ｗｉｔｈ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１５－１６􀆰



的关系ꎬ 是保护英国在华贸易与财产的唯一选择ꎮ①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和 ７ 月ꎬ 一

系列军事报告排除了武力保卫香港的现实可能ꎬ 这使得这一事实更加清晰ꎬ
即: 实现英国继续占有香港的唯一可能ꎬ 是中国大陆新统治者的 “良好意

愿”ꎮ② 同年 ３、 ４ 月份ꎬ 英国内阁指出: 英国利益应该以 “他们希望立足于

中国门内的时间尽可能长” 而得到保证ꎬ 并开始研究折中方案ꎮ③ ５ 月份ꎬ
英国外交上试探性说: 其盟友可能承认中共政权ꎬ 只要 “中共政权能够建

立”ꎮ④ ８、 ９ 月份ꎬ 英国驻华大使拉尔夫 􀅰 斯蒂芬森爵士 ( Ｓｉｒ Ｒａｌｐｈ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建议: “贸易应该决定英国政策”ꎮ 承认中共政权之事ꎬ 应该基于

现实考虑ꎬ 而不是意识形态因素ꎬ 并且ꎬ 英国对这一新政权做出判断ꎬ 应该

基于后者做了什么ꎬ 而不是后者说了什么ꎮ 以他的观点ꎬ 只有中国默认英国

占有香港对中英两国均有利ꎬ 英国才能继续占有香港ꎮ⑤ １９４９ 年 ９、 １０ 月

份ꎬ 英国外交部中国问题专家精心设计一个方案递交给新中国政府ꎬ 强调香

港作为国际贸易、 金融和服务中心所提供的机遇ꎬ 尤其在中国战后经济重建

方面ꎮ⑥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ꎬ 与新中国首次外交接触时ꎬ 此即英国政府的官方

立场ꎮ
１９５０ 年 １ 月 ６ 日ꎬ 英国承认事实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保卫最后哨所还是建立新关系?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ꎮ 此后ꎬ 汇丰银行上海分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ＰＲＯ ＣＡＢ １２９ / ３１ꎬ ＣＰ (４８) ２９９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４８􀆰

当美国拒绝给予保卫香港的保证时ꎬ １９５１ 年ꎬ 伦敦彻底放弃军事保卫香港的任何假设ꎮ 从

那时起ꎬ 英国军队仅提供象征性的防止中国侵略香港的防卫ꎮ 参见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５１－５２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１９５１ꎬ ｐ􀆰 ２３４􀆰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ꎬ Ｒｅｖ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ꎬ １８ｅ ａｎｎéｅꎬ ｎ°２ꎬ １９６８ꎬ Ｐａｒｉｓꎬ ｐｐ􀆰 ３２３－３２４ꎮ

Ｒｉｔｃｈｉｅ Ｏｖｅｎｄａｌｅꎬ “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２６ꎬ Ｎｏ􀆰 １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８３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ｐ􀆰 １４２􀆰

Ｆ􀆰 Ｒ􀆰 Ｕ􀆰 Ｓ􀆰 ꎬ １９４９ꎬ ＩＸꎬ ｐ􀆰 １４－３２ꎻ Ｓｔｕａｒｔ ｔｏ Ａｃｈｅｓｏｎꎬ １７ Ｍａｙ １９４９ꎬ ｐ􀆰 ２４－５􀆰 Ｏｖｅｎｄａｌｅꎬ ｐ􀆰 １４４􀆰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ｔｏ Ｂｅｖｉｎꎬ ２９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４９ꎬ Ｆ１２８８４ / １０２３ / １０ꎬ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ｔｏ Ｂｅｖｉｎꎬ 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Ｉ９４９ꎬ

Ｆ１３１０２ / １０２３ / １０ꎬ Ｆ􀆰 Ｏ􀆰 ３７１ / ７５８１４􀆰

Ｏｖｅｎｄａｌｅ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ｐｐ􀆰 １４７－１４８􀆰



行员工和雇员没能正常工作ꎮ① １９４１ 年ꎬ 汇丰银行通过中国银行和中国中央

银行收到规范性指导书ꎮ② 这些沟通渠道一直畅通ꎬ 汇丰银行的中国经理李

经理 (Ｋ􀆰 Ｃ􀆰 Ｌｅｅ) 也一直在与中国的银行进行协商ꎮ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初

期汇丰银行在中国大陆生意不好的话ꎬ 那么ꎬ “另一方面ꎬ 新中国迫切希望

发展对外贸易ꎬ 汇丰银行的生意则随时可能有好转”ꎮ③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外

汇负责人爱德华 (Ｏ􀆰 ｐ􀆰 Ｅｄｗａｒｄｓ) 谈论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岁月时回忆说: 中共上

台ꎬ 并不代表汇丰银行马上巨变ꎮ④ 假如上海地方业务量肯定减少ꎬ 但是ꎬ
另一方面ꎬ 上海分行却可以大力支持新中国与香港的贸易、 支持与中国银行

的外汇交换以及经营储蓄和不动产ꎮ 还担任汇丰银行总经理之职的莫斯ꎬ 也

越发坚信有必要忍耐在中国大陆的生意不景气以保持营业状态ꎬ 尽管很多中

国分行在尽量避免为汇丰银行增添负债ꎮ⑤ 事实上ꎬ 除了上海和天津ꎬ 其他

分行都处于破产状态ꎬ 但中国当局反对它们停止营业ꎬ 以保证一些悬置问题

得到解决ꎬ 如储蓄、 账单、 不动产和地方人事工资 (保险金) 等ꎮ 这些问题

如果由新中国发行的货币来结算支付ꎬ 那将变得更加复杂ꎮ 仅仅到了 １９５３
年ꎬ 中国银行通知汇丰银行: 允许汇丰银行其他分行所负责的所有外国债务

可以转到上海分行处理ꎬ 由此ꎬ 开启可能关闭那些非盈利分行的协商大门ꎮ
上海是汇丰银行的主要分行ꎬ “一旦中共当局决定了对汇丰银行的政策ꎬ

５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就汇丰银行上海支行的会计穆迪 (Ｒ􀆰 ｐ􀆰 Ｍｏｏｄｉｅ) 回忆ꎬ 可见的差别仅是ꎬ “以前道路上飘

扬的都是国民党的旗帜ꎬ 现在是共产党的旗帜”ꎮ 其他不同的是ꎬ 过去在汇丰上海支行工作的人员代

表中国劳工联盟发起不同寻常的攻击ꎮ 参见 Ｆｒａｎｋ Ｈ􀆰 Ｈ􀆰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１９８４􀆰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Ｂａｎｋ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ꎬ Ｖｏｌ􀆰 ＩＶ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ｐ􀆰 ３７４－３７５ꎮ

在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银价造成的危机中ꎬ 孔祥熙 (Ｈ􀆰 Ｈ􀆰 Ｋｕｎｇ) 和宋子文 (Ｔ􀆰 Ｖ􀆰 Ｓｏｏｎｇ) 与汇丰

银行建立秘密伙伴关系以支持中国货币汇率ꎮ 这一操作的成功经验ꎬ 使得汇丰银行成为未来中国政

府货币支持计划的首选合作对象ꎮ 参见 Ｆｒａｎｋ Ｈ􀆰 Ｈ􀆰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Ｗ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Ｉｎｔｅｒｎｅｄ １９１９－１９５０ꎬ Ｖｏｌ􀆰 ＩＩＩ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８ꎬ ｐｐ􀆰 ４１１－４１２ꎮ

Ｍｏｏｄｉｅ ｉｎ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１９８４ꎬ

ｐ􀆰 ３７５􀆰

Ｅｄｗａｒｄｓ ｉｎ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１９８４ꎬ

ｐ􀆰 ３７５－３７６􀆰

中共胜利后ꎬ 汇丰银行五个分行保持营业ꎬ 分别是上海、 天津、 北京、 山头和青岛ꎮ １９３９

年以前ꎬ 汇丰银行在中国有 １４ 个分行 (包括台北与哈尔滨)ꎬ 在 １９４１ 至 １９４９ꎬ 大部分已停止营业

(最高ꎬ 一年达到六个关门)ꎮ １９５１ 年ꎬ 青岛分行关闭ꎬ １９５４ 年ꎬ 天津分行ꎬ １９５５ 年ꎬ 北京分行ꎮ 但

上海分行一直没有中断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早期ꎬ 它们重新营业ꎬ 其中广州分行 １９７９ 年开始营业ꎮ



上海分行则有大量工作要做ꎮ”① 上海市政府要求汇丰上海分行做出两个保

证: 首先ꎬ “有足够员工满足需求”ꎻ 其次ꎬ “有可接受的负责任的人员满足

联系需要”ꎮ② 但是ꎬ 银行支付业务的主要障碍是这三个问题: 首先ꎬ 难以支

付日益增长的税务负债ꎻ 其次ꎬ 上海工联和上海市政府要求增加劳工补偿ꎻ
第三ꎬ 重估解放前的债务ꎮ③ 但是ꎬ １９５０ 年上半年ꎬ 莫斯不再相信机遇来自

保持汇丰银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和活动ꎬ 也不再相信效益差只是暂时的ꎮ 莫

斯认为ꎬ 从长远考虑汇丰银行的总体利益和财产角度来看ꎬ 避免过度集中中

国大陆ꎬ 优先倚重香港ꎬ 这些负债和风险看起来可以接受ꎮ
随着朝鲜战争爆发ꎬ 上述想法破灭了ꎬ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ꎬ 伦敦董事会决定对

新中国执行新银行政策ꎮ 伦敦董事会认为ꎬ 汇丰银行在中国大陆只能以商业

为基础来判断ꎬ 并且必须保证有利可图ꎬ 汇丰银行中国分行必须做到自给自

足ꎮ “汇丰银行不是英帝国的金融代理”ꎬ 它的决定必须由有效商业前景来决

定ꎬ 而不是出自政治考虑ꎬ “它没有必要为了所谓名声而牺牲股东利益ꎮ”④

１９５１ 年ꎬ 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限制ꎬ 同年 １２ 月ꎬ 美国政府决定冻结 “所有

中国大陆所控制的财产”ꎬ 汇丰银行步履维艰ꎮ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ꎬ 莫斯写信给印

度银行总经理科伯恩 (Ｗ􀆰 Ｒ􀆰 Ｍ􀆰 Ｃｏｃｋｂｕｒｎ): “􀆺􀆺总政策是ꎬ 尽可能快地

从中国大陆撤出”ꎮ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ꎬ 伦敦董事会授权莫斯采取所有必要措施关

闭上海分行ꎬ 同时强调: “在中国的英国银行已通知中国当局他们的这一意

图”ꎮ⑤

１９５２ 年伦敦董事会所采取的步骤ꎬ 与其说是做出有效、 可操作的决定ꎬ
不如说是 “给北京发个信号”ꎬ 即他们认识到 “中共当局明显不想让上海分

行盈利”ꎮ 如果中共当局改变了他们的意图ꎬ 那么ꎬ “无论时局怎样ꎬ 汇丰银

行总愿意合作ꎬ 因为它无法逃脱其历史遗产ꎬ 就如其董事、 经理和一般员工

所理解的一样”ꎬ 最后ꎬ “汇丰银行是中国的一个银行”ꎮ 董事会向莫斯敞开

大门ꎬ 授予他提出 “一揽子” 解决方案ꎬ 即: “汇丰银行放弃在华所有财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１９８４ꎬ ｐ􀆰 ３７８􀆰

事实上ꎬꎬ 外国雇员从 １９４９ 年中期的 １７ 名减少至 １９５５ 年的 ２ 名ꎬ 没有任何中共当局的阻

碍ꎮ 相反ꎬ 银行雇用了很多会说英语的地方人员ꎮ 到 １９５６ 年ꎬ 汇丰上海分行大约雇用约 １５０ 名中国

人ꎮ 参见 Ｋｉｎｇ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７８ꎮ

在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的早期阶段ꎬ 汇丰银行从伦敦向上海汇款 １０００ 万美元ꎬ 以支付中国分行的负

债ꎬ 以及 １８００ 万美元覆盖日常开支ꎮ

Ｋｉｎｇ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８３􀆰

Ｋｉｎｇ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７７ꎬ ３８３􀆰



产ꎬ 以抵消其在华负债或其负债由中国机构来接任ꎮ” １９５５ 年 ２ 月ꎬ 双方达

成协议ꎬ 由此拉开汇丰银行撤退中国大陆的帷幕ꎮ① 事实上ꎬ 几年后ꎬ 这被

证明是双方未来合作的开始ꎬ 汇丰银行从此焕然一新ꎬ 成为一个 “中国银

行”ꎮ②

１９５２ 年 “决定” 不是真想让汇丰银行完全撤退中国大陆ꎬ 这在莫斯与

其 １９５３ 年继任者米歇尔􀅰Ｗ􀆰 特纳爵士 (Ｓｉ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 Ｔｕｒｎｅｒ) 的争论中

得到很好体现ꎮ 在准备 １９５５ 年协议时ꎬ 米歇尔􀅰Ｗ􀆰 特纳爵士负责与中国银

行协商ꎮ 特纳爵士认为ꎬ 有必要关闭汇丰银行在中国大陆的所有活动ꎬ 以及

召回汇丰银行中国分行的所有外国雇员ꎮ 为实现这个目标ꎬ 他接受中国政府

提倡的原则作为所有金融协商的前提ꎬ 即: “汇丰银行在华资产可以抵消其

在华债务ꎬ 将派遣中国某家银行前去帮助协调”ꎮ③ 特纳爵士这么做ꎬ 其真正

目的不是想关闭汇丰银行中国分行ꎬ 而是准备 “在最后关闭中国分行之前建

立后关闭时代的联络处”ꎮ 并且ꎬ 他认为在北京建立汇丰银行中国分行总部

替代上海的比较好ꎮ④ 特纳爵士的想法遭到莫斯爵士的坚决反对ꎮ 后者认为ꎬ
未来在中国的汇丰银行必须延续其历史传统ꎬ 即总部在上海ꎮ 莫斯坚信: 一

旦中国经济回暖ꎬ 中国人倾向于与熟人打交道ꎬ 届时ꎬ 汇丰银行传统的重要

性将突显出来ꎮ 最后ꎬ 他们采取折中方案ꎬ 即: “免去汇丰银行的象征意义ꎻ
保留汇丰银行的银行意义ꎮ”⑤

对于 １９５２ 年汇丰银行要退出中国大陆的威胁ꎬ 中国政府表示吃惊ꎮ 中

国银行开始积极与汇丰银行合作ꎬ 支持降低汇丰银行中国分行日常维持费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这就是所谓的 “大华协议 ( ‘Ｔａ Ｈｗａ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ꎬ 签订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由汇丰银

行、 中国银行和大华企业公司三方签成ꎮ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１９８４ꎬ ｐ􀆰 ３８３􀆰

那就是大华企业公司ꎮ 其创建是为了在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之间建立协商平台ꎮ 参见 Ｔｕｒｎｅｒ

ｔｏ Ｙｏｘａｌｌꎬ １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５３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ｆｉｌｅꎬ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ꎮ

Ｔｕｒｎｅｒ ｔｏ Ｍｏｒｓｅꎬ １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５４ꎬ ｉｎ ‘ Ｐｏｓ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ｉｌｅ’ꎬ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Ｔｕｒｎｅｒ ｔｏ Ｓ􀆰 Ａ􀆰 Ｇｒａｙꎬ ２６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５４ꎬ ｉｎ ‘ Ｃｈｉｎａ’ꎬ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ｆｉｌｅ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Ｐｏｓｔ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ｉｌｅꎬ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１９８４ꎬ ｐ􀆰 ３９６􀆰



用ꎮ 例如ꎬ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政府最终同意汇丰关闭天津分行ꎮ① 伦敦董

事会 １９５２ 决定ꎬ 也大大促进 «大华协议» 的达成ꎬ 并于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签订ꎮ②

«大华协议» 签订后ꎬ 汇丰银行收回准备撤退中国大陆的决定ꎮ 该协议

签订当月ꎬ 双方正在协商一项关于背靠背融资的新银行协议ꎮ 汇丰银行的总

督察布莱克 (Ｆ􀆰 Ｃ􀆰 Ｂ􀆰 Ｂｌａｃｋ) 主持这项协商ꎮ １９５４ 年ꎬ 他被任命为哈弗􀅰
卡雷 (Ｈｕｇｈ Ｃｏｌｌａｒꎬ 中国协会秘书长) 所组织的伦敦贸易委员会副主席ꎮ③

特纳爵士认为布莱克必须首先代表汇丰银行利益ꎬ 因此指派他负责与伦敦贸

易委员会并行的北京贸易委员会ꎬ 并全权代表该机构ꎮ 除贸易委员会官方会

议之外ꎬ 在北京ꎬ 布莱克还与中国外交副部长章汉夫进行重要的非官方会

晤ꎬ 讨论冻结美元资产问题ꎮ 他还与中国银行总经理会晤ꎬ 并收到后者热情

迎接和 “友好建议”ꎮ 布莱克认为ꎬ 中国银行 “一直坚持鼓励与建立友好关

系” 的政策ꎬ 但他注意到中国银行明显优先考虑在香港的业务ꎮ④ 中国银行

流露出想与汇丰银行在香港中国贸易融资方面的积极合作扩展至中国大陆的

迫切希望ꎮ⑤ 故此ꎬ 布莱克借机要求中国银行援助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维持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当局处理外国在华企业有共同基本措施ꎬ 事实上ꎬ 汇丰银行是个特例ꎮ 这一解释ꎬ 参

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Ｊ􀆰 Ｈｏｗｌｅｔｔꎬ “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ｏｓｓ ｉｓ ｇｏｎ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ｒｅｔｕｒ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４) ”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Ｉｓｓｕｅ ０６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９４１－１９７６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ꎮ 另见 Ｓｈａｏ Ｗｅｎｓｈａ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４９－５７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ꎬ １９９１ꎻ Ａｒｏｎ Ｓｈａｉꎬ Ｔｈｅ Ｆａｔｅ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ｉ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ｅｄꎬ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ꎬ １９９６ꎮ

«大华协议» 的签订ꎬ 给汇丰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做了鲜明比较 (众多处理处理中国问题的国

家中首个成功范例)ꎬ 其中ꎬ Ｔｕｒｎｅｒ 和伦敦理事会忘记将与中国协商的经验和最后起草的协议提供给

英格兰银行作参考ꎮ 参见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

１９８４ꎬ ｐ􀆰 ３９４ꎮ

没有事前与汇丰银行协商ꎬ 该协会主席被授予这个特许银行的代表权ꎬ 故激起前者的不满ꎮ

卡雷 (Ｃｏｌｌａｒ) 不得不向汇丰银行伦敦董事会道歉ꎮ 他还是从新中国与英国贸易视角进行分析的首批

分析者之一ꎮ 参见 Ｈ􀆰 Ｊ􀆰 Ｃｏｌｌａｒ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４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ꎬ １９５３ꎬ ｐｐ􀆰 ４１８－４２８ꎮ

对布莱克而言ꎬ 中国处理汇丰银行的相关信息表明: 所有关于中国分行的活动ꎬ 必须在更

大背景下考虑ꎮ 参见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Ｆ􀆰 Ｃ􀆰 Ｂ􀆰 Ｂｌａｃｋ ｔｏ Ｏ􀆰 Ｓｋｉｎｎｅｒ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２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５４ꎬ ｉ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ｆｉｌｅꎬ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ｉｌｅｓ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ꎮ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１９８４ꎬ ｐ􀆰 ３９１􀆰 就五

十年代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的关系ꎬ 参见 Ｃ􀆰 Ｒ􀆰 Ｓｃｈｅｎｋꎬ “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５０ｓ”ꎬ ｉｎ Ｎ􀆰 Ｗｈｉｔｅꎬ Ｓ􀆰 Ａｋｉｔａ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３０ｓ ａｎｄ １９５０ｓꎬ Ａｓｈｇａ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３１－１５０ꎮ



开销ꎬ 并为 “一揽子” 交易方案提供帮助ꎮ 基本上ꎬ «大华协议» 及新银行

协议安排ꎬ 都是布莱克使团的结果ꎮ
事实上ꎬ «大华协议» 不是 “一揽子” 解决方案ꎬ 因为美方坚定立场及

其财政部对外国资产的管理规定ꎬ 被冻结的美国资产没有包括进去ꎮ① １９６０
年ꎬ 据估计ꎬ 汇丰银行有 ４００ 万美元ꎬ 法国银行有 １５００—２５００ 万美元ꎬ 比

利时银行有 １２００ 万美元ꎮ② 再者ꎬ １９５５ 协议产生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ꎮ 中

国银行的合作ꎬ 使得降低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维持费用成为可能ꎮ １９５６ 年ꎬ
伦敦汇款给上海的用于分行维持费用减少至 ３０ 万美元③ꎬ 并且ꎬ 几年后ꎬ 汇

丰银行中国分行有望利润覆盖开支ꎬ 到 １９５９ 年ꎬ 就没有再亏本ꎮ④

１９５５ 年 １１ 月ꎬ 汇丰银行总部下达通知: “上海分行􀆺􀆺将很高兴随时为

当地企业提供信息或建议方面的帮助􀆺􀆺现在ꎬ 我们立足于信贷与咨询业

务ꎬ 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业务ꎮ” １９５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汇丰银行出乎意外地收到

中国银行北京总经理的请求: “􀆺􀆺从现在起ꎬ 我们将直接信任贵行日本分

行的银行业务与中日贸易挂钩ꎮ 同时ꎬ 我们乐意这笔业务由贵行日本分行处

理ꎮ” 此外ꎬ 中国银行还要求汇丰银行支持和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加拿大

等其他国家的贸易发展ꎮ⑤

１９５５ 年ꎬ 汇丰银行和印度银行获批处理中国出口业务ꎬ 但没权利处理中

国进口业务ꎮ 这一时期ꎬ 中国进口业务由中国银行负责ꎮ 仅到了 １９６２ 年ꎬ
中国政府允许外国银行中国分行可以向其海外总部汇寄利润ꎬ 但要加收税

费ꎮ⑥ 当然ꎬ １９５５ 至 １９６３ 年ꎬ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业务量很少ꎬ 尤其是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 －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３８４ꎬ

３９３􀆰

在此期间ꎬ 在中国大陆ꎬ 这些银行均有办公室和经理ꎮ 参见 Ｇ􀆰 Ｏ􀆰 Ｗ􀆰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ｔｏ Ｓ􀆰 Ｗ􀆰 ｐ􀆰 Ｐｅｒｒｙ－

Ａｌｄｗｏｒｔｈꎬ １９ Ａｐｒｉｌꎬ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ｆｉｌｅｓ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ꎮ

与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年的 ２８０ 万美元相比ꎮ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１９８４ꎬ ｐ􀆰 ３９９􀆰

Ｋｉｎｇ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９７􀆰

因为沉重的税收ꎬ １９６２ 年ꎬ 关闭上海分行的假设再次提起ꎬ 但是ꎬ 从长远利益出发ꎬ 伦敦

董事会最后决定予以保留ꎮ 参见 Ｗ􀆰 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ｔｏ Ｆ􀆰 Ｊ􀆰 Ｋｎｉｇｈｔｌｙ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０ꎬ １９６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５８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ꎻ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６２ Ｂｏａｒｄ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ｃ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Ｌ􀆰 Ｋａｄｏｏｒｉｅ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９６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５７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ꎮ



１９５９ 年以后ꎮ① １９６６ 年ꎬ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在中国大陆业务量达到高峰ꎬ 完

成近 １ 万笔交易ꎬ 价值约 ６００ 多万英镑ꎮ １９６７ 年危机爆发ꎬ 贸易量大大削

减ꎮ 至 １９７０ 年ꎬ 贸易量已减少至 ５５００ 笔交易ꎮ １９７１ 年回暖ꎬ 完成 ７７００ 笔

交易ꎬ 约 ７００ 万英镑ꎮ② 其中ꎬ 大部分是活期储蓄与邮汇业务ꎮ １９７４ 年ꎬ 通

过香港向中国大陆的个人汇款额达到 １９０ 万港币ꎬ 约合 ３８００ 万美元ꎬ １９７５
年增长至 ２１３０ 万港币ꎬ 约合 ４２６０ 万美元ꎮ③

５０ 年代后五年ꎬ 对于汇丰银行与中国银行及在香港的中国能源公司的关

系ꎬ 特纳总经理做过精彩判断ꎮ 通过中国银行香港分行ꎬ 汇丰银行深深地卷

入经济支持中国贸易ꎬ 帮助中国大陆出口主要物资到其他国家ꎬ 包括美国ꎮ④

汇丰银行不但为中国大陆提供金融服务ꎬ 而且也提供贸易中转、 船运服务、
保险ꎬ 后来还为建立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提供建议ꎬ 以及为在香港的其他中国

政府控制的银行 (简称香港中控银行) 提供建议服务等ꎮ 随着香港变为外界

与中国大陆进行金融和贸易的中转中心ꎬ 很明显ꎬ 汇丰银行选择与那里的中

国银行合作来完成交易ꎮ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则一直保持营业状态ꎬ 等待未来

事件的到来ꎮ

新中国与香港的贸易及香港的工业发展

１９５０ 年 ３ 月ꎬ 与对待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一样ꎬ 美国对新中国实行贸易限

制ꎮ 同年 ６ 月ꎬ 朝鲜战争爆发后ꎬ 美国财政部拒绝再给美国出口给中国大陆

和朝鲜的贸易公司颁发许可证ꎮ １９５０ 年 ７ 月ꎬ 顾问协调委员会 ( Ｔｈｅ

０８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５５ 至 １９６４ 年间ꎬ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从中共获得的出口业务总量约是: １９１７５６ 亿英镑ꎬ

９４０８８３ 亿港币ꎬ １２ꎬ ９１６ꎬ ８ 亿荷兰马克ꎬ ５ꎬ ８３０ꎬ ６ 亿瑞士法郎ꎬ ６ꎬ ５５４ꎬ ２ 亿法国法郎ꎬ 还有与其

他国家的小宗交易ꎬ 尤其是瑞典、 沙特、 伊拉克和锡兰ꎮ 参见 Ｗ􀆰 Ａ􀆰 Ｓｔｅｗａｒｔ ｔｏ Ｍ􀆰 Ｗ􀆰 Ｔｕｒｎｅｒ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ꎬ １９６５􀆰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５８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ꎮ

从 １９６８ 至 １９７１ 年ꎬ 汇丰银行上海分行的利润从 １０􀆰 ８ 万 ＲＭＢ 增长至 ２８􀆰 ８ 万 ＲＭＢꎮ 参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 Ｈｅａｄ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９６７ꎬ １９７０ꎬ １９７１ꎻ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 Ｏｆｆｉｃｅꎬ １６０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ꎮ

Ｃ􀆰 Ｒ􀆰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ｃｈｅｎｋ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ＡＲ􀆳ｓ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５８􀆰

与美国的贸易ꎬ 是通过途经新加坡和日本的英国船运公司以及后来在香港注册的挂着英国

国旗的中国船运公司ꎬ 这样很容易绕过联合国的贸易限制ꎮ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① 成员一致赞同对新中国进

行贸易限制ꎬ 像对待苏联一样ꎮ １９５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ꎬ 中国抗美援朝ꎮ 此后ꎬ
美国对中国大陆、 香港和澳门完全实行贸易禁运ꎮ 美国要求其盟友也实行对

新中国贸易禁运ꎬ 但中英贸易外交却正常进行ꎮ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ꎬ 莫斯科举办国

际经济会议ꎬ 旨在促进无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间进行国际贸易ꎮ 这次会议首

个战果是ꎬ 将资助建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② 和英国国际贸易促进会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③ꎮ 中英促进会成员与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英

贸易公司密切相连ꎬ 由此可见建立这些机构的目的ꎮ 然而ꎬ 在此之前ꎬ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ꎬ 美国指责英国政府英国船只参与运送出口中国的战略物资ꎬ 但是ꎬ
英国拒绝实行船运控制ꎮ④ 同年年底ꎬ 在英国和日本的施压下ꎬ 华盛顿同意

降低禁运条件ꎮ
如果香港需要扮演为英国守卫其世界地位和战略目标的中枢角色ꎬ 那

么ꎬ 必须保护她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ꎮ 在 １９５０ 和 １９５１ 年ꎬ 即新中国胜利

的前几年ꎬ 对汇丰银行而言ꎬ 其业务没有巨大变化或消极影响ꎮ 失去中国大

陆贸易的损失ꎬ 正好由其经济支持香港进出口的利润来填补ꎮ 事实上ꎬ 汇丰

银行根本没有什么损失ꎬ 与中国大陆的贸易ꎬ 是 ２０ 世纪香港出口快速发展

的根源ꎮ⑤ 在 １９４９ 年ꎬ 香港官方出口中国大陆 (不包括隐性收入和走私贸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简称 ＣＯＣＯＭꎬ 也称作 “巴黎团”ꎬ 创建于 １９４９ 年ꎮ 其十五名成员分别来自美国、 加拿大和

西欧国家 (不包括冰岛)ꎮ

简称 ＣＣＰＩＴꎬ 其很多成员都与周恩来和陈云有密切关系ꎮ 首届理事会的成员是 １９４９ 年以前

中国贸易联盟的官员、 商人和银行家ꎮ 参见 Ｃｈａｄ Ｊ􀆰 Ｍｉｔｃｈａｍ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７－１０ꎮ

简称 ＢＣＩＴꎮ 与中国国际贸易理事会一样ꎬ 英国国际贸易理事会成员均是 １９４９ 年以前中国商

业的 “退伍老兵”ꎮ 参见 Ｍｉｔｃｈａｍ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６ꎮ

事实上ꎬ 英国从来没有关闭其通过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贸易ꎮ 在中国香港、 新加坡、 利比亚

和巴拿马注册的船运公司ꎬ 均支持英国的或中国的以某种方式转换贸易ꎬ 允许通过香港的贸易继续

进行ꎮ 其中一些船运公司由汇丰银行股份公司控制ꎮ 参见 Ｋ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Ｂａｎ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１９４１－ １９８４ꎬ ｐｐ􀆰 ９２６－ ９２９􀆰 Ｍｉｔｃｈａｍꎬ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１０－ １３ꎻ Ｑｉｎｇ Ｓｉｍｅｉꎬ “ Ｔｈｅ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ｍｂａｒｇｏ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１９５４－１９５８”ꎬ ｉｎ Ｗａｒｒｅｎ

Ｉ􀆰 Ｃｏｈｅｎꎬ Ａｋｉｒａ Ｉｒｉｙｅ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ꎬ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ꎬ １９５３ － １９６０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１２８－１３１ꎮ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Ｙｅｕｎｇꎬ “Ｔｒａｄｅ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Ｖｏｌ􀆰 １０ꎬ Ｎｏ􀆰

９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０ꎬ ｐ􀆰 ８２２􀆰



易) 的贸易额达 １０􀆰 ２４ 亿美元ꎬ 从中国大陆的进口总值为 １０􀆰 ３８ 亿美元ꎬ
１９５０ 年 (中共胜利后)ꎬ 香港出口至中国大陆的贸易额翻倍ꎬ 约 ２５􀆰 ５５ 亿美

元ꎬ 进口额增加至 １５􀆰 ０５ 亿美元ꎮ 二十年来ꎬ 香港首次对中国大陆的贸易出

现贸易顺差ꎬ 上次贸易顺差发生在 １９３１ 年ꎬ 当时贸易顺差额是 １􀆰 ７５ 亿美

元ꎬ 而 １９５０ 年的顺差额是 １０􀆰 ５ 亿美元ꎮ① １９５１ 年ꎬ 香港出口额增加至

２８􀆰 ０７ 亿美元ꎬ 而从大陆的进口额仅增加至 １􀆰 ５１ 亿美元ꎬ 贸易顺差额为

１２􀆰 ９７ 亿美元ꎮ② 莫斯相信 “中国业务” 前程似锦ꎬ 看来是有先知先觉的ꎮ
事实上ꎬ １９５１ 年是香港与中国大陆贸易顺差的最后一年ꎮ 从这年起ꎬ 香

港从中国大陆的进口额一直增长ꎬ 并超过出口额ꎬ 直至 １９９７ 年香港回归中

国ꎮ １９５０ 年ꎬ 中共大陆对香港的出口额增长了 ４５％ꎮ 然而ꎬ 随着联合国发布

对中国大陆的贸易禁运ꎬ １９５２ 年降低至－４％ꎮ 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ꎬ 中国对香港的出口稳步增长ꎮ 而中国大跃进的失败 (１９５９
年显现出来)ꎬ 使得大陆对香港的出口量明显下滑ꎬ 第二个五年计划基本保

持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水平ꎮ 随着大跃进的灾难性影响逐渐消逝ꎬ 中国大陆对香港

的出口出现回升ꎬ １９６１ 年是低谷ꎬ 此后ꎬ １９６２ 至 １９６６ 年间ꎬ 一直呈快速增

长趋势ꎮ③

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后ꎬ １９５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ꎬ 联合国开始对出口中国战略

物资实行贸易禁运ꎮ④ 美国亦实行对中国大陆出口贸易的完全禁运ꎬ 并限制

外国进口中国商品ꎮ 以往外国从香港进口的大部分商品ꎬ 都被美国视为源自

中国大陆ꎮ 由于这个原因ꎬ 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贸易骤然减少ꎬ 较之上一年ꎬ
贸易量减少 ４５％ꎮ 联合国贸易禁运使得香港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骤然减少ꎬ 从

１９５１ 年的 ２８􀆰 ０７ 亿美元降低至 １９５２ 年的 ９􀆰 １１ 亿美元ꎬ 降幅达 ６８％ꎮ 从那时

起一路下滑ꎬ １９５３ 年达 ９􀆰 ４６ 亿美元ꎬ １９６７ 年则降低至 ８４００ 万美元ꎮ 香港出

口给中国大陆的商品由两部分组成: 香港制造的商品和来自世界各地经香港

再出口商品ꎮ “当总出口量减少时ꎬ 世界各地经香港的再出口商品占香港总

出口量的 ７５％—９８％ꎬ 早几年占的比重更高ꎮ”⑤ 在 １９５３ 至 １９５７ 年ꎬ １９５８ 年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ｓꎬ １９３１ － ４０ꎻ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ｔｕｒｎｓꎬ １９４６ － ５３ꎻ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ꎬ １９５４ － ６６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ａｚｅｔｔｅꎬ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Ｎｏ􀆰 ４ꎬ ２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６８􀆰

Ｙｅｕｎｇꎬ “Ｔｒａｄｅ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ｐ􀆰 ８２３􀆰

Ｙｅｕｎｇ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８２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ꎬ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Ｓｅｐｔ􀆰 ２９ꎬ １９５５ꎬ ｐｐ􀆰 ３９５－３９９􀆰

Ｙｅｕｎｇꎬ “Ｔｒａｄｅ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ꎬ ｐ􀆰 ８２４􀆰



至 １９６２ 年和 １９６３ 年至 １９６７ 年三个五年计划中ꎬ 香港从大陆进口的商品中ꎬ
几乎 ５０％是食物ꎬ 排在前几名的是活畜、 水果、 蔬菜、 谷物和谷类加工品

等ꎮ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纺纱、 纤维织物、 人造制品及相关商品所占比

例排在活畜之后ꎬ 但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ꎬ 这些商品已超过活畜 ５％ꎮ 非食

用动物和蔬菜原材料逐渐减少ꎬ 而非金属矿物制品、 衣物、 钢铁和鞋类产品

则逐渐增多ꎮ 由于大跃进ꎬ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出现变化ꎬ １９５９ 年ꎬ 大陆对

香港的出口量大幅度降低ꎬ 但在出口构成方面没有大的变化ꎮ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年

间ꎬ 香港出口大陆的商品主要是医药制品ꎬ 染色品、 革制品和化肥ꎮ １９５８
年ꎬ 前两种商品不占主要ꎬ 随后几年也不是主体ꎮ 化肥完全是再出口商品ꎬ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年间ꎬ 其相对重要性也降低了ꎮ 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

间ꎬ 有色金属 (或基本金属) 的进口量显著增加ꎮ 同时ꎬ 纺纱、 纤维制品、
人造制品和相关物品变为香港的主要出口商品ꎬ 也是其再出口商品的主体ꎬ
１９６３—１９６７ 年间ꎬ 上述商品占香港出口品的 ６７􀆰 ５％的份额ꎬ 占出口中国大陆

的再出口商品的 １７􀆰 ８％ꎮ
１９５０ 年及 １９５１ 年早期ꎬ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言ꎬ 香港是出入安全港ꎮ

通过该港ꎬ 中国大陆进口大量物资ꎮ 因此ꎬ 在联合国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制裁

之前ꎬ 一段时间ꎬ 香港转口贸易达到顶峰ꎬ 并尽情享受历史罕见的对新中国

贸易顺差ꎮ 但是ꎬ 联合国对新中国实行贸易禁运后ꎬ 香港这种顺差骤然下

滑ꎬ 并突然导致向反方向发展ꎬ 其传统转口贸易商品突然下滑ꎮ 幸运的是ꎬ
中国大陆大批难民的流入ꎬ 使得香港成为大陆外逃资本、 劳工和创业的天

堂ꎮ 经过这困难的转变期ꎬ 香港经济进入工业化轨道ꎮ

新中国的对外贸易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①

进口②　 出口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４

华沙条约国: ３６６􀆯 ３ ３０２􀆯 ０ ２１６􀆯 ７ ５９７􀆯 ６ ５６９􀆯 ９ ４２０􀆯 ０

西欧国家:

　 ａ) 英国 ２４􀆯 １ ３７􀆯 ４ ５０􀆯 ０ ６４􀆯 ８ ５１􀆯 ９ ６９􀆯 ０

　 ｂ) 法国 ４３􀆯 ３ ５８􀆯 ４ ４９􀆯 ６ １７􀆯 ０ ２１􀆯 １ ３０􀆯 ８

３８

①

②

Ｈｅｎｒｉ Ｌａｕｒｅｎｓꎬ ‘ Ｌｅｓ ｐａｙ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ｕｘ ｅｔ ｌｅ ｍａｒｃｈé ｃｈｉｎｏｉｓ’ꎬ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ꎬ Ｎ° １ꎬ ３１ｅ

ａｎｎéｅ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１９６６ꎬ ｐ􀆰 ６６􀆰

以百万美元为单位计算ꎮ



续表

进口　 出口

　 ｃ) 德国 ３１􀆯 １ １５􀆯 ４ ２５􀆯 ５ ３９􀆯 ３ ４０􀆯 ８ ５１􀆯 ７

　 ｄ) 意大利 １９􀆯 ０ ９􀆯 ３ １８􀆯 ５ １４􀆯 １ １９􀆯 １ ２３􀆯 ８

　 ｅ) 比利时 ７􀆯 ９ ９􀆯 ５ ７􀆯 ３ ４􀆯 ８ ８􀆯 ３ １３􀆯 ７

　 ｆ) 荷兰 ３􀆯 ４ １２􀆯 ９ ５􀆯 ９ １３􀆯 ９ １５􀆯 ８ ２０􀆯 ０

　 ｇ) 丹麦 ３􀆯 ７ ０􀆯 ６ １􀆯 １ ９􀆯 ４ ６􀆯 ７ １０􀆯 ９

　 ｈ) 挪威 ０􀆯 ９ ３􀆯 ３ ５􀆯 ９ １􀆯 ５ ２􀆯 ０ ３􀆯 ２

其他中立欧洲国家:

　 ｉ) 瑞士 ３􀆯 ６ ５􀆯 ８ １０􀆯 ６ ９􀆯 ９ １０􀆯 ３ １０􀆯 ８

　 ｊ) 芬兰 ５􀆯 １ ５􀆯 ７ ６􀆯 ６ ２􀆯 １ ３􀆯 ０ ６􀆯 ８

　 ｋ) 瑞典 ４􀆯 ８ ４􀆯 ７ １４􀆯 ０ ５􀆯 ２ ７􀆯 ７ １２􀆯 ２

非欧洲国家:

　 ｌ) 澳大利亚 ９７􀆯 ０ ２０２􀆯 １ １５２􀆯 ８ １１􀆯 ０ １４􀆯 ８ ２２􀆯 ９

　 ｍ) 加拿大 １３７􀆯 ０ ９７􀆯 ２ １２６􀆯 ４ ４􀆯 ３ ４􀆯 ８ ８􀆯 ７

　 ｎ) 日本 ３８􀆯 ５ ６２􀆯 ４ １５２􀆯 ８ ４６􀆯 ０ ７４􀆯 ６ １５７􀆯 ８

香港: １４􀆯 ９ １２􀆯 ２ １０􀆯 ５ ２１２􀆯 ３ ２６０􀆯 ２ ３４４􀆯 ８

其他国家: １３２􀆯 ３ １８７􀆯 １ ３０８􀆯 ９ ２０３􀆯 ０ ２８０􀆯 ７ ３３８􀆯 ２

总量: ９３４􀆯 ０ １０２５􀆯 １ １１６３􀆯 ８ １２５９􀆯 ８ １３９５􀆯 ０ １５４９􀆯 ０

１９６１ 年起ꎬ 中英直接贸易骤然上升ꎮ １９６２ 至 １９６５ 年间ꎬ 英国直接出口

新中国的贸易量翻倍增加ꎮ 来自英国和香港的贸易代表团及重要公司总是参

加半年一次举办的广交会ꎮ 仅 １９６４ 年ꎬ 英中贸易理事会 (１９５４ 年英国政府

创建) 就推动三个特殊贸易博览会在北京召开ꎬ １００ 多个英国公司参加ꎮ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至 ９ 月ꎬ 不少于 ２３ 个新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英国ꎮ① １９６５ 年绝

对见证了中英经济关系快速发展ꎮ 中国从英国主要进口工业和通信设备、 汽

车、 牵引机、 科学设备、 不锈钢管、 染色和纺织工业的原料ꎮ １９６５ 年ꎬ 中国

政府签订了大部分上述进口订单: 两货轮 １５０００ 吨货物已下令运至桑德兰

(Ｓｕｎｄｅｒｌａｎｄ) 的威廉码头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ｏｘｆｏｒｄ ＆ Ｓｏｎｓ􀆳 ｓｈｉｐｙａｒｄｓ)ꎻ ８ 月份ꎬ 与

４８

① Ｌａｕｒｅｎｓꎬ ‘ Ｌｅｓ ｐａｙｓ 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ｕｘ ｅｔ ｌｅ ｍａｒｃｈé ｃｈｉｎｏｉ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ꎬ Ｎ° １ꎬ １９６６ － ３１ｅ

ａｎｎéｅꎬ ｐｐ􀆰 ７５－７６􀆰



必胜公司 (Ｐｒｉｎｅｘꎬ Ｃｏｕｒｔａｕｌｄ) 签订价值约 ８４００ 万美元的合同以在中国建立

一个大型腈纶厂ꎻ 与西门公司 (Ｓｉｍｏｎ Ｃａｒｖｅｓ Ｌｔｄ) 签订约 １􀆰 ２６ 亿美元的订

单建立聚乙烯加工厂ꎻ 与威克斯 (Ｖｉｃｋｅｒｓ) 的 ６３００ 万美元建立聚丙烯厂的

三分之一的合同已签署ꎮ １９６５ 年 １０ 月ꎬ 英国塑料厂在天津举办大型展览会ꎬ
帝国化工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ＩＣＩ)、 法米卡 (Ｆｏｒｍｉｃａ) 和

莫干奈特 (Ｍｏｒｇａｎｉｔｅ) 均参加这次博览会ꎮ 这些公司从 １９６３ 年起开始在中

国大陆出现ꎬ 特别是帝国化工ꎬ 其 １９６４ 年对新中国的出口额达 １００ 万英镑ꎮ
在这次天津展览会上ꎬ 英国贸易战略的变化也显现出来ꎮ 事实上ꎬ 英国举办

这次展览会的目的ꎬ 就是为了提升英中经济关系ꎬ 一方面卖英国制成品ꎬ 另

一方面卖怎样工业化ꎬ 英国的帮助及签合同都是为了在中国大陆直接建立工

厂和工业基础设施ꎮ① 此外ꎬ １９６２ 至 １９６６ 年ꎬ 在工业关系上ꎬ 正是英国政

府努力推进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取得高水平ꎬ 他们达到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金

融和进出口关系的数额与高度ꎮ②

作为 贸 易 交 换 游 戏 的 玩 家ꎬ (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ｄｅ ‘ Ｌｅｓ ｊｅｕｘ ｄｅ
ｌ􀆳éｃｈａｎｇｅ’ )③ꎬ 香港在新中国与英国及其他国家经济交往舞台上扮演着重要

角色ꎮ

香港与新中国的关键年 (１９６７—１９７４): 金融视角

中国银行是香港大陆控制的银行 (统一简称香港中控银行) 中最杰出

的ꎬ 但它不是最大的ꎮ④ １９６１ 至 １９７０ 年ꎬ 香港有十三家中控银行ꎬ 共 ５５ 个

５８

①

②

③

④

Ｌａｕｒｅｎｓ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７６􀆰

１９６４ 年ꎬ 日本首相佐藤荣作 (Ｅｉｓａｋｕ Ｓａｔｏ) 决定限制日本进出口银行贷款给予中国大陆贸

易的日本企业ꎬ 逼迫这些日本企业向香港银行系统寻求资金支持ꎬ 故此ꎬ 从这一年起ꎬ 香港的金融

中心地位得到加强ꎮ

布罗代尔 (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 的经典著作ꎮ

Ｃ􀆰 Ｒ􀆰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ｃｈｅｎｋ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ＡＲ􀆳ｓ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７􀆰



分行ꎮ① 毫无疑问ꎬ 中国银行是最受中国政治影响的中国国有银行ꎬ 而南洋

商业银行 ( ｔｈｅ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是银行储蓄和预支款最大的ꎮ
１９６１ 至 １９６６ 年ꎬ 香港中控银行的财务指数逐年增加ꎬ １９６６ 年达到储蓄最高

值ꎬ 但 １９６７ 年的骚乱致使这种增长态势下滑ꎮ 随后进入恢复快速增长期ꎬ
１９７２ 年赶上 １９６６ 年的储蓄值ꎮ 同年 １２ 月份ꎬ “香港中控银行持有 ２００ 万港

币以上ꎬ 储蓄约合 ３􀆰 ５４ 亿美元”ꎮ② 储蓄增长最快的银行是新华信托ꎬ 广东

银行和南洋商业银行 (ｔｈｅ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ꎮ 这三家银行ꎬ 特别是

１９６７ 以后ꎬ 在香港有很重要的分行ꎮ １９６４ 年ꎬ 它们占香港中控银行储蓄值

的 ４０％ꎮ③

香港中控银行不从事大众借贷业务 (个别例外)ꎬ 它们持有很多流动资

本ꎬ 大量储蓄别有它用ꎬ 主要输往香港以外地区ꎬ 包括中国大陆及其他地

区ꎬ 如新加坡、 伦敦或科威特城ꎮ④ １９７０ 年 １ 月ꎬ 香港中控银行有这些⑤:
中国银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ａ)ꎬ 交通银行 (Ｂａｎｋ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中国南海

银行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Ｓｅａ Ｂａｎｋ)ꎬ 中国国家银行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ｎｋ)ꎬ 集友

银行 公 司 ( Ｃｈｉｙｕ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⑥ꎬ 华 侨 商 业 银 行 ( Ｈｕａ Ｃｈｉａｏ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些银行中一些在中国大陆注册ꎬ 一些在香港注册但受中共控制ꎮ 因为不可能在中共大陆

建立有效所有权ꎬ 还有一些在香港或新加坡注册ꎮ 关于中国银行ꎬ 参见 Ｍｉｔｃｈａｍꎬ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９ꎬ ｐ􀆰 １２ ａｎｄ ｎｏｔｅ ３０ꎻ Ｇｉａｎｎｉ Ｓａｌｖｉｎｉꎬ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ｄｅｌｌａ Ｃｉｎａꎬ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ꎬ Ｅｔａｓ Ｌｉｂｒｉꎬ Ｍｉｌａｎｏꎬ １９７８ꎬ ｐｐ􀆰 １９４－１９７ꎻ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Ｐａｌｍｉｅｒｉꎬ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ｃｉｎｅｓｅ ｖｅｒｓｏ ｇｌｉ ａｎｎｉ 􀆳８０􀆰

Ｓｖｉｌｕｐｐｏꎬ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ｏ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ｚｉａꎬ Ｅｉｎａｕｄｉꎬ Ｔｏｒｉｎｏꎬ ｐｐ􀆰 １４２－１４７ꎮ

Ｃ􀆰 Ｒ􀆰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ｉｎ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ｃｈｅｎｋ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ＡＲ􀆳ｓ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８􀆰

１９６７ 年以后ꎬ 这三家银行的存款逐渐降低ꎬ １９７２ 年降低至 ９％ꎮ １９８１ 年ꎬ 它们又达到 １５％ꎮ

参见 Ｃ􀆰 Ｒ􀆰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１９４５－１９６５”ꎬ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 (２)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１３１－１５４ꎻ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ｐ􀆰 ４８ꎬ ５１ꎮ

具体关于香港注册中国大陆银行的流动资本问题仅有一次报道于 １９９ 年 １２ 月ꎮ 就这个月ꎬ

“中国大陆银行总流动资本的 ８０％在海外ꎮ 剩余 ２０％是现金和银行净资产ꎮ” 其中ꎬ 海外流动资本的

７０％在中国大陆ꎬ 剩余在伦敦ꎮ 参见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ｐ􀆰 ５１－５２ꎮ

分类根据 １９７０ 年提供给银行委员会的银行名单ꎮ 具体见 ＨＫＲＳ４１１ / ２ / ４５ꎮ 参见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５１－５３ꎮ

１９６７ 年ꎬ 集友银行从大陆银行名单中去除ꎬ １９６９ 年再次出现在名单中ꎮ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①ꎬ 金城银行 (Ｋｉｎｃｈｅｎｇ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ｏｒｐ)ꎬ 广东银行ꎬ 南洋商业银

行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ꎬ 中国商业银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ꎬ
宝生银行 (Ｐｏ Ｓａｎｇ Ｂａｎｋ)ꎬ 新华信托ꎬ 盐业商业银行 (ＹｉｅｎＹｉｅ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ꎮ

中国银行主攻外贸ꎬ 在大陆拥有最大账户余额ꎬ 大致不少于中国银行总

账户余额的 ３５％ꎬ 比英国中控银行总资产的二分之一还要多ꎮ 南洋商业银行

主要从事香港地方贷款业务ꎬ 持有中国海外账户余额的 １５％及中国在英国总

资产的 ２１％ꎮ 在大陆的香港中控银行的 ８７％ 资产是银行储蓄ꎬ 这些存款随

时待命ꎬ 仅小部分用作商业目的ꎮ②由此可见ꎬ 从 ５０ 年代起ꎬ 香港与大陆一

体化的程度ꎬ 就如凯瑟琳􀅰申克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Ｓｃｈｅｎｋ) 所强调的一样ꎮ 香港中

控银行的作用ꎬ 显然ꎬ 确保了大陆与香港联系的可持续性ꎮ③

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金融与贸易关系ꎬ 显示出港币与人民币汇率的关键作

用ꎮ 在 ５０ 年代ꎬ ６０ 年代ꎬ 直至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ꎬ 新中国一直实行可控制汇率浮

动制度ꎮ 这一时期ꎬ 人民币不是可兑换货币ꎬ 故人民币汇率不受市场汇率约

束ꎬ 但受中国政府控制ꎮ １９７１ 至 １９７３ 年ꎬ 港币和人民币首次兑美元升值ꎬ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ꎬ 它们兑美元超过从英镑到美元的锚币兑换ꎮ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ꎬ 港

币首次超过人民币ꎬ １９７４ 年 １ 月ꎬ 人民币进行跟进ꎮ 推动这场香港与大陆金

融关系货币革命的决定ꎬ 绝对是加强港陆两地经济联系的关键转折点ꎮ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周日) 凌晨 １: ３０ꎬ 英国政府通知香港政府英镑这

天贬值ꎮ④ 港府马上召集议会开会以决定作何应对ꎮ １１ 月 １９ 日下午ꎬ 新加

坡和马来亚宣布她们不准备跟进ꎮ 这为香港议会中汇丰银行代表 (受中国政

府支持) 提出抗议打开缺口ꎮ 不与香港商量伦敦就做出这样的决定ꎬ 明显是

没有考虑到香港利益 (香港英镑外汇储备将大量贬值)ꎬ 再者ꎬ 这将严重影

７８

①

②

③

④

从 １９６７ 年起ꎬ 华侨银行才被视为大陆的银行ꎮ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５３􀆰

关于香港银行系统的概况ꎬ 参见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Ｒ􀆰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１９４５－６５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４４－７１ꎮ

就英镑危机和贬值问题ꎬ 经典分析是: Ａｌｅｃ Ｃａｉｒｎｃｒｏｓｓꎬ Ｂａｒｒｙ ｊ􀆰 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ꎬ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９３１ꎬ １９４９ ａｎｄ １９６７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８３ꎮ 但是ꎬ 苏珊﹒斯

特兰奇 (Ｓｕｓａ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 却首次指出香港再 １９６７ 年英镑贬值中的作用ꎮ 参见 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ꎬ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Ｒｏｙ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４４－)ꎬ Ｖｏｌ􀆰

４７ꎬ Ｎ° ２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９７１ꎬ ｐｐ􀆰 ３０２ － ３１５ꎻ Ｓ􀆰 Ｓｔｒａｎｇｅꎬ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ｏｌｉｃｙ: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ｉ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１ꎮ



响香港与中国大陆的进出口贸易价格ꎮ １９６７ 年春ꎬ 香港爆发骚乱和罢工ꎬ①

此后ꎬ 港府使用政治手段考虑通货膨胀风险ꎬ 他们加大控制基本生活用品价

格ꎬ 避免恐慌发生ꎮ 香港食物和工业基本必需品都从中国大陆进口ꎬ １９６７ 年

达 ７０％以上ꎬ② 港币贬值而人民币不贬值ꎬ 自然危及香港地方经济和社会稳

定ꎮ 没有犹豫ꎬ 香港议会中ꎬ 在英国官员决定追随英镑贬值港币也贬值的半

小时之内ꎬ 汇丰银行代表和中国成员投票反对这一决定ꎮ③

很快ꎬ 香港的反应是反对议会的决定ꎮ 香港共产主义和左翼报纸强烈批

评英国殖民统治ꎬ 中国温和派报纸也指责英国不顾及香港地方利益ꎮ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ꎬ 在中国政府和中国银行宣布不跟随英镑贬值的决定之后ꎬ 人民

币兑港币升值 １４􀆰 ３％ꎮ 这马上刺激香港基本物资价格飞速上涨ꎬ 主要是食物

价格ꎮ
中国政府愿意向香港政府施加政治影响吗? 有可能ꎮ 但是ꎬ 英国当局也

受其中国事务部关于公共意见调查报告的影响ꎮ 这一调查报告显示ꎬ 大多数

香港居民担心生活成本上涨ꎬ 反对英镑和港币贬值ꎮ④ １１ 月 ２２ 日ꎬ 即香港议

会做出决定的第三天ꎬ 香港财政司司长郭伯伟 (Ｊｏｈｎ Ｊａｍｅｓ Ｃｏｗｐｅｒｔｈｗａｉｔｅ)⑤

决定港币兑英镑升值 １０％ꎮ 从这开始ꎬ 直到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和 “尼克松冲

击”ꎬ 人民币才允许兑港币贬值ꎮ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ꎬ 美元重塑稳定ꎬ 这刺激人民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从 １９６６ 年 ８ 月至 １９６７ 年夏爆发的香港骚乱ꎬ 与港府政治经济决定的绝对相关性ꎬ 雷﹒耶

(Ｒａｙ Ｙｅｐ) 已做了深入研究ꎮ 参见 Ｒａｙ Ｙｅｐꎬ “ Ｔｈｅ １９６７ Ｒｉｏ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Ｎ°１９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２２－１３９ꎻ Ｒａｙ

Ｙｅｐꎬ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１９６７”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Ｉｓｓｕｅ ０４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００７－１０３２ꎮ

直到 １９６９ 年年底ꎬ 香港的水供应ꎬ 依然需要定期从中国大陆购买ꎮ 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发现

其有用ꎮ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ꎬ Ｒｅｖ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ꎬ １８ｅ ａｎｎéｅꎬ ｎ° ２ꎬ １９６８ꎬ

ｐｐ􀆰 ３２７－３３２ꎮ

仅一个英国官员反对这一决定ꎮ 在英格兰银行档案中ꎬ 有 １９６７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执行理事会热

烈争论的有趣报告ꎮ 参见 Ｈａｓｌｅｍ ｔｏ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２２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６７ꎬ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ＯＶ４４ / ２５８ꎮ

Ｓｃｈｅｎｋꎬ “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 ６０􀆰

被米尔顿􀅰弗里德曼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誉为 “香港奇迹背后的男人”ꎮ



币再次对港币升值ꎮ①

尽管英镑贸易下滑ꎬ 但 “香港外汇储备 ９９％是英镑ꎬ 并且英镑是干预货

币”ꎮ②当然ꎬ 香港这一选择不但是历史传统的结果ꎬ 也是出于英镑贸易经济

利益的考虑ꎮ 首先ꎬ 英国政府证券的市场价格ꎬ 比短期英镑资产的高利率要

高ꎮ③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ꎬ 香港作为中国大陆金融中介机构的重要作用倾

向于英镑作为国际货币ꎮ④ 在 １９７２ 年的英镑漂浮不定和中美关系开启之后ꎬ
英镑对中国大陆才不那么重要了ꎮ 直到 １９７２ 年ꎬ 汇丰银行卖给香港中控银

行的英镑大约占每年的二分之一ꎮ １９６７ 年夏ꎬ 在香港陷入骚乱之时ꎬ 大陆对

英镑的需求降低ꎬ 然而ꎬ １９７０ 年再次达到高峰ꎬ 原因是自 １９６０ 年来大陆首

次出现贸易赤字ꎮ 同年ꎬ 香港中控银行购买英镑的数额占中国总进口量的三

分之一ꎮ “至 １９７３ 年ꎬ 香港银行卖给中国银行 ５ 亿英镑”ꎬ 占这一年新中国

进口账单的 ２５％ꎮ⑤ 这些事实清楚证明ꎬ 保持港币兑英镑汇率的稳定ꎬ 对中

国大陆十分重要ꎮ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ꎬ 香港与英国政府签订第一个英镑协议ꎮ 与其他英镑区国家

一样ꎬ 香港政府同意其 ９９％的外汇储备为英镑ꎬ 但交换条件是: 英国政府保

证英镑汇率及同意赔偿英镑持有者万一英镑兑美元贬值ꎮ １９７０ 年 ３ 月ꎬ 香港

持有 ４􀆰 ２２ 亿英镑外汇储备ꎬ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英镑持有者ꎮ⑥

从 １９６８ 年起ꎬ 新中国要求其出口合同以人民币来标价ꎬ 通过外国银行

的人民币账户来与中国银行交易ꎮ 从 １９６７ 至 １９６８ 年ꎬ 中控银行在伦敦的资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详见: Ｄｕｃｃｉｏ Ｂａｓｏｓｉꎬ 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 ｄｅｌ Ｄｏｌｌａｒｏ􀆰 Ｉｎｔｅｒｄｉｐｅｎｄｅｎｚ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ｅ Ｐｏｔｅｒｅ Ｓｔａｔｕｎｉｔｅｎｓｅ Ｎｅｇｌｉ

Ａｎｎｉ Ｄｉ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ｘｏｎ (１９６９－１９７３)ꎬ Ｆｉｒｅｎｚｅꎬ Ｐｏｌｉｓｔａｍｐａꎬ ２００６􀆰 关于主要国家外交的货币政策作用的

详细阐述ꎬ 参见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ａｕｒｏ Ｃａｍｐｕｓꎬ Ｒｏｂｅｒｔｏ Ｐｅｒｕｚｚｉ ａｎｄ ＤｕｃｃｉｏＢａｓｏｓｉ ｉｎ Ｍ􀆰 Ｃａｍｐｕ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ꎬ Ｓｖｉｌｕｐｐｏꎬ ｃｒｉｓｉ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ｚｉｏｎｅ􀆰 Ｔｅｍｉ ｄｉ ｓｔｏｒｉａ ｄｅｌｌｅ ｒｅｌａｚｉｏｎ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ｉ ｐｅｒ ｉｌ ＸＸＩ° ｓｅｃｏｌｏꎬ Ｂｒｕｎｏ

Ｍｏｎｄａｄｏｒｉꎬ Ｍｉｌａｎｏꎬ ２０１２ꎮ

Ｓｃｈｅｎｋꎬ “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 ６０􀆰

至 １９７２ 年ꎬ 香港英镑资产每年有 ３０００ 万英镑的利润ꎮ 参见 Ｔｈｅ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８ꎬ Ｎ° ５１ꎬ １６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２ꎬ ｐ􀆰 ４０ꎮ 另见 Ｓｉｒ Ｐｈｉｌｉｐ Ｈａｄｄｏｎ－Ｃａｖｅꎬ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ｙ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１ ｔｏ １９８１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６０ꎮ

关于香港作为中国大陆的金融中介机构一直持续到 １９６７ 年英镑贬值ꎮ 具体详见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７２－９４ꎮ

Ｃ􀆰 Ｒ􀆰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Ｂａｃｋ: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６０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 ＬＶＩＩꎬ Ｎ° 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５５１－５８０􀆰

Ｄｒａｆｔ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１８ Ｊｕｎｅ １９７０ꎬ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ＯＶ４４ / １２０􀆰



产从 １７０ 亿港币降低至 ３３０ 万美元ꎮ 人民币转换为其他货币成为中国官方出

口合同生效的唯一可能ꎮ 由于人民币尚不能与美元直接兑换ꎬ 故此ꎬ 交易必

须先转化为英镑ꎬ 而后再转化为贸易商国内货币ꎮ
中国大陆与香港的贸易顺差ꎬ 又被用在支付从香港进口它国商品ꎬ 显示

出港币与其他货币直接兑换的至关重要性ꎮ①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ꎬ «史密森协议» (ｔｈｅ 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固定了新汇

率ꎮ 但是ꎬ 几个月后发现ꎬ 一些国家根本不受新汇率保护ꎮ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ꎬ 英

镑再次浮动ꎬ １９７３ 年 ２ 月ꎬ 美元再次贬值ꎮ １９７３ 年 ３ 月ꎬ 很多国家打破它

们固定汇率限制ꎮ 货币市场的混乱局势ꎬ 不但给新中国在外资产、 对外贸易

带来严重风险ꎬ 而且也展示出香港与大陆联系的日益重要性ꎮ 如果香港绑架

于一个正在下沉的货币ꎬ 英镑或美元ꎬ 那么ꎬ 中国政府应当果断地调整汇率

或提升出口香港商品的价格ꎬ 以避免损失ꎮ 但是ꎬ “最后ꎬ 北京决定采取对

香港有利的政策􀆺􀆺香港需要生存ꎬ 必须保持它对大陆的价值”ꎮ②

当然ꎬ 港币坚持与英镑挂钩ꎬ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美元再次贬值时ꎬ 港币兑美

元升值 ８􀆰 ５７％ꎬ 原因是如果港币兑英镑和人民币贬值ꎬ 那么存在香港生活成

本提高的风险ꎮ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ꎬ 中国政府允许人民币追随港币ꎮ③

１９７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ꎬ 英国政府通知香港政府: 英镑正在浮动ꎬ 需要港币

在跟随英镑或转向美元二者之间做出选择ꎮ④ 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 ( Ｓｉｒ
Ｍｕｒｒａｙ ＭａｃＬｅｈｏｓｅ) 在没有收到伦敦这一通知前ꎬ 就要求英国政府允许浮动

港币ꎮ 他的这一要求遭到英国政府否定ꎬ 于是ꎬ 他写信给伦敦: 他决定ꎬ
“在英镑浮动期内”ꎬ 港币与美元挂钩ꎮ 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ꎬ 最终打破了香

港作为新中国外汇输入者的角色ꎮ 首次ꎬ 汇丰银行报告说: 卖给中国银行英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１９７３ 年ꎬ 香港的贸易平衡是 ５４０ 亿港币ꎬ 但是 １９６６ 至 １９６９ 年ꎬ 每年大约 ２５０ 万港币ꎮ 约

７５％的中国对香港的出口没有再出口ꎬ 直接被香港消费掉ꎮ 参见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 ６３ꎮ

Ｌｅｏ Ｇｏｏｄｓｔａｄｔꎬ “Ｔｈｅ ＨＫＤ 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ꎬ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７ꎬ Ｎ°２９ꎬ １５ Ｊｕｌｙ

１９７２ꎬ ｐ􀆰 ３８􀆰 Ｓｃｈｅｎｋꎬ ｉｂｉｄ􀆰 ꎬ ｐ􀆰 ６４􀆰

Ｌｅｏ Ｇｏｏｄｓｔａｄｔꎬ “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Ｒｅ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Ｂｌｏｗ ｔｏ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ｓ”ꎬ 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７４ꎬ Ｎ°５２ꎬ ２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７１ꎬ ｐ􀆰 ２９􀆰

导致英镑上浮的过程ꎬ 参见 Ｍｉｃｈｅｌ Ｊ􀆰 Ｏｌｉｖｅｒꎬ Ａｒｒａｎ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ꎬ “Ｄｏｗｎｈｉｌｌ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ꎬ １９６８－１９７２”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６０ꎬ Ｎ°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４８６－５１２ꎮ



镑很困难了ꎬ 因为后者对英国的决定感到怀疑ꎬ 并开始质疑港币的汇率ꎮ①

在港督麦理浩爵士坚持他的暂行决定时ꎬ 汇丰银行代表则强调: 一旦传统联

系解体ꎬ 重返港币与英镑挂钩将前后矛盾了ꎮ② 不过ꎬ 英格兰银行认为ꎬ 麦

理浩港督做出上述决定ꎬ 是因为如果英镑下浮ꎬ 他害怕进口中国产品的价格

将上升ꎮ 保持与中国大陆的固定联系ꎬ 并照顾香港生活成本ꎬ 才是至关重

要的ꎮ③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ꎬ 香港政府被迫把英镑卖作美元又以港币买回以维持港币汇

率ꎮ 最后ꎬ 港督报告说: 香港的英镑即将用完ꎬ 将很快有必要解散英镑证

券ꎬ 即至今香港金融的 “生命保险”ꎮ 同年 ２ 月份ꎬ 美元贬值导致香港金融

局势恶化ꎬ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份也是这样ꎮ １９７３ 年夏ꎬ 人民币兑港币和美元升值ꎬ
大大促进了中国大陆出口物品价格的上升ꎬ 这严重影响香港食物价格ꎮ １９７３
年 ８ 月ꎬ 香港政府清楚看到ꎬ 保护香港经济需要砍断港币与英镑的联系以实

现港币自由浮动ꎮ 经过与英国财政部几个月的协商ꎬ 并且英格兰银行拒绝给

出令人满意的保护港币汇率的保证ꎬ 最后ꎬ 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ꎬ 香港政府决

定港币不再与任何其他货币挂钩ꎮ

结　 语

如果从正式外交关系之外考虑ꎬ 将研究聚焦在正式或非正式的 “经济外

交” 上ꎬ 那么就会发现ꎬ 新中国完全孤立的观点ꎬ 特别是中苏分裂和 １９６２
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后ꎬ 存在很多疑问ꎮ 整个 ６０ 年代ꎬ 新中国与西

方国家保持与发展的广泛关系ꎬ 远比与美国重建外交关系要早很多年ꎮ 尽管

这一时期新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中ꎬ 但是ꎬ 在这动乱岁月里依然可以看到新

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大量经济关系ꎬ 甚或至少是暂时的和有限放缓的ꎮ④ 这些

１９

①

②

③

④

Ｔｅｌｅｇｒａｍ ｆｒｏｍ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１８ Ｊｕｌｙ １９７２ꎬ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ＯＶ４４ / ２６６􀆰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ＨＳＢＣꎬ ‘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ꎬ ＨＳＢＣ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ｓ Ｆｉｌｅｓ １４５９ / ２􀆰 １４ꎬ

ＨＳＢＣ Ｇｒｏｕｐ Ａｒｃｈｉｖｅ􀆰

１９７２ 年 ７ 月 ６ 日ꎬ 港币与美元挂钩ꎬ 汇率是 ５􀆰 ６５ 港币兑 １ 美元ꎬ 两边获得 ２􀆰 ２５ 利润ꎮ 这标

志着英镑贬值 ５􀆰 ２％ꎮ ７ 月 ７ 日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ꎬ 人民币兑港币升值 １％ꎬ 兑美元升值

２􀆰 ２％ꎮ 参见 Ｓｃｈｅｎｋꎬ “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 ６６ꎮ

总体上ꎬ 新中国与西欧国家经济关系的放缓ꎬ 从 １９６７ 年 ５ 至 １０ 月可以看到ꎬ 即这一年的香

港骚乱起到关键作用ꎮ



国家有西德、 英国、 意大利、 日本、 罗马尼亚、 东德及其他国家ꎮ 这些证据

足以证明这个观点存在疑问ꎬ 即: 随着新中国对美国外交开放ꎬ 她才向西方

世界开放ꎮ 贸易与金融方面的这些事实有力证明了ꎬ 新中国与欧洲国家的经

济关系ꎬ 比北京与华盛顿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要早很多ꎮ
从这一点来说ꎬ 在很多方面ꎬ 英国与香港是特例ꎮ 早期ꎬ 英国承认新中

国ꎬ 是出于英国在中国大陆的资产、 香港及期盼 “暴风雨过后” 英国在中国

的商业会恢复如初ꎮ① 然而ꎬ ５０ 年代早期ꎬ 香港成了英国人对中国 “商业退

伍” 下赌注不草率的一个例证ꎮ 从伦敦角度来说ꎬ 香港是新中国向世界经济

开放的 “门户” 和 “服务中枢”ꎬ 但是ꎬ 这把 “钥匙” 必须掌握在英国人

手中ꎮ
第一阶段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ꎬ 尽管冷战的 “博弈规则”、 “共产主义恐怖”

及当时国际局势ꎬ 但是ꎬ 这一阶段如英国人所愿ꎬ 香港大大增加其对中国大

陆的出口ꎮ② 新中国卷入朝鲜战争ꎬ 及后来的贸易禁运ꎬ 阻断了英国通过香

港向中国大陆出口ꎬ 但这不意味着终结ꎬ 而是香港在中英关系中扮演战略经

济角色的华丽转身ꎮ 事实上ꎬ 从五十年代早期起ꎬ 大陆进口及大陆移民提供

的廉价劳动力ꎬ 使得香港上升为工业经济体ꎮ③ 随后ꎬ 香港工业需要大陆提

供低成本原材料、 劳工、 食物和水ꎬ 很快ꎬ 香港从中共的 “开放门户” 转变

为绝对依赖中国大陆ꎮ 再者ꎬ 中国大陆所需要的金融及相关服务ꎬ 只有香港

才能提供ꎮ 香港成为在港注册的中控银行和企业的有效基地ꎬ 并使得它们顺

利越过联合国的禁运及其他形式的国际限制ꎮ 首先ꎬ 香港是新中国经济最重

要的英镑提供者ꎬ 不管通过移民汇款还是中国政府直接购买英镑和英镑证

券ꎬ 主要渠道是通过汇丰银行ꎮ④

２９

①

②

③

④

当然ꎬ 承认新中国ꎬ 是因为英国人意识到当时国际局势下没有其他选择比这一务实的出路

更好ꎮ

例如ꎬ 中国卷入印尼战争和朝鲜战争ꎮ

１９６６—１９６７ 年的香港骚乱事件ꎬ 明显展示了香港经济与移民劳工的绝对相关性ꎮ 移民劳工

由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贸易联盟组织ꎮ 长期的罢工、 骚乱和混乱让香港殖民当局认识到ꎬ 他们需

要做出让步ꎬ 与中共当局保持良好关系ꎬ 通过控制从大陆的进口及商品价格以保持香港劳工的低成

本ꎮ 参见 Ｒａｙ Ｙｅｐꎬ “ Ｔｈｅ １９６７ Ｒｉｏｔｓ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ꎬ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Ｎ°１９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８ꎮ

中国银行购买国际市场上的英镑ꎬ 特别是科威特和纽约ꎬ 是通过它国银行购买的ꎬ 尤其是

法国在印尼的银行ꎮ 参见 Ｓｃｈｅｎｋꎬ “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 ｐｐ􀆰 ８２－８８ꎮ



汇丰银行与中国大陆金融体系所建立的特殊关系ꎬ 决定了汇丰银行需要

将银行自身发展战略与香港作为殖民地的未来命运分开ꎬ 需要它担任 “中国

人的银行” 的角色ꎮ 在 １９６７ 年的英镑危机及贬值事件中ꎬ 对于英国当局的

决定ꎬ 汇丰银行首次清楚表达自己的立场ꎬ 即立足于香港经济与货币自主

权ꎬ 这已是有力证明ꎮ 香港的未来是回归中国ꎬ 汇丰银行也是如此ꎮ 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为了香港经济和未来ꎬ 英镑贬值时ꎬ 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港币兑人

民币汇率问题ꎬ “这加大香港经济进一步疏远英国”ꎮ 货币交换市场的战争与

革命清楚展示了ꎬ 在 １９９７ 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ꎬ 中国大陆与香港长远经济

前景联系的持久重要性ꎮ①

３９

① 关于中国大陆与香港金融联系的解析及重要建议ꎬ 参见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ｇｈｉꎬ Ｉｌ ｌｕｎｇｏ ＸＸ° ｓｅｃｏｌｏ􀆰

Ｄｅｎａｒｏꎬ ｐｏｔｅｒｅ ｅ ｌｅ ｏｒｉｇｉｎｉ ｄｅｌ ｎｏｓｔｒｏ ｔｅｍｐｏꎬ Ｍｉｌａｎｏꎬ Ｉｌ Ｓａｇｇｉａｔｏｒｅꎬ １９９６ꎻ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ｇｈｉꎬ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ｏ ｅ

(Ｄｉｓ) ｏｒｄｉｎｅ ｍｏｎｄｉａｌｅꎬ Ｒｏｍａꎬ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ｌｉｂｒｉꎬ ２０１０ꎻ Ｍａｒｋ Ｔ􀆰 Ｂｅｒ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Ａｓｉａ􀆰 Ｆｒｏｍ

ｄ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４ꎮ





承认之前:
法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

安吉拉􀅰罗曼诺∗　 陈　 波∗∗译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ꎬ 法国政府新任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曾

到伯尔尼中国代表团驻地会见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

来ꎬ 这是日内瓦会议期间中法两国总理的首次会晤ꎮ 图为

１９５４ 年 ７ 月日内瓦会议期间孟戴斯－佛朗斯与周恩来握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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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多数关注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研究涉及两个时间段: 漠视

阶段 (１９４９—１９５４)ꎬ 那时中国不仅是冷战对手ꎬ 而且是法国在印度支那的

主要敌人①ꎻ 戴高乐将军推动法中建立官方关系的阶段 (１９６２—１９６４)ꎮ 后

一阶段得到了历史学者的极大关注ꎬ 一些成果集中研究戴高乐的战略眼光、
对冷战和当时国际关系的解读以及他为法国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的努力ꎮ
也有一些作者追溯到戴高乐 １９５８ 年上台ꎬ 研究他当时看待中国问题的方式

并为其后来的行动寻找蛛丝马迹ꎮ②

相反ꎬ 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６２ 年这段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研究得并不透彻ꎮ③ 而

且ꎬ 很多学者关注于法国对华政策的政治与战略层面ꎬ 忽视了经济和贸易因

素、 法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地位ꎬ 以及它们在法中外交关系当中的作用ꎮ 加勒

特􀅰马丁 (Ｇａｒｒｅｔｔ Ｍａｒｔｉｎ) 对戴高乐对华开启大门的原因、 时机和策略展开

研究后ꎬ 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戴高乐一个人的想法: “尽管总统是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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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追求多极的世界” 这篇论文中ꎬ 翟强简单地提到了 １９５５—１９６０ 年两国的关系ꎮ



对华政策的主要裁定者ꎬ 其他因素在推进法中缓和方面也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ꎮ” ① 马丁说他的文章 “表明中国官方与法国商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为两国

之间的关系搭建了良好的平台”ꎮ② 虽然他仅仅用了一页纸研究经济关系ꎬ 并

将时间限制在 １９６２—１９６３ 年ꎬ 还提到了中国方面的一些报告和动议ꎮ③但是

对于法国商人的作用或者这些联系是否对两国关系发展或法国对华政策的制

定产生了影响ꎬ 我们却是一无所知ꎮ
历史学家劳伦斯􀅰巴德尔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Ｂａｄｅｌ) 的著作 «订单外交» 有一

部分探讨了这一问题ꎮ 文章主要研究法国同苏联集团的关系ꎬ 不过用了 ２０
页的篇幅 (全书的 ４􀆰 ４％) 介绍承认之前的法中贸易关系ꎮ④ 巴德尔的分析

尽管篇幅简短ꎬ 却提供了很多详细信息ꎬ 并给出了准确的评价ꎮ 她认为ꎬ 在

正式建交之前法国的外交隐藏于幕后ꎬ 其职责也限制在调节企业在商业领域

内的活动ꎮ 当然ꎬ 就她的研究而言ꎬ 作者主要关注点是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早期ꎮ
迄今为止ꎬ 蒂埃里􀅰罗宾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Ｒｏｂｉｎ) 的 «雄鸡与龙» 这本书无论

是在时段上ꎬ 还是在方法上都堪称史学研究的一个例外ꎮ⑤罗宾使用了各种来

自公开的或私人档案ꎬ 描绘了一幅 １９４４ 年至 １９６４ 年间法中贸易和经济合作

的完整图景ꎮ 对于法国政府针对同中国做生意的法国企业所采取的行动ꎬ 作

者给予了细致的观察ꎮ 他认为ꎬ 法国历届政府都确实鼓励和推动过商业领域

内的个人行动ꎬ 但同时也对他们进行限制ꎬ 以使法中贸易在美国对华敌对和

禁运的政策范围内发展ꎮ⑥ 罗宾认为ꎬ 法国的对华政策有着非常明显的连续

性ꎬ 尽管其中夹杂着不少经济和商业上的机会主义行为ꎬ 但基本上 “与美国

政策保持着一致”⑦ꎬ 在 “不要惹恼美国盟友” 的观念下行事ꎮ⑧ 罗宾认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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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反对对华实施严格的禁运就像同美国人争论政治自主一样ꎬ 只是无谓的

表态而没什么作用ꎮ 罗宾承认ꎬ 法国领导人希望通过发展同中国大陆的经济

关系达到两重目标: 一是对法国的经济和商业发展有利ꎻ 二是创造条件ꎬ 在

适当的时候 (对新中国) 予以政治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ꎮ 但是ꎬ 他认为这种

一箭双雕的目标设计并没有实现ꎮ①

尽管也认为保持大西洋联盟的团结是法国政策中一贯的考虑ꎬ 本文还是

要表明法国政府逐步表现出它要在独立自主地对待美国路线方面有所作为ꎮ
虽然延缓了政治和外交上的承认政策ꎬ 法国政府还是采取了切实的步骤ꎬ 开

始在双边和国际层面协调与北京当局的关系ꎮ 本文主要依据法国档案ꎬ 论点

是戴高乐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十年间ꎬ (法国) 就逐步与共产党

中国和解ꎬ 而这期间法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扮演了关键的幕后角色ꎮ
本文将分四个部分展开论述ꎮ 第一ꎬ 本文表明在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ꎬ 法国

政府意识到经济交流可能会促进与北京关系的正常化ꎮ 首先ꎬ 法国商人和积

极支持与北京联络的议员在推动法国改变对华政策方面扮演了关键性角色ꎮ
法国政府日益担心 (其他) 欧洲国家争相与北京接触ꎬ 从而逐步从单纯限制

私人企业活动转变为谨慎地支持企业家同中国接触的政策ꎮ 第二ꎬ 论文集中

考察 １９５６ 年由参议员亨利􀅰罗希洛 (Ｈｅｎｒｉ Ｒｏｃｈｅｒｅａｕ) 带领的经济代表团

访华ꎬ 分析民间经济活动与法国外交之间的关系ꎬ 继而说明后者参与程度之

深ꎮ 罗希洛代表团的筹备和进展工作也可以使我们深入研究法中两国外交人

员通过非官方渠道接触的状况ꎮ 第三ꎬ 论文将关注点转移至国际层面ꎬ 特别

是法美两国关于西方对华禁运的讨论ꎮ 这一部分表明法国解除禁运的决心ꎬ
以及在解读了国际和亚洲形势之后ꎬ 法国政界和外交界发生的观念上的变

化ꎮ 尽管仍然着眼于保持西方联盟的团结ꎬ 法国政府无视美国公开施压或暗

地威胁ꎬ 毫不犹豫地采取积极步骤破除贸易歧视条款ꎬ 特别是那些针对共产

党中国的规定ꎮ 最后ꎬ 论文追溯法中关系在 １９６０ 年代初的发展ꎮ 这部分从

研究罗希洛代表团第二次访华的组织和进展工作开始ꎮ 代表团的成立是由于

(法国面临) 来自欧洲盟国的竞争以及在国际层面如柏林、 古巴和阿尔及利

亚发生的危机ꎮ 这些都显示法国政府在幕后的积极干预ꎬ 以及抱有越来越大

的决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ꎮ 分析 １９５０ 年代和 １９６０ 年代之交

法国政府对国际局势的判断ꎬ 能使我们评估 (其中) 经济利益的分量ꎬ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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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出在戴高乐总统在采取实质性的、 重大步骤承认新中国之前ꎬ (法国政

府) 强有力的政治基础ꎮ

一、 从有节制地支持到谨慎支持: 法国政府和民间行动

１９５０ 年代早期ꎬ 法国就为非殖民化冲突和冷战局势所困扰ꎮ 它深陷印度

支那战争ꎬ 在朝鲜战争中坚决站在西方一边ꎬ 是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创始

国———而巴统是一个对苏联集团实施战略物资禁运的组织ꎮ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ꎬ 法国与美国、 加拿大、 日本和英国一起成立了巴统组织中国委员会ꎬ 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更为严厉的贸易管制ꎮ① 在这一背景下ꎬ 没人能想象得

出能对共产党中国采取什么外交行动ꎬ 尽管在 １９４９ 年承认毛泽东政权被确

认为是一个基本的原则ꎮ
然而ꎬ 私人企业的行动并没有受到限制ꎬ 而且也可以采取行动ꎮ 特别

是ꎬ 一些熟悉共产党国家环境的法国企业家尤其活跃ꎬ 通过国际共产党的渠

道与中国保持着联系ꎮ 其中之一便是 １９５２ 年 ４ 月召开的莫斯科经济会议ꎮ
这个声称是非政府的会议ꎬ 旨在推动东西方贸易并最终成立若干国家委员会

来促进国际贸易ꎮ 莫斯科会议允许法国企业家与中国共产党政府接触并和他

们做生意ꎮ 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国际农业公司②董事长让－巴蒂斯特􀅰杜

孟 (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Ｄｏｕｍｅｎｇ) 与中国国家进出口公司签订了价值十亿法郎的

供货合同ꎮ③

然而ꎬ 私人企业的活动终究无法摆脱政府的控制ꎬ 后者掌握了出口许可

的权力ꎮ 在接受较大订单之前ꎬ 政府要求法国企业家遵守法国经济事务部的

“对外经济关系条例” ④ꎬ 从而确保能够获得出口许可ꎮ 杜孟一直巧妙地遵守

这些程序ꎬ 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ꎮ 当然ꎬ １９５３ 年组织的赴华代表团绝不是第

一支法国企业家组织的贸易团体ꎮ 那年初ꎬ 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 (兼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南汉宸邀请法兰西银行行长伯纳德􀅰德普拉 (Ｂｅｒｎ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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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Ｐｌａ) 随同法国企业家代表团来华访问ꎮ 因为国际局势依然紧张ꎬ 法国雇

主协会不允许雇主代表参加这个代表团ꎮ 许多企业家都选择不与代表团接

触ꎬ 担心遭到美国方面的商业报复ꎮ 最后ꎬ 访问中国的代表团毫无意外地只

是那些参与了莫斯科会议、 与苏联集团有着商业往来的共产党企业家 (比如

法国国际农业公司 ‹Ｉｎｔｅｒａｇｒａ›、 现代企业研究中心 ‹Ｂｅｒｉｍ› ①、 索瑞斯营销

公司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ｏｒｉｃｅ› 和欧洲协会 ‹Ｃｏｍｐｔｏｉｒ ｅｕｒｏｐéｅｎ› )②ꎮ
商业代表团于 １９５３ 年 ５—６ 月间成行ꎬ 但只取得了纸面上的成果ꎮ 双方签署

了很多合同ꎬ 甚至包括巴统中国委员会的禁运清单商品ꎮ 但因为这些企业无

法获得政府批准ꎬ 许多中国订单不得不取消ꎮ③ 这其中的教训显然是ꎬ 法国

企业家要么支持政府要么与政府合作ꎮ 正如下面所表明的ꎬ 法国政府的对华

政策也会得益于与法国企业的合作ꎮ
１９５４ 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以及随后的印度支那紧张局势的缓和ꎬ 给法国

重新考虑对华政策提供了机会ꎮ 在欧洲范围内的经济竞争又加快了这一步

伐: １９５４ 年法国外交部亚洲与大洋洲司 (Ａｓｉ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④) 就指出ꎬ 英国

贸易委员会正在积极鼓励同中国发展贸易关系ꎮ⑤ 法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的

冲动恰恰是来自商业界和 (政界的) 一部分议员ꎮ
在 １９５５ 年里ꎬ 法国商界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国市场的兴趣ꎮ 首先ꎬ 里昂

博览会邀请了一个中国代表团参加ꎮ 接着ꎬ 一个中国技术代表团访问了施耐

德电气公司 (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总部⑥ 和法国广电公司 ( Ｓｏｃｉéｔé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ｒａｄｉｏ￣
éｌｅｃｔｒｉｑｕｅ) 总部ꎮ 为了保持这种联系ꎬ 法国的企业界人士希望派遣一个经济

代表团到中国去ꎮ⑦ 虽然法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一计划的价值ꎬ 但还是认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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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或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建立ꎬ 其中包括奥布拉克 (Ａｕｂｒａｃ)ꎮ 从 １９５３ 年开始ꎬ 还在现代

企业研究中心时ꎬ 奥布拉克就开始建立起与中国的联系ꎮ １９５５ 年 ８ 月ꎬ 他推动了埃德加􀅰富尔在中

国的访问ꎮ 此后ꎬ 现代企业研究中心越来越专注于贸易而非研究活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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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可能扮演赞助人或是组织者的角色ꎮ 它觉得将这一使命完全委托给民间私

人企业ꎬ 至少代表了部分法国投资者ꎬ 即使最差的结果ꎬ 代表团也是带有政

治色彩的ꎮ① 尽管这时候某种政府投资形式也是必要的ꎮ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

的ꎬ 巴德尔认识到法国政府的担心在于法国共产党单独与北京建立正式的关

系ꎮ② 如果法国政府出面组织这样一个代表团ꎬ 就超出了政府仍在密切关注

法共行动这样的政策范围ꎮ 正如下文所表明的ꎬ 法国当局 (暗地) 推动与中

国保持经济联系目的ꎬ 是为以后国际局势允许时建立官方关系架桥铺路ꎮ 尤

其是法国外交部ꎬ 直接参与并有意图地制约、 引导着 (民间) 与中国人的

接触ꎮ
第一步于 １９５５ 年迈出ꎬ 当时法国外交部在日内瓦与中国外交官建立了

非官方的渠道ꎮ ８ 月 ２２ 日和 ２８ 日ꎬ 亚大司司长与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会

晤ꎮ 双方的谈话最终在如何处理共同关心的各种时局问题上达成了谅解ꎮ 双

方同意在合适的时机把此项 (联络) 工作交给双方驻伦敦或伯尔尼的大使

馆ꎮ 双方还清楚地表明ꎬ 如果出现更具政治性的问题ꎬ 将会再次在日内瓦向

王炳南提出ꎮ 法方建议ꎬ 中国政府恢复在北京的法国领事馆ꎬ 尽管没有提及

中国恢复在巴黎使领馆的问题ꎮ 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要求ꎬ 认为在法国仍然

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前提下ꎬ 这种做法是一个承认 “两个中国” 的方案而

不能被接受ꎮ③

在建立了极富前景的联系之后ꎬ 法国政府采取了第二步与中国接触的行

动ꎬ 这一次是在跨大西洋的范围内ꎬ 开始致力于改变巴黎组织中国委员会条

款ꎮ 既然朝鲜战争结束ꎬ 日内瓦会议召开ꎬ 法国、 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考虑

对华实施禁运不再合理ꎮ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ꎬ 法国政府知会华盛顿ꎬ 表达解除禁运

的愿望ꎻ １２ 月ꎬ 英国附议ꎮ④ 急于迅速解决中国委员会问题的英国ꎬ 还打算

在即将于华盛顿举行的英美首脑会晤上提出此事ꎮ⑤ 尽管法国政府通过驻英

国大使坚称ꎬ 英美双方还未对此形成决定ꎬ 但是在适当场合提出准备召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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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委员会问题的三边协商会议ꎮ①面对美国无条件反对撤销禁运ꎬ 英法两

国谋求其他中国委员会成员国至少同意放松管制ꎻ 特别是他们打算推动中国

委员会的禁运条款朝着适用于苏东集团的出口政策发展ꎮ②

同时ꎬ 法国继续谋求同中国政府的接触ꎮ 长期以来ꎬ 同中国政府进行政

治谈判的可能性一直被排除在外ꎮ 除了商业联系之外ꎬ 法国外交部并没有忽

视非官方的、 政治手段的作用ꎮ 于是 (外交部) 就对法国议会的动议产生了

兴趣ꎮ １９５５ 年 ９—１０ 月间ꎬ 由参议员里奥􀅰哈蒙 (Ｌéｏ Ｈａｍｏｎ) 率领的参议

院代表团赴北京访问ꎮ 此次访问是临时性的ꎬ 并没有外交部参与安排ꎮ 而同

年 １０—１１ 月ꎬ 国民议会外事委员会出访中国却是在外交部参与的情况下精

心筹备的ꎬ 且成果丰硕ꎮ 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接见了议员并进行了详谈ꎮ
期间ꎬ 周恩来重申中国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ꎮ 但是他也承认ꎬ 改变现行政策

对法国政府来说比较困难ꎬ 因此建议两国发展经贸和文化关系ꎻ 他提到组织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访问法国、 发展文化关系甚至开始半官方的经济合作和贸

易关系的可能性ꎮ 中国领导人说: “我们可以发展全面的关系ꎬ 这也符合我

们两国的利益ꎮ 但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是ꎬ 你们同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蒋

介石政府ꎮ”③

在法国外交部看来ꎬ 在与中国政府有了联络的情况下ꎬ 选择介入议员访

华事务是明智之举ꎮ 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ꎬ 法国政府了解到了中国方面的立

场ꎮ 在估计到中国赞同用经贸关系打开双方关系之后ꎬ (法国政府明白) 介

入和组织法国经济代表团访华只会有好处ꎮ 尽管外交部不会以直接的外交行

动来管理或带领代表团ꎬ 但也不能说在这一过程中法国外交部态度消极ꎮ 下

一部分的研究将表明ꎬ 实际上外交部在幕后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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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经济联系作为平行的外交手段: 罗希洛代表团第

一次访华

　 　 既然排除了所有的赞助者ꎬ 法国政府并不信任由法国雇主委员会来选择

访华代表ꎬ 尤其是考虑到要保证法国利益需要得到平衡ꎮ①当然ꎬ 法国当局也

没有置之不理ꎬ 而是引导和支持该委员会的行动ꎮ 法国经济事务国务秘书和

工商业部长为委员会的决策过程提供了专业建议和政治支持ꎮ 该代表团最终

由相关经济部门的行业公会推选出的 ２３ 名代表组成ꎮ②然而ꎬ 团长是政府任

命的亨利􀅰罗希洛参议员ꎬ 他也是国民议会经济事务委员会的主席ꎮ 此外ꎬ
经济事务部长办公室的一位公务人员路易斯􀅰巴奎尔 (Ｌｏｕｉｓ Ｂａｃｑｕｉｅｒ) 被派

驻代表团ꎬ 作为联络人协调工作并为政府提供客观信息ꎮ③罗希洛和巴奎尔进

入代表团并没有改变这个贸易使团的民间性质ꎬ 但表明了法国政府潜于幕后

的干预活动ꎮ
法国政府并没有止步于组建这样一个代表团ꎮ 相反ꎬ 很多时候它非常明

显地推动代表团的活动ꎮ 法国外交部为代表团访华铺平了道路ꎮ 作为第一

步ꎬ 法国驻英大使组织了一次午餐会ꎬ 安排罗希洛与中国驻英代办宦乡晤

面ꎮ 除了向中国人预先介绍了这位参议员ꎬ (法国人在) 午餐会上还得到这

样一个信息: 中国政府对法方声明派遣这样一个经济代表团给予了积极的回

应ꎮ④第二步ꎬ 法国外交部通过中国驻英机构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代表团成员名

单ꎬ 并为他们办理签证ꎮ⑤ 最后ꎬ 为了弥补法国没有在华外交机构的不足ꎬ
英国政府将其驻北京的代办列入代表团名单ꎬ 从而使法国获得英国在物资和

外交方面的支持ꎮ⑥ 法国政府此举也是为了保证罗希洛代表团访华最终能够

成功ꎮ 尽管不得不遵守中国委员会的禁运条款ꎬ 但法国政府最大限度地利用

豁免程序ꎮ 这给予代表团总计达 ３００ 万美元的豁免物资ꎬ 从而推动双方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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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工业领域的协议ꎮ 以同样的方式ꎬ 代表团与中国签署了 １００ 万美元的钢

铁产品贸易协议ꎬ 而谈判的成功则有赖于豁免程序ꎮ①只要这些产品列入豁免

名单ꎬ 代表团将毫无障碍地履行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协议ꎮ 而且ꎬ 法国政府向

代表团保证会防止来自第三国的报复ꎮ②

法国外交部对罗希洛代表团的考虑ꎬ 突出显示了法国政府与中国建立经

济联系的兴趣ꎮ 在其整个大的战略思考中ꎬ 法国外交部门认为贸易代表团访

华是一个重要事件ꎮ 在政治上ꎬ 此举是一个明显的趋向———逐步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ꎮ 经济上ꎬ 这也将极大地促进贸易活动ꎬ 从而在各种

条件下让法国各个利益攸关者对中国市场的机遇形成明晰的认识ꎮ 最重要的

是ꎬ 当中国委员会 (贸易禁运) 的藩篱剥落之时ꎬ 法国与西欧国家的竞争不

可避免ꎮ③ 实际上ꎬ 亚大司一直游说早日派遣罗希洛代表团ꎬ 因为欧洲已经

存在的竞争表明ꎬ 其他国家将填补法国遗留出的任何空间ꎬ 特别是当中国政

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制定详细方案的时候ꎮ④政治事务司司长不断表达他的看

法: “如果与北京建交问题不是意味着各国之间的竞争的话ꎬ 我们也不会想

要抓住这样的机会ꎮ”⑤

因此ꎬ 积极主动地抓住中国的提议至关重要ꎮ 法国外交部认为ꎬ 与中国

人在日内瓦、 波恩、 伦敦接触以及议会代表团访华ꎬ 能够在法中之间创造一

种新的氛围ꎮ 中国人表达了一种积极欢迎的态度ꎬ 对 “法国及其民主传统和

文化不吝溢美之词”ꎬ 同时摆出和解的姿态———比如释放了 １９５１ 年以来中国

关押的三名法国战俘ꎮ⑥尤其重要的是ꎬ 周恩来发表声明说ꎬ 中法关系在相互

承认之前有很大的改善和发展空间ꎬ 这表明了 (中国) 同法国和解的愿望ꎮ
不容忽视的是ꎬ 中国对法国采取了比对意大利更为温和而积极的态度ꎬ 意大

利政府也热切地希望发展同中国的文化和经济交流ꎮ 而实际上ꎬ 在与意大利

人谈判的时候ꎬ 中国将双边贸易关系与建立外交关系联系起来ꎻ 尽管他们接

受贸易谈判ꎬ 但并不愿意放松政治要求ꎬ 这在与意大利人谈判的过程中举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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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ꎮ 相反ꎬ 在与法国人谈判时ꎬ 政治和外交问题就被回避搁置了ꎮ①中国政

府急切接受罗希洛代表团的另一个依据就是ꎬ 他们很快解决了旅行的问题ꎮ
他们以少有的速度批准了签证ꎬ 要知道ꎬ 一些成员是到最后一刻才同中国人

商定ꎮ② 外交部一度认为ꎬ 这就是同中国发展务实、 有效的外交政策的模

式———即暂时搁置政治问题ꎬ 而集中精力加强文化和贸易联系ꎬ 当然首先是

贸易关系ꎬ 共同致力于解除或减少贸易禁运ꎬ 并朝着关系正常化的结果迈

进ꎮ③对此ꎬ 法国外交部认为法国在北京的活动对于未来相互承认来说是绝对

有利的ꎮ④法国人凭直觉提出了两个方案: 要么派一些中层顾问官员到北京

去ꎬ 但不指望中国人也这么做ꎻ 要么组建一个非官方的长期的贸易代表团ꎮ
在当时ꎬ 外交部期待罗希洛代表团在这个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ꎮ⑤

罗希洛代表团于 １９５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至 ２ 月 ２０ 日期间访华ꎮ⑥ 访问结束

后ꎬ 罗希洛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卢绪章签署了联合声明ꎬ 双方对

访问表达了满意之情ꎮ 后者指出 “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存在巨大潜力”ꎬ 并

保证 “继续努力使双方交流保持增长并规范化”ꎮ 联合声明还对双方达成一

系列的协议表示满意ꎮ⑦ 这些协议实际上包括了各种非战略的或战略的物资ꎬ
就此而言ꎬ 针对中国委员会禁运条款而启动的豁免程序无疑提供了很大帮

助ꎮ 此外ꎬ 双方还签署了一份议定书ꎬ 规定了支付和财务条款ꎬ 这一制度安

排将促进双边贸易在 １９５６ 年大幅增长ꎮ 在回国途中ꎬ 罗希洛向一份香港报

纸发表了非常积极的声明: “我们的期望是复建法中两国经贸联系的健康基

础􀆺􀆺可以说ꎬ 这次访问是成功的ꎮ”⑧

罗希洛代表团访华的一个积极的结果便是推动法国政府重启在伦敦与中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ＭＡＯꎬ ＡＯꎬ Ｃｈｉｎｅ ５２２ꎬ Ｎｏｔ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Ｅｕｒｏｐｅꎬ ２１ ａｖｒｉｌ １９５６􀆰

ＡＭＡＥꎬ ＡＯꎬ Ｃｈｉｎｅ ４８３ꎬ Ｌｅｔｔｒｅ ｄｅ ｌ􀆳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ｅｕｒ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ｅｎ Ｇｒａｎｄｅ －Ｂｒｅｔａｇｎｅꎬ Ｃｈａｕｖｅｌꎬ ａｕ

Ｍｉｎｉｓｔｒｅ ｄｅｓ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ｓꎬ Ａｎｔｏｉｎｅ Ｐｉｎａｙꎬ １２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９５６􀆰

ＡＭＡＥ ５２０ꎬ ＤＧ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ꎬ Ｎｏｔｅꎬ Ｐａｒｉｓꎬ ３０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９５６􀆰

Ｉｂｉｄ􀆰

ＡＭＡＥꎬ ＡＯꎬ Ｃｈｉｎｅ ５２２ꎬ ＤＧ Ａｆｆａｉｒ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ꎬ Ｎｏｔｅꎬ ３１ Ｊａｎｖｉｅｒ １９５６􀆰

这里不拟对代表团在北京的会谈过程进行详细的介绍ꎮ 可参见 ＡＭＡＥꎬ ＡＯꎬ Ｃｈｉｎｅ ４８３ꎬ 或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Ｒｏｂｉｎꎬ Ｌｅ ｃｏｑ ｆａｃｅ ａｕ ｄｒａｇｏｎꎬ ｃｈꎬ ＶＩＩꎬ ａｎｄ Ｔｈｉｅｒｒｙ Ｒｏｂｉｎꎬ “Ｕｎｅ ｄéｌéｇ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ｒｏｎａｌ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ｅｎ

Ｃｈ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ｅ ｐｅｎｄａｎｔ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ｆｒｏｉｄｅ: ｌａ ｍｉｓｓｉｏｎ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Ｒｏｃｈｅｒｅａｕ ｄｅ １９５６” (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ｔｈｅ Ｒｏｃｈｅｒｅａ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９５６)ꎬ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ꎬ １５４: ２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６３－７５ꎮ

ＡＭＡＥꎬ ＡＯꎬ Ｃｈｉｎｅ ４８３ꎬ Ｄé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ｅꎬ １９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９５６􀆰

ＡＭＡＥꎬ ＡＯꎬ Ｃｈｉｎｅ ４８３ꎬ Ｔａ Ｋｕｎｇ Ｐａｏ ｄ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ꎬ ２２ ｆéｖｒｉｅｒ １９５６􀆰



方就驻华机构问题的谈判ꎮ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ꎬ 法国驻英大使会见中国驻英代办并

传递了法国政府希望在北京正式设置商务办事处的信息ꎮ 这一建议没有得到

回应ꎬ 两个月过去没有得到回复ꎮ 当法国大使联系中方在伦敦的代表时ꎬ 后

者总是旁顾左右而言他ꎮ 在这一情况下ꎬ 法国外交部开始考虑利用日内瓦渠

道ꎬ 恢复同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的接触ꎬ 他曾经同意如果出现政治性更强

的问题ꎬ 双方可就此展开讨论ꎮ 同时ꎬ 法国政府考虑满足中国政府一些要

求ꎬ 特别是在互派商务代表和允许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向巴黎派驻通讯员两个

问题上ꎮ①然而ꎬ 在事情朝这个方向发展之前ꎬ 驻伦敦使馆进行了一次新的尝

试ꎮ 当年 ６ 月ꎬ 驻英大使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ꎬ 设想在北京设立一个官方但

临时的商务机构来负责协助履行法中贸易协议ꎮ②尽管这个设想更符合中国人

的口味ꎬ 但同时也应实现两个基本的目标ꎮ 第一ꎬ 应该保障罗希洛代表团访

华签署的协议顺利实施ꎬ 同时为再次派遣法国代表团铺平道路ꎮ 第二ꎬ 应该

推动建立官方但非外交的联系ꎬ 作为向法中关系正常化迈进的一步ꎮ 这个所

谓的 “临时方案” 有这样一种优势———可以 “使法国驻北京机构更有实质

意义ꎬ 即便是暂时性安排”ꎮ③ 这种临时方案的实施需要假以时日ꎻ 同时ꎬ 法

国驻伯尔尼商务办事处成了收集有关中国经济信息的集散地ꎬ 另外一处则在

香港ꎮ
尽管在设立法国驻华机构一事上反应冷淡ꎬ 中国政府却对罗希洛代表团

再次访华倍感兴趣ꎮ 在 １９５６ 年夏天ꎬ (法国) 与中国代表在伯尔尼就有关访

问事宜恢复了会谈ꎮ④但是当年秋天ꎬ 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ꎬ 谈判一度

中止ꎮ 中国坚定地站在纳赛尔一边ꎬ 宣称全力支持埃及ꎮ⑤ 此外ꎬ 中方还命

令取消了一些法国订单以示对法国在埃及的 “帝国主义行为” 进行报复ꎬ 罗

希洛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没有组织代表团再次访华ꎮ⑥然而仔细考察情况之后ꎬ
参议员的疑虑被打消了ꎮ 法国外交部认为中国政府针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宣

传是一种策略上的举动ꎬ 是为了重新获得在亚非世界的领导权ꎬ 并非有意与

英法为敌ꎮ 况且ꎬ 宣传活动对法中文化关系没什么显著的影响ꎮ 比如ꎬ 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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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节和法国当代画家 (毕加索、 马蒂斯和吕尔萨) 复制品展在危机的高潮

时期还是在北京举办了ꎬ 而且在民众中间取得了巨大成功ꎬ 中国政府也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ꎮ 中国实际上也没有抵制法国商品ꎮ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ꎬ
中法贸易额减少得很有限: 在总额 １２５ 亿美元中ꎬ 被取消的订单总值只有 ２０
亿美元ꎻ 而且ꎬ 这些订单大部分是由于运输成本的增加而取消ꎬ 中国顾主宁

可取消订单也不愿支付额外的成本ꎮ① 总体而言ꎬ 法国外交部希望法中经济

(和文化) 联系继续加强ꎮ
当法国政府考虑同中国的关系时ꎬ 苏伊士运河危机很快就被抛诸脑后ꎬ

并给罗希洛代表团第二次访华的计划注入新的推动力ꎮ 当中国人对法国希望

在北京建立常设性的或临时性商业办事处的建议充耳不闻时ꎬ 一个新的贸易

代表团显然可以继续维持同中国的联系ꎮ 尤其是ꎬ 这位重要的法国参议员能

够接触到 (中国) 领导人ꎬ 这本身就表明法国政府持续关注两国关系正常化

进程ꎮ 外交部相信代表团第二次访华 “将会对这种关系的持续产生积极影

响”ꎮ②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ꎬ 罗希洛参议员再次与伯尔尼恢复联系ꎬ 那里的中国外交

人员显得更为友好ꎮ 但是这些接触被法国总理居伊􀅰摩勒 (Ｇｕｙ Ｍｏｌｌｅｔ) 暂

叫停ꎬ 他要求参议员等到联大讨论完阿尔及利亚问题之后ꎮ③

如果法国的国际形象真是 “兹事体大” 的话ꎬ 那么在中国的经济和战略

利益也是如此ꎮ 欧洲各国争夺北京的竞争愈演愈烈ꎬ 也给法国增加了压力ꎮ
罗希洛代表团希望在 ３ 月中旬访问北京ꎬ 以便抢在德国贸易代表团之前ꎬ 后

者启程的日期日益临近ꎮ④ 但是中方推迟了时间ꎮ 中方坚持在 ４ 月份ꎬ 但这

被证明只不过是一个拖延的计策ꎮ ４ 月初ꎬ 中方指出ꎬ 在伯尔尼同罗希洛会

谈之后ꎬ 对 “派遣新的代表团给出了消极的评价”ꎬ 事实上并非如此ꎮ⑤ 面

对中方出尔反尔且缺乏有诚意的解释ꎬ 罗希洛取消了访问计划 (尽管只是暂

时的)ꎮ⑥法国对形势的解读是ꎬ 中国在耍弄伎俩ꎬ 迫使法国当局赋予罗希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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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更多的政治色彩ꎮ①但法方并没有打算迈出这一步ꎮ 然而ꎬ １９５７ 年见

证了法国政治和外交界观念上的重大改变ꎬ 这些变化渗透到法国对国际形势

的分析当中ꎬ 也逐渐在与美国就中国委员会条款的争执当中显现出来ꎮ

三、 美法分歧

罗希洛代表团 １９５６ 年访华推动法国政府采取行动ꎬ 修改中国委员会的

禁运条款ꎮ 英法两国协力从其他中国委员会成员那里争取支持ꎬ 使中国委员

会的条款与巴统委员会条款一致ꎬ 并改变华盛顿顽固的反对态度ꎮ②这一努力

证明是很容易做到的ꎬ 因为两方的分歧非常明显ꎬ 一方是美国ꎬ 而另一方是

加拿大和欧洲盟国ꎬ 后者非常愿意在对华经济和政治政策上接受更为温和的

态度ꎮ③ 在 １９５０ 年已经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中ꎬ 丹麦和挪威走得更远ꎬ 甚至支

持中国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永久席位ꎻ 英国和荷兰质疑台湾保留席位的权

利ꎬ 但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暂时性的ꎮ 在 １９５５ 年日内瓦会议和所谓日内

瓦缓和精神的指引下ꎬ 加拿大、 比利时、 意大利和法国都计划承认新中国ꎮ
比如比利时外长保罗－亨利􀅰史巴克 (Ｐａｕｌ－Ｈｅｎｒｙ Ｓｐａａｋ) 对此尤其积极ꎬ 公

开表示不能继续将中国拒在联合国大门之外ꎮ 比利时倾向于西方在这一问题

上达成共识ꎬ 但史巴克同时坚持应该向美国表明: 在西欧国家当中存在这样

一种重要的发展趋势ꎬ 大家赞成承认新中国ꎬ 而且应该予以适当考虑并形成

共同的立场ꎮ④ 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在 １９５６ 年 １１ 月美国大选之前并不会对北

京采取任何官方的步骤ꎬ 因为时机非常不适宜ꎮ⑤ 实际上ꎬ 美国不大可能在

大选之年改变政策ꎮ⑥

然而ꎬ 新一届美国政府并没有任何改变对华政策的迹象ꎮ 相反ꎬ 鉴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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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和中东发生的事件ꎬ 它很快形成了大致的观点ꎬ 包括保持现行对华特

别控制政策的重要性、 加强巴统组织和中国委员会控制等ꎮ①此外ꎬ 华盛顿还

对欧洲盟国未能严格遵守中国委员会条款而感到痛心ꎬ 这其中法国是主要对

象ꎮ 在罗希洛代表团访华之后一年ꎬ 法国出口禁运物资总价值已经超过了其

他产品价值的总和 (１２０ 亿法郎对 ３５ 亿法郎)ꎮ②美国政府试图在数量和质量

上限制欧洲国家使用部分废除程序ꎮ 对于法国ꎬ 在一份 １ 月 ４ 日美国驻法大

使馆提交的备忘录认为 (法国) 使用部分废除程序 “超出了合理想象的范

围”ꎮ③尽管如此ꎬ 美国的方法并未奏效ꎬ 因为此时其他中国委员会成员国都

希望放松禁运ꎮ
尽管法国政府并没有退出大西洋联盟ꎬ 但是很显然它对亚洲事务的解读

和立场与华盛顿大有不同ꎮ 首先ꎬ 法国没有像美国那样的理由敌视北京ꎬ 而

强烈支持台北ꎮ 尽管中国出兵朝鲜、 军事援助越南ꎬ 但是随着朝鲜停战以及

日内瓦会议ꎬ 这些都已时过境迁ꎬ 况且法国政府当时与北越也保持着关系ꎮ
而且ꎬ 法国外交部认为西方承认苏联也绝不是什么 “清白记录”ꎮ 其次ꎬ 法

国坚持与台北保持关系的理由也十分牵强ꎬ 每个法国人都记得二战结束后国

民党政府在东京湾地区是如何对待法国人的ꎮ④ 外交部意识到ꎬ 承认新中国

将会在那些对美国 “卑躬屈膝” 的亚洲国家中产生不良后果ꎻ 最为明显的就

是与南越的关系ꎬ 在那里法国的经济和文化利益十分重要ꎮ⑤这是法国外交部

思维观念发生变化的强烈信号ꎬ 如果法国的亚洲政策 “在过去一直是基于我

们的印度支那政策的话ꎬ 我们可以说现在印度支那问题应该在我们的亚洲政

策中削弱”ꎮ⑥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ꎬ 这一点足以作为法国承

认北京政府的理由ꎮ 在北京驻有机构能够使得法国政府收集更多中国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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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在亚洲ꎬ 蒋介石负责印度支那北部日军的受降ꎮ １９４６ 年 ２ 月ꎬ 蒋介石迫使法国

人交出他们在中国的特许权和治外法权ꎬ 作为交换ꎬ 国民党军队才会从该地区撤出并允许法国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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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有用情报ꎮ 能够获得更多信息的机会被法国人看作是 “极其可取的

􀆺􀆺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印度支那仍然有利益ꎬ 加上共产党中国在东欧越来

越大的影响力ꎬ 这些都令我们印象深刻”ꎮ①

与此同时ꎬ 一股更为强烈的、 要求承认新中国的推动力来自于法国议

会ꎮ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 ６ 日ꎬ 一份决议草案提交给国民议会 “敦促政府同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谈判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ꎮ② １２ 月 １９ 日ꎬ 一份相同的决议案提交

给了参议院ꎮ③ 同时ꎬ 法国政府却不愿采取任何针对北京的官方政治行动而

与台湾保持着关系ꎬ 因为西方的团结 “要求盟国保持紧密合作ꎬ 特别是与美

国政府”ꎮ④一方面法国表达着对美国的忠诚ꎬ 一方面法国指示驻美大使埃尔

韦􀅰阿尔方要时不时提醒美国ꎬ 法国政府准备承认共产党中国ꎮ⑤

的确ꎬ 与美国政策保持一致并不妨碍同中国的文化与经贸往来ꎬ 法国在

这一问题上的政策也是公开的ꎮ 美国政府通过驻巴黎大使馆得到了有关罗希

洛代表团第一次访华的信息⑥和成果⑦ꎬ 还包括第二次访华的计划⑧ꎮ 更重要

的是ꎬ 法国政府在禁运的问题上率先采取行动ꎮ 在 ４ 月 １２ 日的巴统组织会

议上ꎬ 法国代表提交了一份计划ꎬ 要求改变歧视共产党中国的政策ꎮ 法国提

案分三个阶段、 为期一年最终废除所谓的 “中国差别” 和委员会条款ꎬ 以便

同中国进行贸易ꎮ⑨英国代表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不同意现行体制继续下去ꎬ 并

推动迅速讨论法国提案以解决这个问题ꎮ􀃊􀁉􀁒事实上ꎬ 在 １９５７ 年 ３ 月底百慕大

英美会晤时ꎬ 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已经明确表示ꎬ 英国政府打算调整中国委

员会的条款和程序并与巴统委员会的一致ꎮ􀃊􀁉􀁓比利时、 丹麦、 意大利、 日本、
卢森堡、 挪威、 葡萄牙、 土耳其和荷兰代表也原则上同意法国提案ꎮ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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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未得到渥太华的指示ꎬ 而西德代表接受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ꎮ 美国代表

则表示会在 ５ 月中旬提交一份反提案ꎮ① 果然ꎬ 美方的备忘录和提案草案在

一周内就提交给各盟国驻美大使ꎮ② 在巴统委员会正式讨论美方提案之前ꎬ
英国感觉需要确定华盛顿已经十分清楚英国的立场ꎮ 英国驻美大使哈罗德􀅰
卡恰 (Ｈａｒｏｌｄ Ｃａｃｃｉａ) 告知美国经济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道格拉斯􀅰迪伦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Ｄｉｌｌｏｎ)ꎬ 英国政府无法接受美国的提案ꎬ 认为提案是不充分的ꎬ 英

国能够接受的唯一合理建议是将两个清单统一ꎮ 但美国人回答说: “美国政

府永远ꎬ 或者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接受统一两个清单”ꎮ③ 第二天ꎬ 在

波恩召开的北约会议上ꎬ 劳埃德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再次表达同样的立场ꎬ
并抱怨说: “真正重要的物资仍然在禁运名单上ꎮ”④

凯恩的研究全面分析了中国委员会谈判期间美国与西欧盟国之间的争

执ꎮ⑤ 在这里只要简单提示一下美国做出一些努力试图保留 “中国差别” 但

毫无结果就足够了ꎮ 美国第一个反提案没被接受ꎮ 英国代表团遗憾地表示ꎬ
反提案不符合法国提案所依据的标准ꎬ 英国是支持法国提案的ꎮ 其他大多数

代表团仍然支持法国提案ꎬ 要么完全支持ꎬ 要么表示 “应该找出类似的解决

方案”ꎮ⑥ 在动员盟国维持 “中国差别” ———至少是在一些商品上———陷入

窘境的美国ꎬ 试图精心设计出一个妥协方案ꎮ 方案在 ５ 月 ２１ 日中国委员会

会议上被提出ꎬ 但是运气也不佳ꎮ 美国在最后一刻试图达成一个各方也许能

够接受的妥协方案: 一些代表各自行动ꎬ 制定出两个方案ꎬ 在最后一天分发

下去ꎮ⑦华盛顿指示国外的外交使团以 “最高级别” 会见所在国政府ꎬ 告知

他们美国坚持多边贸易管制的重要性ꎬ 并敦促他们支持一个能够使中国委员

会禁运条款继续有效的妥协方案ꎮ⑧ 美国资料显示ꎬ 美国人 “当时非常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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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推动法国 (支持妥协方案) ”ꎮ① 美国的希望是ꎬ 如果法国在下次会议上

改变立场ꎬ 英国人会感到势单力薄而会最终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ꎮ②

但是得到法国人的支持 (之梦) 始终没有实现ꎬ 美国人认为 “一定是

事先承诺要对英国的立场支持到底”ꎮ③ 事实上ꎬ 如上所述ꎬ 巴黎和伦敦在

１９５５ 年底就一直保持密切接触和合作ꎬ 旨在共同废止中国差别ꎮ 法国政府

(在这一问题上) 绝不含糊其辞ꎬ 早就努力争取其他中国委员会成员的支持ꎬ
最终提交提案来实现向巴统一般机制过渡ꎮ 尽管美国向法国大使施压ꎬ 向法

国外长克里斯蒂安􀅰皮诺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Ｐｉｎｅａｕ) 和总理居伊􀅰摩勒施压ꎬ 美国

人苦口婆心地劝说ꎬ 甚至隐晦地威胁说 “法国坚持这样的立场不可避免地会

影响到未来其他领域内的美法关系”ꎬ 对此法国人充耳不闻ꎬ 不予理睬ꎮ④对

同北京缓和关系这件事来说ꎬ 商业外交是巴黎选择的以往未曾有过的道路ꎬ
而中国差别却横亘当中ꎮ ５ 月 ２７ 日ꎬ 英国单方面从中国委员会撤出ꎮ⑤ ６ 月

２０ 日ꎬ 法国政府向国内的出口商表示紧随英国之后ꎮ⑥ 法国准备第二次派出

罗希洛代表团ꎮ

四、 推动承认新中国的因素上升

只有查阅相关的中国档案才能揭示出 １９５７ 年北京是否采取了拖延战术ꎬ
旨在让法国政府摆出更明显的政治姿态ꎬ 或者只不过是国内问题的影响ꎮ 这

里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 １９５７ 年春ꎬ 一年前开始发起的 “百花齐放” 运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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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令中国政府担心的影响ꎻ 中国社会当中言辞激烈的一些人士开始公开批评

共产党的政策ꎬ 在几周之内针对共产党的批评迅速增加ꎮ 此时ꎬ 让西方人出

现在北京首都显然对后者不利ꎮ 但是与法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很重要ꎮ 事实

上ꎬ 中国政府给自己解了围ꎬ ５ 月邀请前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访华ꎮ① 邀

请明确向巴黎传递了信号ꎬ 中国政府对两国经济关系的继续和发展有很大兴

趣ꎮ 周恩来单独接见了富尔ꎬ 并重申他前一年向罗希洛表示过的: 中国政府

理解对于法国政府来说ꎬ 承认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有难度ꎬ
我们也不急于达到这一目标ꎮ 另外ꎬ 周恩来表达了中国政府希望在 ９ 月第二

次接待罗希洛代表团的愿望ꎬ 并能够看到法国主要的商业界人士ꎮ②

作为富尔访华的直接影响ꎬ (法中在) 伯尔尼的友好接触恢复起来ꎬ ６
月 ２２ 日罗希洛会见了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铉ꎮ 当双方谈话深入到此次访问的

细节时ꎬ 比如代表团组成和双方讨论的领域ꎬ 法国人自信地感觉到中方非常

希望接待经济代表团ꎮ③ 而实际上ꎬ 罗希洛在一周之内就收到了中国政府希

望经济代表团在当年 ９ 月访华的邀请ꎮ④

尽管在性质上仍然属于民间访问ꎬ 罗希洛代表团第二次访华更为明显地

揭示出法国政府在幕后的干预痕迹ꎮ 外交部经济、 财务和技术事务司长密切

跟踪代表团的筹备工作ꎬ 筹备工作在远东研究委员会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 ｄ􀆳éｔｕｄｅｓ ｐｏｕｒ
ｌ􀆳Ｅｘｔｒêｍｅ－Ｏｒｉｅｎｔ ‹ＳＥＰＥＯ› ) 的组织之下进行ꎮ 远东研究委员会成立于 １９４６
年ꎬ 是一个对远东贸易感兴趣的法国企业家组织ꎮ 最终代表团中包括了一些

法国 大 公 司ꎬ 如 施 耐 德 电 气 公 司ꎬ 阿 尔 斯 通 公 司ꎬ 奈 尔 皮 克 公 司

(Ｎｅｙｒｐｉｃ)⑤ꎬ 圣格班公司 ( Ｓａｉｎｔ －Ｇｏｂａｉｎ)⑥ 和佩西内公司⑦ꎮ 更为重要的

是ꎬ 代表团还有公共机构的代表: 法国外贸银行 ( Ｂａｎｑｕｅ Ｆｒａｎçａｉｓｅ 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ｘｔéｒｉｅｕｒꎬ ＢＦＣＥ) 的主席⑧、 法国贸易保险公司的代表和两位来自

于经济事务部和工业部的中国委员会和巴统组织的专家ꎮ 相反ꎬ 外交部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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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０ 年代创办ꎬ 后来成为主要的水利设备生产商ꎮ

１６６５ 年创办ꎬ 开始生产镜子ꎬ 后来生产玻璃和玻璃纤维ꎮ

创建于 １８５５ 年的铝制品生产商ꎮ

法国外贸银行是一个兼有公私两重性质的机构ꎬ 每年从财政部获得拨款ꎬ 但像一个私有企

业那样向出口商提供贷款和资金ꎮ 它的主要股东是国有银行ꎬ 其主席也由财政部任命ꎮ



了另外两个人的参加ꎬ 一位是驻香港金融专员雅各􀅰赫希－齐林 (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Ｈｉｒｓｃｈ－ Ｇｉｒｉｎ )ꎬ 一 位 是 驻 香 港 商 务 顾 问 雷 蒙 德 􀅰 格 里 莫 (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Ｇｒｉｍａｕｄ)ꎬ 因为这两个人的参与会让代表团带有公开的外交性质ꎮ

研究联合会代表团第二次访华按计划于 ９ 月成行ꎬ 氛围友好而富建设

性ꎮ 法方尤其对出口清单感到满意ꎬ 特别是这个清单 “比同一段时间里德国

代表团的清单更详细”ꎮ①中方同样表达了对立即着手在化工企业和铁路电气

化方面与法方合作表示了浓厚的兴趣ꎻ 具体而言ꎬ 他们愿意派遣一直专家队

伍到法国去ꎬ 更好地了解在这些领域法国工厂能够提供什么样的 (合作) 机

会ꎮ② 这样一支中国技术代表团会引发安全方面的问题ꎬ 因为同样的技术可

能会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ꎬ 从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个提议是显然很有意思的ꎮ
这一次ꎬ 欧洲范围内的竞争使天平向接受中国提议的方向倾斜ꎮ 外交部亚大

司强调说: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考虑同中国建立技术联系 (意大利打算 １ 月

派团去中国ꎬ 德国则一定会在 ４ 月派出一支机械装备和石油工业的专家队伍

去中国)ꎬ 这些国家安排明年 １ 月 １７ 日在巴黎会晤ꎬ 就是为了设立一个常设

组织ꎬ 并且包括协调中国问题的成员ꎬ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失去已经通过罗希

洛访华取得的领先地位ꎮ”③

于是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ꎬ 中国技术专家们在法国受到欢迎ꎬ 并进行了为期 ５
周的访问ꎮ 法国索福瑞公司针对中国铁路装备签署了一份协议ꎮ④ １９５８ 年对

法中经济关系来说是一个里程碑: 法国对华出口从 ７０ 亿法郎增长到 １８９ 亿

法郎ꎬ 其中 ６６％涉及钢铁产品ꎮ 罗希洛代表团第二次访华显然再次推动了法

中交流ꎬ 但与此同时是中日贸易关系的降温ꎬ 推动中国向西欧国家进行大规

模采购ꎮ⑤不仅西欧国家能够向中国提供先进的技术ꎬ 他们本身也急于这样

做ꎬ 好像他们已经争着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一样ꎮ
１９５８ 年之后法中贸易额一直增长ꎬ 到 １９６０ 年中国成为法国在亚洲最大

的出口对象ꎬ 出口额达到 ２６０ 亿法郎ꎬ 超过了南越和印度 (分别是 ２２０ 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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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 亿法郎)ꎮ① 到 １９６０ 年为止ꎬ 许多法国商人访问了中国并做成了很多生

意ꎮ② 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ꎬ 法国也从中苏分裂的形势当中得到了巨大的好

处ꎬ 特别是 １９６０ 年苏联从中国撤回合作和援助项目的专家以后更是如此ꎮ
没有了苏联的援助ꎬ 中国需要转向西方国家ꎮ 不仅进口额度增加ꎬ 同时性质

也发生了变化ꎬ 因为北京努力从西方那里获得莫斯科从未提供的技术设备ꎮ
事实上ꎬ 法国和英国在航空航天、 海洋、 化工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ꎬ 而不顾

华盛顿对出售这些战略物资反应强烈ꎮ③

但是经济和商业利益并不是 (法国) 推行承认新中国政策的全部动机ꎮ
在协助法国企业方面ꎬ 尽管在北京直接设立外交机构要比现在委托中国周边

的使馆要好得多ꎬ 但法国政府认为承认新中国也不会对法中贸易有实质性的

改变ꎮ 已经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英国、 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几个国

家ꎬ 与西德、 比利时和法国这样在中国取得商业成功的国家相比ꎬ 并未占得

先机ꎮ 在与共产党中国有经济交流的西欧国家中ꎬ 占据头把交椅的不是英国

而是西德———和台湾国民党政府也是ꎮ④中国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商品是为了达

到政治目的ꎬ 而与西欧国家贸易显然是出于价格、 支付条件和质量方面的

考虑ꎮ⑤

因此ꎬ 承认新中国的政策考虑应该是政治上的ꎮ 主流历史研究的解释认

为ꎬ 戴高乐将军重掌大权改变了一切ꎮ 他认为法国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ꎬ 但是一些障碍的存在使他在几年里无法迈步向前ꎮ １９５８ 年到 １９６２ 年ꎬ
冷战紧张局势的加剧ꎬ 比如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ꎬ 使他很难冲破与西方

国家的同盟关系ꎬ 特别是与美国ꎮ⑥此外ꎬ 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持续也使他无法

与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正常化: 不仅北京激烈地谴责法国的帝国主义行径ꎬ 还

通过承认国际合法性、 提供军事顾问和武器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ꎮ⑦

正像马丁论证的那样: “一些因素帮助法中弥合了双方的分歧ꎬ 特别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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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 年以后ꎮ” 比如日益加强的经济联系ꎬ 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并签署埃维

昂协议ꎬ 包括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ꎮ①

尽管在大体上赞同的这样观点ꎬ 本文认为还有一条线索来说明这一点ꎬ
要通过描绘法国对华政策的潜在发展来呈现ꎮ 前文述及ꎬ 在戴高乐上台之

前ꎬ 法国对华政策就已开始修订ꎬ 并采取步骤通过文化和经济关系来促进正

常化进程ꎮ 这一进展在柏林和古巴危机过程中依然持续ꎬ 阿尔及利亚问题也

没有妨碍法中和解ꎮ 事实上ꎬ 可以这样说ꎬ 另外一场国际危机推动法中关系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中苏分裂ꎮ
早在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ꎬ 法国总理收到来自外交部政治事务司司长的信件ꎬ

强调 “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利益分歧不可避免并已经存在”ꎮ② 在同一封

信中ꎬ 法国外长感叹美国政府 “完全无视并不会利用北京和莫斯科已然存在

和潜在的分歧”ꎮ③ １９５８ 年 ９ 月ꎬ 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明确反驳了通过

加强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方式瓦解中苏同盟的设想ꎮ 法国外交部观点应该差

不多ꎮ 他们认为ꎬ 凭着直觉认定苏联迟早会限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关键

角色ꎬ 是不可靠的ꎮ 同样ꎬ 认为中国会通过谋求同西方缓和来平衡他们对苏

联的严重依赖ꎬ 也是不足信的ꎮ 实际上ꎬ 法国外交部认为这种利益会随着中

国经济增长而增加ꎮ 如果中苏关系恶化ꎬ “法国政府一定会认为那对自由世

界来说是好事一件ꎬ 借机同北京互派代表”④ꎮ
当中苏在 １９６０ 年完全分裂时ꎬ 承认新中国的其他政策依据和外交动机

开始增加了ꎬ 尽管阿尔及利亚战争和柏林危机还在持续ꎮ 首先ꎬ 新兴独立的

非洲国家ꎬ 包括那些以前法国的属地ꎬ 没有任何理由再与台湾保持关系ꎬ 迟

早会与中国建交ꎮ 随着北京在亚非世界中的声望急剧提升ꎬ 不能让这些非洲

新兴国家远离巴黎ꎬ 是法国的利益所在ꎮ 因此ꎬ 于非洲国家驻北京大使馆开

馆之前设立驻华机构ꎬ 是法国更为明智的选择ꎮ 其次ꎬ 在北京设立大使馆能

够帮助政府收集有用而详细的中国情报和信息ꎬ 毕竟这个国家 “他的一举一

动关乎世界命运”ꎬ 他的人口占据世界的四分之一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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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观念的转变ꎬ 与美法关系紧密相关ꎮ 脱离美国人的

轨道不再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了ꎮ 事实上ꎬ 法国外交部认为承认新中国 “不
会像以往那样招致北约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反对了 (英国、 荷兰、 挪威和巴

基斯坦) ”ꎮ① 而且ꎬ 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成为法国与美国竞争的因素之一ꎬ
“在苏美缓和之初———或者后者在太平洋地区的政策变得缓和时——— (美
国) 民主党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就台湾问题达成一项协议ꎮ 如果该协议反过来

推动中美建立官方关系ꎬ 而我们坐等直到与北京建立关系的话ꎬ 我们会损失

巨大声誉”ꎮ②

戴高乐的 “法兰西伟大民族” 就此建立起来ꎮ 对总统来说ꎬ 实施全新的

对华政策只是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ꎮ

结　 论

尽管笔者也赞同罗宾的观点ꎬ 认为贸易不是法国承认新中国的推动力

量ꎬ 但可以这样说ꎬ 经济关系在弥合两国政治领导人和外交官员分歧方面ꎬ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ꎮ 法中和解尽管没有像马丁指出的那样在 １９６２ 年发生ꎬ
但作为一个过程已经发展了将近十年ꎮ

从 １９５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为了形成一种有利于法中关系正常化的氛围ꎬ
(法中两国) 选择了商业外交ꎮ 在国际形势不利于实施官方承认政策时ꎬ 法

国政府积极行动ꎬ 通过精心准备、 悉心支持、 尽心协调民间的商业和技术渠

道ꎬ 逐步打开了法中之间非官方的外交联系ꎮ 贸易和合作代表团不仅是为了

重新实现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ꎬ 它们也被法国外交部看作是为未来建立官

方关系奠定基础的政治工具ꎮ 换句话说ꎬ 商业使团是一个政治风向仪ꎬ 可以

使两个远隔重洋且曾经敌对的国家更好地了解对方的意图、 寻找共同利益ꎬ
同时判断各种可能性来发展非官方但实质性的关系ꎮ 第一个商业代表团选择

任命一位著名的参议员作为团长ꎬ 他对此后访问行程的确定ꎬ 包括他得到允

许讨论政治议题的指示ꎬ 这些都是为了向中国表达法国人持续的、 认真的愿

望ꎬ 想要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法国政府还希望将访问提

升到一个更高的官方的水平ꎬ 只要限制在商业关系范围内而不涉及政治问题

的话ꎮ 实际上ꎬ 通过伯尔尼渠道ꎬ 法国政府曾经询问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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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首都设立一个常设的商业办事处ꎮ 这个机构不仅可以管理商业事务ꎬ 还可

以建立更多的官方联系ꎬ 并使法国驻北京机构更有实质内容ꎮ①

在某种程度上与共产党中国实现关系的正常化变得越来越重要ꎬ 因为欧

洲国家争着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竞争越来越明显ꎮ 除了在商业和贸易领域的竞

争之外ꎬ 对法国来说ꎬ 重要的是要面对欧洲和世界ꎬ 不能错失政治地位———
“法兰西伟大民族” 这个戴高乐后来积极推崇的口号ꎮ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ꎬ
不能完全失去对前法属殖民地而现在是新兴非洲国家的掌控力ꎮ 法国关注于

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ꎬ 担心他们先法国一步与北京建交并设立外

交机构ꎬ 这些都揭示了巴黎内心的一种焦虑ꎬ 急于与毛泽东政权和解ꎮ 法国

的逻辑并非来自于冷战的考虑ꎮ 法国外交部的分析人士已经发现中苏分裂的

萌芽和证据ꎬ 并想到用改善中国同西方的关系的方式来削弱共产主义阵营ꎮ
在某种程度上说ꎬ 法国比美国人先行了 ２５ 年ꎬ 后者直到尼克松时期才打出

了中国牌ꎮ 在 １９５０ 年代中晚期ꎬ 在对待共产党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人产生分

歧ꎬ 不满于华盛顿拒绝改变其解读冷战和国际变局的思维ꎬ 这些逐渐削弱了

法国遵从美国人意志、 保持对华强硬立场的意愿ꎮ 最终ꎬ 以上导致了法国打

破僵局ꎬ 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ꎮ 戴高乐的行动之前是一个为期十年的、
法中逐步实现缓和的过程ꎬ 而这一过程也说明了法国外交思维的演变ꎬ 以及

对法中国际地位评估的演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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